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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4任总统。奥巴马创造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

奥巴马的当选是在美国国内外政策出现重大危机，小布什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无法再推行下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美国多数选民厌倦了共和党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以“反恐”的名义不断扩大战争与对国家实力的消耗；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及华尔街过度投机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走入所谓的“大衰退”，增长停滞，失业攀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适时提出了“变革”、“我们能做到”等口号，以华盛顿既得利益圈之外的势力赢得了大选，反映了时代要求变革的呼声。

奥巴马自2009年上任以来，既面临拯救经济于危难之中，又要发掘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国际事务上，美国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制定相关对外政策，希望借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力量缓解美国经济的衰退，同时继续保持美国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支配性影响。奥巴马总统及其执政团队充满雄心，提出了振兴美国出口业、制造业回归、重振美国制造业等目标；提出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当下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为未来经济快速增长打下基础的政策；提出了“重返亚洲”与“再平衡”战略，在WTO多哈回合谈判屡次遭受挫折的背景下，美国启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多个“巨型”地区性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奥巴马团队还提出了加大减排力度以应对气候变化等举措。

然而，奥巴马政府推动落实这些内外经济战略并非一帆风顺，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不小的阻力。这些政策倡议的出台、落实以及影响这些政策过程的因素正是本书要探讨、说明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奥巴马政治经济学，理解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政策及其结果，读者需要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推动者与最大受益者。美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空前加强，背后是美国资本、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扩张。美国对海外市场与资本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都意识到美国经济难以回到以本土市场为主的时代，推行保护主义是行不通的。尽管在金融危机中不少人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国会也出台了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但是保护主义最终并未成为奥巴马经济政策的主流。

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美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再平衡与结构调整的压力。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数被“外包”出去，金融、军工、高科技成为美国经济的战略支柱。同时，美国经济呈现出所谓的“双赤字”特征，即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贸易赤字为主）与财政赤字并存的局面。美国国内储蓄率极低，但仰仗美元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地位，美国经济仍能从全球其他地方进行融资，并长时间享有低利率的国际资本流入。但是，美国经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必须改变，既是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自身要求，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机制规定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任务的要求。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再平衡方面做出了承诺与努力，取得部分成效，但是，美国经济不平衡的大格局并未改变，这里涉及美元地位等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美国“老大”心态与力图维持优势地位战略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借助综合国力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构建者与领导者，而后冷战时代，由于竞争对手苏联的解体，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大为增强，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坐享和平“红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养成了一种“老大”心态，它时刻担心挑战者觊觎其“第一”的宝座，反对任何可能改变其优势地位的国际变革。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经济，同时也使得美国对可能失去“老大”的地位感到焦虑。奥巴马上台后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多次表示美国不能甘居“老二”，并全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举措，企图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来约束对手的竞争优势。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压力，美国国会采取拖延战略，阻挠二十国集团2010年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的通过。对于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美国也采取了十分消极的态度。当然，美国从亚投行的案例也感受到，国际社会对其僵硬政策是不满的，只有适应改革的潮流才能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第四，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延续性影响。美国自立国以来就形成了个人主义、市场至上的思想，加之宗教的信仰在民间根深蒂固，使得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都表现出不同于欧洲的鲜明保守主义特色。基于历史社会的经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福利的思想在美国社会中一向具有较强的影响；向欧洲学习建立国家主导的福利社会仅仅是少数人的看法。不仅大资本反对社会福利，普通老百姓也受到保守主义思想的普遍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医改方案为什么一波三折，不仅保守派反对，甚至连很多中产阶级也反对。出于同样的原因，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华尔街那些引发金融海啸的投机银行家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也与美国公众笃信的个人自由与自由市场竞争有密切的关系。

第五，美国政治体制与独特政商关系的制约。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诸多重要的特点，如选举周期短、选举频繁，造成政治献金对美国政治与政策具有巨大影响；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尤其是总统与国会的分权，限制了总统行政部门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权力；如果国会与总统职位分属不同政党，那么两个部门之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总统的权力将受到更大程度的影响与限制；官、产、学之间人员轮替的“旋转门”安排，增加了权势集团对于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很明显，奥巴马的总统权力受到了政治体制的很大限制，他所推行的诸多改革政策往往虎头蛇尾，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具体来说，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奥巴马，其许多政策被认为不利于美国工商界，甚至被认为直接触犯了工商界与大资本的利益，如环保政策、减排标准等，受到了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抵制。

因此，我们要看到，在评价奥巴马政治经济政策的效果时，需要考察上述重要因素。也只有看清楚这些因素的影响，才能理解奥巴马政治经济政策受到的制约与限制。

此外，奥巴马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中国打交道。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重要现象，对美国在地区与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为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加大对中国经济与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对中国既要借重，扩大美国产品与投资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又要对中国实力与影响加以防范。为此，奥巴马政府推动“重返亚洲”战略以维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安排，同时以更高要求的经贸标准约束中国，这是“再平衡”战略与TPP的要义。笔者认为，如果中美相互依赖关系格局得以维系，双方保持各种层次的对话，相互妥协与协调，那么，实现中美间最终达成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还是有希望的。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负责全书的规划、组织研究团队并撰写第九章；中央财经大学白云真副教授撰写第六至八章；王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北京大学博士生）撰写第二至五章；刘玮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撰写第一章、第十章。王勇、刘玮负责统稿。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晓斐编辑的热情约稿与编辑工作，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素克责任编辑的辛苦工作。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勇

2015年8月于北大燕园未名湖畔


第一章 奥巴马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临危受命：救火还是变革？

2007年年初，随着美国两大贷款抵押机构——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和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的破产，美国的次级房贷问题暴露出来，并迅速弥漫到整个市场。伴随着美国政府接手两大房贷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及美国政府出资最高85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等一系列金融事件的发生，美国在2008年9月陷入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欧美金融市场联系紧密，欧洲金融机构随之受到波及。富通集团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业务被巴黎银行收购之后，冰岛遭遇“国家破产”危机。随后，乌克兰和匈牙利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急贷款渡过难关。至此，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扩散至整个欧洲。到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已经扩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新兴经济体，演化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11月4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伟大的历史时刻考验政治家的魄力。奥巴马临危受命，必须面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当支持者们还沉浸在庆祝胜利的喜悦中时，这位新任总统就不得不回到现实，着手准备处理棘手的国内外难题。从踏入白宫的第一天起，奥巴马就要在亿万美国人的热切期待中开启全方位的变革时代。

经济下滑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头号挑战。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08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出现0 3%的负增长，最后一个季度竟然下滑了9%，是50年来史无前例的最坏情形。同时，美国就业形势暗淡，全美私营企业仅10月份就削减了15 7万个工作岗位，超出预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大选投票后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5%的选民称对美国经济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80%的选民担心经济危机会损害他们家庭明年的财务状况，其中超过60%的选民称，经济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务。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第一个交易日，2008年11月5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重挫大约5%，创下历届美国总统选举后首个交易日最大跌幅，道琼斯指数下跌近500点。 
[1]

 面对如此暗淡的经济形势，新总统必须提早进入角色，加速组建经济团队，在挽救经济、重建金融系统、明确美国的贸易政策方向方面作出明确政策表态。

除此之外，奥巴马还接手了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来自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威胁以及持续不断的“基地”组织恐怖主义问题。 
[2]

 虽然乔治·沃克·布什（也称小布什）对其总统生涯总结道，“在过去的7年中……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击恐怖分子以及那些支持恐怖分子的人。在我们的帮助下，阿富汗已经由恐怖主义的天堂转变成了一个尚未成熟的民主国家……伊拉克也已经摆脱了萨达姆的残酷统治……已经成为中东地区阿拉伯民主的核心和美国的朋友。”但事实是，布什的反恐难题并没有解决，伊拉克问题悬而未决，基地组织仍然存在，同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形成了新的恐怖主义基地。而且，布什在“9·11”事件之后所大力推行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单边主义反恐，不仅遭遇了伊拉克等国的顽强抵抗，还使得西方盟国心生罅隙。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经历了“9·11”事件以来混乱的7年后，布什留给奥巴马的是一个反恐战争的“烂摊子”。面对着布什所遗留的反恐战争困局，奥巴马必须谋求变化。

奥巴马在竞选和就职演说中，以鼓舞人心的变革精神，向人们展示他引领美国人民克服危机、实现国内外变革的勇气。对于奥巴马来讲，抓住上任初期的改革时机非常关键。一般而言，总统在当选初期，民众的期望和支持度都是最高的。爆发于上一任任期内的金融危机也为奥巴马新政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与合法性。美国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到2010年年底很难实现经济复苏，可能会导致民众的失望。奥巴马和他的顾问团队也早早地预料到2010年国会选举可能凶多吉少，认为推进重要改革的时机不多，必须尽快启动改革。

但是，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看似棘手的环境将奥巴马从原本想成为的全球新秩序缔造者变成了更关注修复危机和应对危机，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领导人”。路透社记者耶夫·梅森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奥巴马政府有限的财政开支中，救助金融机构和维持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的经费占据大头，用于医疗保险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取代能源研究等其他重要领域的政府支出不免捉襟见肘。

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面临的情况是，海外有两场对外战争，国内要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经济难题在挤压奥巴马政府施政空间的同时，也使其他短期或长期施政目标因财政窘迫而举步维艰。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改革时机，奥巴马集中力量推动国内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以重振经济，然后迅速转向其所倡导的改革议题，例如医疗、金融和教育改革等。

不得不承认，应对沿袭下来的危机已经用去了奥巴马起始的政治资本和预算资金。到2010年年中，奥巴马的多数政治和预算资本已经用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把注意力转向了临近的中期选举，极力避免引起争议的改革开支。

为了赢得改革的先机，奥巴马在救助金融市场和振兴实体经济的同时，先后推动了六项改革，其中医疗、金融和教育改革获得了历史意义的成功，而能源、移民和预算改革在国内阻力面前，走向了失败。



注释


[1]
 参见韩建军：《奥巴马接手经济烂摊子》，http：//news sina com cn/w/20081107/024914690880s shtml，20081107。


[2]
 Joseph S.Nye,“The Obama Doctrine's First Term,”Project Syndicate,August8,2012,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obama-doctrine-s-first-term-by-joseph-s-nye.


[3]
 参见韦艾德：《奥巴马的改革政治》，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第二节 救市：政府干预主义经济学

1996年，克林顿总统在右翼势力的围攻之下，曾宣称“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但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如今已是保守主义遭到普遍憎恶的时候。” 
[1]

 盛行30年的“撒切尔里根”右翼潮流已经显露疲态，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就以左翼路线为指导，倡导“改变”政府无所作为的局面，意味着一个美国“大政府”将要出现。奥巴马的就职演讲则佐证了这一趋势——投资基建、提高医疗教育保障、提高家庭收入、批评市场调节失败。新总统奥巴马表示要让“政府重振雄风”，他强调，“我们的自由市场体系的获益主要来自几代人追求个人幸福前景的奋斗和努力，在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发生巨大经济动荡和变革的阶段，我们还是要依靠政府的行动去开放经济机会、鼓励竞争，并且保证市场更好地运转……林肯的座右铭告诉我们：有些事是我们以个体名义或私人名义都无法做到的，那我们就共同去做，通过我们的政府去做。”奥巴马尤其注重政府在促进经济机会、社会公正中的责任，他以罗斯福时代之后从未采用过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范围涉及从汽车到能源乃至银行等诸多领域。

2008年9月28日，美国众议院在激烈的辩论中通过了美国“史上最大的政府救援计划”，预算支出7000亿美元收购深陷危机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布什政府在2008年已经通过向银行注资使用了其中的3500亿美元，但是这笔资金主要是防止了美国的金融系统彻底崩溃，并没有扭转金融系统不断恶化的趋势。

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开出两剂药方应对经济危机。首先，在支持布什政府救市方案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全面的金融市场稳定计划。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公布新修改的救助计划时，承诺将清除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高达1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并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入新的资金。 
[2]

 该计划集合联邦政府的全部力量与私营部门合作，以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维持信贷流动性。第一，协调联邦政府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确立统一的标准以帮助清理银行坏账并加强银行的能力，同时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国家各个大规模银行可以经得起日益糟糕的经济所带来的冲击。第二，为了激活消费者和商业放贷业务并提高信贷流通性，财政部和联邦政府制定了新的消费者商业贷款提案，利用1万亿美元打开二级借贷市场，以降低借款成本和促进信贷的再次流通。第三，该计划创立了一个新的公私合作的“坏账银行”来提供政府资金和融资，以平衡私人资产，用于购买那些不利于借贷业务的“有毒资产”。第四，为了控制房地产危机，财政部与美联储共同拨款500亿美元，用来降低月供，并为政府和私人项目制定贷款调整细则。 
[3]



经济刺激计划是奥巴马的第二剂药方。奥巴马总统就职后不到一个月就快速签署了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ARRA）。在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消费刺激占主导地位，其中包括2000多亿美元的减税措施，1400亿美元的州政府“财政平衡”和“财政纾困”支出，以及600亿美元的“失业和最困难家庭救助”。此外，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据相当比重，近500亿美元用于高速公路以及隧道、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刺激计划还对新能源等新兴领域进行约450亿美元的独立预算投入。 
[4]

 为增强刺激政策的效果，美国国会于2009年11月5日通过了《2009年工人、房主和企业援助法案》（Worker，Homeownership，and Business Assistance Act of2009），把首次购房税收优惠条款执行期延长到2010年4月底。另外，对数以百万计失业者提供的救助补贴在原法案规定基础上延长14周，对失业率超过8 5%的各州的失业救济在上述规定基础上延长6周。

奥巴马的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也引起了争论。白宫经济顾问萨默斯坚决支持奥巴马的立场，认为当市场无法正常运作时，政府有发挥作用的法律义务。他坚持认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避免了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发生经济萧条。当然，而正如克鲁格曼所预言的，“与罗斯福‘新政’一样，奥巴马团队面对的政敌会抓住任何腐败或滥用权力的蛛丝马迹。”《华盛顿监察报》著名调查记者蒂莫西·P·卡恩在其所著的《奥巴马经济学》中就强调华尔街的大型金融机构和大企业是如何游说奥巴马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并从中获益的。为了加强对财政部拓宽的职权范围的监管，美国众议院2009年3月26日经投票表决同意对政府7000亿美元的金融业救助计划加强监管。“停止救助华尔街”的呼声也在逐渐增强，民众认为政府的救助计划正在延续华尔街高管们的行为方式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模式。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竞选阵营经济顾问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Douglas Holtz-Eakin）表示，“美国经济能够长久繁荣并不是因为政府干得多出色，而是因为我们允许人们失败。奥巴马应对汽车、能源和银行业等不同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正形成他的整体政策立场，在某些深度层面上这一点会非常危险。”

民众也表现出对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多项经济干预措施的怀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联合民调显示，近70%的受访者对奥巴马政府的巨额财政支出、对汽车工业的救助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忧虑日益增长。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联合民调显示，只有不到半数的受访者支持奥巴马政府加大政府介入力度的医疗改革方案，以及政府接管通用汽车公司等举措。另外，两大民调均显示，美国人对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深感不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政府和国会应着力削减财政赤字，即便这意味着将延缓经济的复苏。 
[5]



虽然奥巴马的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面临很多争议，但这项方案仍是奥巴马“新政”的核心。奥巴马的主张基本延续民主党传统政策，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缓和贫富矛盾，创造共同繁荣。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华尔街日报》组织的商界领袖会议上表示，“眼下的经济危机也是一个机遇，美国可以尝试此前不可能做的事。我们不该错过一场严重危机带来的机遇。”作为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扩张的支持者，奥巴马经济顾问、前众议员大卫·邦宁（David Bonior）强调，“我们正身处一场大规模重组过程中，不仅是汽车行业，还包括金融、信息技术等其他领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着手打造一个绿色能源的新经济。” 
[6]

 在这一轮大规模重组过程中，政府干预自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奥巴马的政府干预主义，是对民主党左翼理念传统的继承。虽然美国的立国之本仍旧是二百多年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但美国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分歧。相较于共和党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左翼的民主党认为需要正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缺陷，为了对付市场失灵和促进个体的发展，政府必须扩大其职能、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甚至积极的干预，同时负担其公民的福利、养老、就业保障等方面的义务。奥巴马希望通过政府对经济和民生的积极干预来领导美国走出金融危机，重新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中就为政府干预主义辩护，强调“保护个人自由最终需要集体行动”。



注释


[1]
 克鲁格曼：《奥巴马怎样学习小罗斯福》，载《时代周报》，2009。


[2]
 参见《美国财政部公布银行救助计划》，http：//www ftchinese com/story/001024619/ce，20090211。


[3]
 参见《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稳定计划》，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021309a.html。


[4]
 关于《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内容，参见卢锋等：《复苏不易景气难再——奥巴马元年美国经济透视》，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3）。


[5]
 参见王珊珊：《民调显示七成美国人对政府干预经济感到忧虑》，http：//news.eastday.com/w/20090619/u1a4445549.html，20090619。


[6]
 Jonathan Weisman,“Wider U S Interventions Would Yield Winners,Losers as Industries Realign,”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20,2008.


第三节 改革：公平与再分配的政治学

除了努力应对金融危机之外，奥巴马在上任之初就开始推动其所主张的改革法案。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成功地通过了健康、金融和教育改革法案，而其推动的能源、移民和预算改革法案最终失败了。 
[1]

 奥巴马的政治经济改革体现了奥巴马通过政府推动社会公平、机会平等和收入平衡的政治理念。

为了尽可能地争取改革的机会窗口，奥巴马刚上任就启动了多项改革。虽然奥巴马努力在行政和立法机构同时寻求改革，并在两党之间尽力斡旋，但是受到国内利益集团阻挠、政党政治极化和国会内部纷争的影响，奥巴马的改革困难重重。

奥巴马首先努力推动的是医疗改革。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9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2008年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达463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15 4%，比前一年增加60万人左右。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人们的医疗保险主要通过雇佣关系获得，一旦失业，也就随之失去医保。奥巴马当选之后，将医疗改革作为其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奥巴马计划创建一个覆盖所有美国人的健康医疗保险体制，保护美国人不受保险公司渎职之害，同时减少医保开支给个人、企业和政府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为达到“全民医保”，新医改方案提出扩大政府医保覆盖面，要求大多数美国人购买医疗保险，将雇主医保法律化，联邦政府为无力购买医保的个人和小公司提供补助。同时，为了在不增加预算赤字的前提下扩大医保，通过提供政府医疗保险计划来降低成本，扩大公共保险覆盖面。

奥巴马试图通过医疗改革法案的具体设计来实现上述目标。首先，奥巴马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内斥资8710亿美元推动医改，医保将覆盖96%的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美国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联邦政府对困难群体提供适当补助，规模较大的公司必须为员工提供医保。其次，加强了对保险业的监管，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接受所有申请者；禁止以“先前病史”为由拒绝售保或提高保费，防止缩小报销项目；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提供联邦政府所要求的最低医疗保险组合。最后，提议压缩老人医疗保险支付给医院和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巨额费用，同时进行支付方式改革，以按价值付费代替传统的按服务项目和服务数量付费。所有的儿童都能享受健康保险，通过废除布什政府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税收削减来支付这笔费用，把更多的穷人纳入医疗保障的安全网。 
[2]



历经波折，奥巴马医改法案最终于2010年3月21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医疗改革法案的通过，仅代表医疗改革的框架确立，共和党参议员仍试图不断修改法案内容并阻碍法案的执行。而且，法案能否顺利执行还受到包括选民在内的各利益集团的态度的影响。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成功为医疗改革立法的美国总统，推动美国的医疗改革迈出重大一步。这可能是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遗产。医疗改革法案也体现了民主党一直以来的追求——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为个体的发展提供社会安全网。医改新政重新确立了政府对全民医保所必须承担的职责。政府有责任确保医疗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医疗事业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基础。奥巴马试图推动建立一个覆盖所有美国人的健康保险体制，同时努力为贫困人群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提供支持。为了减少预算赤字，奥巴马在推广医疗保险覆盖人群的同时，努力削减医疗成本和增加政府对保险的资助。

金融改革是奥巴马继医疗改革之后，推动的下一个有争议的改革。在国内金融利益集团、消费者集团以及共和党、民主党多方政治力量博弈之后，美国国会终于于2010年7月21日通过了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主要包括两个重要部分，创建保护消费者免于受到误导或欺骗性金融推销伤害的机构和努力结束“银行规模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问题。

《多德弗兰克法案》同医疗改革法案一样，是各方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保守党强烈要求排除其中部分改革举措，比如拆分大银行。而民主党中的进步派要求进行综合改革，包括再分配措施，比如减少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而且在该法案通过过程中还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阻挠。因此，奥巴马在法案签署仪式上表示：“金融改革不光对个人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对美国经济来说也同样是件好事。通过这项法案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得不克服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利益团体猛烈的游说活动，以及决心阻碍改革的少数党派人士的反对意见。”

最终版本的法案达成了局部改革，在监控系统性风险、合理处置“太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和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等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议题上有重大突破。然而，由于受到金融利益集团和共和党的强力阻挠，法案在有序清算基金、银行税、“沃克尔规则”、公司治理、高管薪酬、衍生品交易和“两房”（房地美、房利美）七项关键条款上有所弱化，其力度已明显削弱。因此，金融改革法案也受到各种批评，右翼嘲弄法案违反商业原则，过分引入“大政府”，限制市场自由，而左翼认为改革力度不够，令人失望。

通过引入《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体现了奥巴马通过完善制度和法规，确保经济活动公平有效开展的信念。他对金融系统中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操作行为引起的不公平非常愤怒。奥巴马曾强调，“……我们必须对越界操纵市场的交易活动保持警惕，并及时粉碎那种阴谋。”同时，加强金融监管也体现了奥巴马对经济活动背后的伦理问题的重视，尤其是政府在规制市场朝着正义方向运行方面的责任。他曾在曼哈顿向华尔街发表演讲，“……自由市场绝不意味着一纸允许其持有者获得任何东西的自由许可证，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就是在过去几年中过于频繁地发生的事情，也正是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所在。华尔街的某些人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市场上流通交易或被作为杠杆使用的每一美元背后，都有一个希望买房、支付教育费用、开创公司或为退休而储蓄的家庭。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全美范围内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教育改革是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中的重要承诺，也自然是其执政之后的优先议题。奥巴马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将其与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在奥巴马看来，通过提供优质教育促进个体发展，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在2009年3月所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大约1000亿美元用于教育。2010年3月，国会通过一项教育法案，确立了奥巴马的教育优先原则，同时修改了《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的内容。在2009年的联邦基金中，有770亿美元用于公立中小学教育，其中有将近500亿美元用于补贴州政府教育预算，300亿美元用于上大学的补贴。

奥巴马提出改善所有阶段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公立学校、社区教育和大学教育。奥巴马多次表示要振兴“社区教育” 
[3]

 ，他还呼吁美国人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接受高等教育，或者接受职业培训。“这可以是社区大学、四年制大学、职业培训或是学徒培训。”奥巴马对社区大学和职业培训的重视，体现了奥巴马促进“教育均衡”的理念，关注提升美国人的整体教育水平，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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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教育法案中还特别强调对弱势群体教育机会的资助。例如在大学为高中高年级学生提供免费的选修课程和鼓励在社区大学修习大学课程，来为大学课程学费“减负”。

能源曾与健康、教育和金融一道，并列为奥巴马的四大主要改革。奥巴马希望改革能源政策，使美国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创造利用绿色能源的新经济，减少全球变暖。奥巴马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引导投资流向新能源和绿色环保行业。2009年中期，进步派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能源和气候改革法案，试图提出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并创立二氧化碳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经过国会的激烈斗争，最终于2009年6月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但是，进入参议院讨论阶段后，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使得法案屡遭挫折。共和党人强烈反对近海石油开发禁令，并对二氧化碳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持保留态度。最终，奥巴马采取了妥协的立场，支持近海看上去还算安全的钻井平台。后来，意外发生的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促使奥巴马改变了对钻井的支持姿态，于是，共和党以及来自能源州和中间派的民主党成功地阻止了其他能源改革，特别是任何会导致让消费者承担更高费用的改革。奥巴马不得不将综合能源改革法案在参议院的决议延迟至医疗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最后，鉴于参议院支持能源改革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奥巴马只能放弃了能源改革。奥巴马后来主要实现了管制燃烧化石燃料的电力设施的部分改革成果。

奥巴马曾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中直言其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改革的信念，他将掌握洁净、可再生能源作为美国保持21世纪的领先地位的重要方式。他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2035年前使美国85%的电力供应量来自清洁能源”、“2015年前1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的目标。2013年国情咨文之后，奥巴马首次改变了谈论气候变化问题的语气，站在道义的高度警示气候变化的危害。2014年奥巴马重提“能源独立”，希望以能源供应品种优化倒逼工业生产动力源变革。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讲话中，强调遏制全球气候变化是美国最严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坚持说：“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说人类的活动正在改变全球气候，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未来我们将看到海平面持续上升、持续的高温热浪、严重的干旱和洪水，严重的失序将导致全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冲突和饥荒。五角大楼称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的安全形成直接威胁。我们需要认真应对。我们在从能源生产的方式到能源消费的方式方面都下了力气。正因如此，我们拿出的公共用地和水资源比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多。正因如此，我也不会允许本届国会开历史倒车，威胁子孙后代的生存。”

纵观奥巴马上任之后采取的能源新政，可以发现奥巴马始终将能源问题作为实现美国经济复苏、保持美国在能源发展和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在第一个任期内，奥巴马主要是在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创造就业岗位的框架下来谈能源问题，包括谈油气生产、新能源发展，都意在发挥能源行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而从第二个任期开始，奥巴马则更多地是从应对气候变化角度谈美国能源政策。奥巴马将气候变化的危害性、美国能源改革和美国全球竞争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奥巴马都要保持美国在能源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他坚信，引领能源发展的国家必将引领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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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曾试图推动综合性的移民改革，在支持执行现有移民法律的情况下，设法创造新的移民渠道。但是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把移民推向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各种公众舆论的兴起使得民主党、共和党陷入难以调和的境地。后来，民主党不得不放弃综合改革计划，与共和党达成局部改革共识，加强已有的移民法律限制，不开辟新的移民渠道。在第二个任期内，奥巴马的移民新政面临更多的国会限制。奥巴马曾在2014年11月20日宣布一项重大移民改革方案，约500万非法移民将因此受益而免遭遣返。两周之后，国会众议院就通过“防止行政大赦议案”宣布其移民改革法案无法律效力。该议案称美国宪法、移民和国籍法以及其他联邦法律都没有授权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止遣返非法移民，政府部门与此有关的任何行政措施都没有法律效力。

对于奥巴马而言，移民不仅是其重要的选民基础，是美国吸引人才、保持经济持久增长的秘诀，更是美国理想的重要部分。奥巴马作为非洲裔总统，少数族裔群体对其有天然的亲近感。而且，随着美国少数族裔选民的增加，其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少数族裔总体上偏好更加自由化的移民政策，包括对待非法移民的政策。奥巴马推行“暂缓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有利于帮助奥巴马赢得众多拉美裔选民的支持。因此，奥巴马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推进移民政策改革的努力，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巨大。

奥巴马是肯尼亚人的后裔，其个人的成长经历深刻地见证了社会对不同背景个体所持的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他之前的工作经历一直聚焦于确保所有美国人享有公民自由和人权保障。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平等权利的争取，也是他的核心关切。奥巴马2014年7月4日在庆祝美国独立238周年的活动上说，“欢迎移民是美国生活的中心思想，流窜在我们的DNA内，那些融入美国的公民时刻在提醒我们，美国是移民国家，且一直会是如此。”奥巴马的演说和移民政策体现了其对种族多样性和歧异性的包容态度，并将其与国家的创造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财政改革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在国内面临更大的政治和技术上的障碍，最后以不断的推延和流产告终。财政改革旨在制定计划逐渐平衡预算，以减少年度赤字，逐渐降低累积的国家债务。奥巴马在上任第一年所采取的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急需财政开支，而且还需要为布什总统遗留的两场对外战争埋单，很难做到平衡预算。同时，奥巴马政府承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与持续的减税计划，这两者一起加大了减少赤字的难度。

对于奥巴马来说，要么通过减少开支和增加税收的结合减少赤字，要么通过更多的外债维持预算。外债的规模已经构成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政治敏感话题。美国民众对于外债可能增加外部力量对美国经济的干预风险，影响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已经心生畏惧。两党就在国防还是社会服务方面减少开支出现重大分歧。民主党希望保持甚至是增加社会服务，通过削减国防开支和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予以补充。而共和党则坚持继续保持军费开支，同时减少社会服务和进一步降低税收，尤其是降低对富人的征税。而且，虽然民众对于平衡预算持支持态度，可是民众也不希望减少相关的社会服务项目和增加税收。因此，预算平衡陷入僵局。

民主党的预算平衡改革陷入僵局之后，财政改革不断被推延，共和党人用削减赤字主导了政治议程。在2010年年底的国会决议中，民主党支持的只对25万美元以下年收入者减税的主张减税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是延长了小布什的法案，降低所有收入水平人群的税收。

虽然奥巴马预算改革的目标未能实现，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奥巴马的执政理念。奥巴马在注重预算平衡的同时，强调将财政作为政府再分配的手段。一方面，他希望更多地对富人征税，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在财政开支上，他努力将财政资源用于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用于支持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发展。



注释


[1]
 下面对奥巴马改革的论述参考了韦艾德：《奥巴马的改革政治》，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2]
 参见刘新明：《奥巴马政府医改新政的内容及其启示》，载《经济研究参考》，2010（39）。


[3]
 美国的“社区大学”是一些费用低廉，可以让老百姓接受技能更新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学生出于费用的缘故，在大学阶段先进入社区大学，然后转学到更好的学校。


[4]
 参见南桥：《奥巴马式教育》，载《南方都市报》，20100317。


[5]
 参见《从2009—2015年奥巴马国情咨文解读美国能源政策走势及特点》，http：//www.chinaero.com.cn/zxdt/djxx/ycwz/2015/02/147476.shtml，20150215。


第四节 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

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政府推动财政改革的空间增大。奥巴马正式宣布其“中产阶级经济学”和收入再分配理论。在2015年1月20日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奥巴马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执政理念和以向富人增税、为中产阶级减税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方案，希望以税收为杠杆缩小美国近年来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显示其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心已逐渐从促进经济复苏转向调节收入分配。 
[1]



在经济实现复苏之后，奥巴马希望可以实现其降低收入差距、让竞争增长惠及大众的政治目标。他问在场的国会议员：“在未来15年或几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全看我们了。我们究竟是要接受一个只有少数人过得很好的社会，还是应该承诺创造一个收入都在增长、每一分努力都会有收获的社会？”

除了加强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之外，奥巴马一直寄希望于通过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和财政分配体制，促进美国社会经济的公平，降低收入差距和机会的不平等。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在近20年迅速增大。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1%的最富有人群在全国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甚至有可能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同时，这个群体的平均税率跌到了至少18年来的最低水平，他们在税负中所占的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增速不及其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而中产阶级的状况恰恰相反。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下降了8%，而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成本却上涨了30%以上。而且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面临流失的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有53%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在2014年则仅有44%的美国人还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既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又与美国自由放任的政策选择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以获得盈利机会，而流动性和竞争力不足的低级劳动者却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作环境。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以来，美国的初次分配体制和税收都在加剧美国的收入分化。

为了改变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局面，奥巴马提出“中产阶级经济学”。奥巴马对“中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历史上每当遇到经济变革时，美国都会采取‘大胆的行动’来保障美国人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中产阶级经济学’的内涵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获得公平的机会、合理的报酬和遵守相同的规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新的税改方案，希望通过堵塞税收漏洞、将最富阶层的资本利得税从23 8%提升至28%、对大型金融公司借贷征收新费用等举措为美国政府未来10年增加3200亿美元收入，以便支持政府对中产阶级的各种税收减免措施，重振中产阶级队伍，巩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此外，奥巴马还计划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美国金融企业征收新税。

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既体现其对经济分配和社会安全网的重视，又展示了其试图通过重振中产阶级队伍，长期复兴美国经济的雄心。在社会安全网层面，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计划通过采取具体措施，减轻民众养育子女、上大学、医疗、住房和养老的负担，增强工薪家庭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又通过各种方案降低学生上大学和参加社区大学教育的经济压力，提升美国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而在经济增长层面，为了让美国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和维持竞争力，奥巴马呼吁国会通过一个跨党派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尽快批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从而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还外溢到贸易领域，主张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加强有关劳工和环境方面的条款，加速美国与亚洲、欧洲完成新的贸易协定谈判，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出口。同时，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公司的税务优惠，给予雇用美国人多的公司以税务奖励。

总之，奥巴马第二个任期提出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反映了其将经济的长期振兴与重振中产阶级队伍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加强政府对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的提供，增强社会中占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协定增强美国生产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注释


[1]
 参见徐伟：《奥巴马也玩政治遗产秀首抛“中产阶级经济学”》，载《中国经济时报》，20150122。


第五节 奥巴马主义与对外关系

奥巴马上任之后，不仅要处理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问题，还要在外交上处理布什留下来的两场对外战争的烂摊子。布什政府推崇的单边主义反恐战争使得美国的海外形象尽毁。

奥巴马面临的更深远的挑战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国力不断衰弱，而新兴经济体正在迅速地群体性崛起。美国人已经开始怀疑其战后确立的无与伦比的全球优势。2009年12月21日的《华尔街日报》刊文表示，21世纪头十年，美国迅速从资本主义的灯塔沦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某些缺陷的橱窗。美国曾被视为效仿对象，但现在从很大程度上讲，美国已失去这种地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甚至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支配国的地位已经丧失了，其权力正在分散，世界开始进入无极时代。 
[1]



奥巴马首先延续了民主党的外交传统，以加强国际同盟和多边主义的方式对外拓展自由民主。但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奥巴马必须统筹美国的政治与道德目标与其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于是奥巴马创造了一个新的对外干预主义学说——在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全球推翻“独裁统治”，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同时，注重实现方式的精巧与廉价，即“聪明”、集中、精确和有原则地运用武力。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强与盟国的合作与协商，以分担成本。

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将奥巴马的外交路线总结为奥巴马主义。英国《金融时报》10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巴马主义开始成形》的文章，称赞其为“一种新形式的干涉主义，即高科技、低预算、政治上精明同时又使美国的影响力最大化、政府支出最小化”。而戴维·桑顿在《面对和隐藏》中描述了他所说的“奥巴马主义”，减少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同时愿意在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安全利益时单方面动用武力；依赖联盟来解决不直接威胁美国安全的全球问题，以及“通过将重心从中东困境转向未来最有希望的大陆——亚洲——重新达到平衡” 
[2]

 。

奥巴马确实在一些外交事件的处理中体现了其对武力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精细化运用。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明确，因此等待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通过决议获得合法性之后，才同北约同盟国一起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美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仅花费了10亿多美元，并通过空中打击的方式实现了“零伤亡”。而在杀死本·拉登和解救亚丁湾人质中，美国又采取了单边的闪电袭击模式。同时，奥巴马还以更温和的政策方式改变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受欢迎的政策路线。在伊朗问题处理过程中，奥巴马也竭力落实联合国通过的制裁，而不是盲目地采取冲突的解决方式。在整个外交战略的重心上，美国努力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

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说中，再次强调奥巴马主义之下的美国全球领导权，并表示“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应该领导，而是如何领导”。他认为，美国应该实施一种更加精明的全球领导权，将军事力量与强有力的外交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建立联盟的方式来增强实力。 
[3]

 奥巴马主义可能正在形成现代干预政策的雏形，即在经济软弱或受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精巧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的道义原则。



注释


[1]
 Richard N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Vol 87，Issue3，2008.


[2]
 约瑟夫·奈：《奥巴马主义的第一个任期》，载《英语文摘》，2012（10）。


[3]
 参见程磊：《奥巴马三提中国赞中美减排协议》，载《京华时报》，20150122。


第二章 危机前的美国经济

第一节 疯狂的房地产

历史的魅力和神秘就在于，世世代代，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但不会简单地重复。

——阿道思·赫胥黎

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从资产泡沫开始的，与此相伴相生的是大量的借贷。人们通过不断借钱，在一些特定的资产——包括股票、房地产等——上投机。每当有头脑冷静的人站出来提醒人们吸取教训时，乐观的投机者总是相信，“这次与以前不同了，我们迎来了黄金年代。”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正是这样一派“繁荣”的景象。

从1991年到2005年的14年中，美国住房价格连续上涨了14年（见图2—1），大多数美国人都抱着惯性思维，相信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房地产黄金时代，房价会一直涨下去。其中一种流传很广的依据是，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再加上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地产价格一定会长期看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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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美国凯斯席勒（Case-Shiller）房价指数，1890—2012年

在这种乐观情绪的鼓舞之下，美国的各家银行都纷纷放松了对借款人资格的审查，甚至推出了零首付、购房第一年零月供的“诱惑性贷款”，鼓励大众借款。自2000年开始，以房产作抵押的贷款开始迅猛增长。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仅仅是房产增值抵押贷款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美国的广大民众背负了远远超出他们收入水平的债务。

美国陷入了全民借钱炒房、透支消费的狂潮，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幻想着自己的房屋能够连续不断地上涨，整个金融体系也失去了审慎的判断力，不断放出天量的贷款，把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与此同时，建筑商争先恐后地开始新建房屋，造成房地产市场供给的不断膨胀。

同时，美国的家庭储蓄率降到零以下，人们不仅负债买房产，就连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信用卡等消费信贷大大透支，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使得整个经济体的负担日益增加，并给不久以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高负债推动的资产泡沫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在市场预期发生逆转的时候，资产价格可以一落千丈地下滑，但负债却不会有丝毫减少。如果说资产价格是水，负债是河里的石头，则金融危机时的情形用“水落石出”来比喻再恰当不过了。



注释


[1]
 参见罗伯特·席勒：《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3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第二节 泛滥的货币

回顾经济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资产泡沫总是与过量的货币供给和低廉的利率联系在一起。而要理解美国在经济危机前的超宽松货币，我们需要把目光移回到21世纪初。当时的美国经济正经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严重衰退。2000年美国互联网公司的股票泡沫破裂，反映创新型企业活跃程度的纳斯达克指数（NASDAQ）在短短的一年内就狂泻50%以上，其中通信业龙头企业思科公司的股票跌幅超过80%，互联网商业龙头企业亚马逊公司的股票跌幅更是高达90%。美国经历了新世纪的第一次股灾，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

紧接着，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恐怖袭击，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大厦受到了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袭击，投资者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双重打击之下，美国经济陷入困难，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风险。

为了应对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把美国的基准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5 5%（550个基点），然后把低利率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低廉的利率促使信贷的膨胀和资产泡沫的生成，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房价的暴涨。

站在今天的角度，许多人都认识到，在这个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信仰者，1997年，当有人开始警告金融创新的危害时，他曾经说道：“我们必须在实施监管时格外谨慎，制定过多的监管规则是对市场的无谓束缚。”

紧接着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宣布出兵阿富汗，并于2003年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现代战争的消耗无疑是天文数字，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投入战争。

格林斯潘

艾伦·格林斯潘，1926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中，从1987年到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20年之久，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之一。格林斯潘毕业于纽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早年从事投资银行及咨询行业，在尼克松总统任期担任过国内政策协调的工作，曾担任美国铝业、通用食品、摩根大通银行等大企业的董事。1987年，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接替退休的保罗·沃克尔(两人照片见图2—2)，其后经历了老布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在四位美国总统任内长期主持美国的货币政策，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000年，格林斯潘多次提高利率水平，客观上导致了21世纪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格林斯潘抬高利率并不是为了打压股市的热情，而是等互联网股票的泡沫破灭之后收拾残局。2001年，为了支持小布什的减税计划，格林斯潘声明，可以配合大规模减税，同时降低国债利率。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格林斯潘发言警告美国的地产出现严重的泡沫。而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正是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的超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美联储自身也在报告中承认：“与其他资产价格一样，房价受利率水平的影响，而房地产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渠道。”此外，格林斯潘一贯反对严厉的金融监管，相信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在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奇看来，格林斯潘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4年他将利率降低到1%，使得银行几乎可以免费借钱，刺激银行无限制地膨胀。这时的银行亟须政府对其进行监管，但格林斯潘袖手旁观，相信市场可以自我修复、清除坏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格林斯潘是错的。”2006年卸任美联储主席后，格林斯潘以他自己的名字成立了独立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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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格林斯潘（左）与其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右）

资料来源：http：//www.boston.com/news/politics/gallery/110708_possible_Obama_cabinet_members?pg=5。


第三节 失控的监管与危险的金融创新

如果仅仅是房价下跌——而不是危险的各种金融创新——固然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但金融海啸的势头不会这样迅猛，也不会波及全球经济。

那么，这个潘多拉的魔盒是怎样打开的呢？早在1933年，为了应对当时的大萧条，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规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分业经营，要求接受贷款的普通商业银行只能将存款用于放贷，该法案同时还创设了联邦存款保险和证监会，以对金融市场的欺诈舞弊行为进行监督与惩戒。这一法案的精神是：因为商业银行吸收了千家万户的存款，必须勤勉忠实地履行对储户的义务。而投资银行主要从事金融投机，具有很高的风险性，这样的高风险必须由投资银行自己承担，不能许可它们利用大众的存款从事投机业务。分业经营，正是从组织形态的根源上杜绝了这种可能性。

然而到了1999年，该法案中关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防火墙”被克林顿政府废除，使得投资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免于接受政府的监管，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形成了所谓“影子银行”。大型投资银行包括花旗、雷曼兄弟、AIG、高盛等并不吸收存款，因此不受常规的银行业监管限制。这些投资银行通过短期交易，快速获取巨额利润，主宰了整个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华尔街的薪酬体系正在发生畸变，银行家的薪酬越来越多地与公司短期利润挂钩。事实上，这种超高的薪水并没有反映银行家的人力资本投入，而更像是一种超额的租金。由于金融市场是一个长期连续的演进过程，这些银行家创造出来的“有毒金融产品”很可能在短期内为公司和客户创造了利润，银行家当年就可以收获丰厚的奖金。但当危机真正爆发，金融资产的价值大大贬损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可没有义务把奖金还回来，反而继续拿着超高的薪酬。这与美国普通民众多年以来不见增长的工资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危机爆发之后，成为引发社会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薪酬体制实质上就是在鼓励金融从业人员冒险，具体而言，不断地通过放大投资杠杆博取更高收益，创造出种种创新产品。前面所提到的“诱惑性贷款”就是这样的“创新”，其中有的约定，借款人可以在头几年只支付利息，无须支付本金，但事实上利息仍在累计，借款人之后的负担会更加沉重；还有的在贷款初期以一个非常优惠的利率开始，吸引贷款客户“上钩”，优惠期一过，利率立即恢复到很高的水平。这些诱惑性贷款就像美丽的毒蘑菇，吸引本来不具备相应经济能力的人们贷款买房。反正只要房价还在上涨，银行和投机客就能皆大欢喜，赚得盆满钵满。

造成金融市场隐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产证券化”——正常情况下银行发放贷款以后，贷款人在今后几十年内要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形成了银行的一项资产。但随着证券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银行选择不再一直持有这些贷款，而是把它转手。经过投资银行的打包、分类，这些贷款资产被出售给了美国和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实事求是地讲，资产证券化本身并没有错，但首先资产本身应当是优质的，其次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做到信息的清晰、透明。可惜的是，这两个条件在危机爆发前的美国房地产债券市场上都不具备。

值得说明的是，所谓打包，就是把不同借款人、不同金额、不同到期日和不同条款的贷款资产捆绑在一起，再人为划分出一旦发生风险时的偿还优先级，其中能够得到优先偿还的部分称为优先级贷款，而偿还顺序靠后的称为次级贷款，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次贷”。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人员在发放贷款时，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很快便会有人接盘，所以更加毫无顾忌地向原本不具备贷款资格的人放贷。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越来越复杂，并经过多次倒手，每经过一道投资人，对其中风险的了解程度就低一些。每一道接手的人都盘算，只要能够顺利转手赚取中间的手续费就可以高枕无忧，于是整个房地产抵押债券（MBS）演变成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这里面潜藏的危险这么大，为什么最终接盘的机构投资人愿意购买这些有毒资产呢？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惠誉、穆迪、标准普尔在其中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对于大型养老金等机构投资人来说，一般都负有忠实于托管人的义务，章程通常规定它们只能购买AAA级别的证券。但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信用评级是由卖方付费的，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些评级机构在收取卖方支付的服务费后，自然有动力掩盖这些次级贷款固有的风险，将其粉饰为漂亮的证券。

在2004—2007年泡沫聚集的几年中，评级机构通过向房地产抵押债券随意授予AAA级别的评级，轻易地收取了几亿美元的评级费。客观地说，当时的次级债相关金融产品结构复杂，三大评级机构其实没有能力为其准确评级。从这个意义上讲，评级机构在没有资格评判的情况下仍然给出了过高的评级。三大评级机构的这种不诚信行为，是对投资者的极端不负责，也损害了它们上百年来积累的商业信誉。


第四节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美国的收入差距日益分化，引发了社会民众的极大不满，这种出于义愤的情绪是十分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远不止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道义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说房地产泡沫和金融监管不力直接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那么收入分配则是经济危机不断积累的更深层原因。

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曾经向世界宣示，这个新生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心目中，始终相信这样的一个“美国梦”，即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达到中产的生活水平。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黄金时期”的确曾经出现过。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到大约1975年的30年间，美国政府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有益的政策，使得美国社会经济迎来了历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其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繁荣兴盛。二战后的美国，各大城市开始向市郊扩展，大量高楼和购物中心拔地而起，全国汽车销售逐年上升，工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高等学校的入学率得以扩张，尤其是学费相对低廉的公立大学。1970年全国70%的四年制大学生就读于公立大学。

当年的美国，经历了一场惠及全社会的大繁荣，中产阶级和广大劳工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普通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权利得到保障(见图2—3)。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民权斗争的洗礼，美国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美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异，远远没有今天这样严重。

然而从1973年开始，整个美国社会的走向发生了变化。

虽然劳动生产率仍在不断攀升，但普通美国人每小时的劳动报酬却长期停滞不前。“美国梦”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虽然美国经济总体凯歌高奏，但普通人从中分得的好处却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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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1948年以来的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人工资

20世纪80年代里根就任总统以来，随着保守主义理念的盛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大行其道。当年的共和党政府提高了公立大学的学费，并削减了劳动培训、公共交通等基本服务的开支，任由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老旧失修，政府疏于维护。同时，美国对失业人群的救助也在减少，到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大约只有40%的失业人群有失业保险覆盖。 
[1]

 与此相对应，公司高管、银行家等高收入阶层分得了整个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份额，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图2—4是美国收入前10%的富人占全国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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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美国前10%的富人的收入占比

通过图2—4不难看出，在192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的收入约占全社会的50%。随着大萧条的冲击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美国经济逐步走出衰退，在战后的30年间，富人阶层收入占全社会的比重逐年下降，形成了一个深深的谷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里根政府保守主义的盛行，富人阶层收入重新开始陡然上升，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2007年，甚至超过了1928年的水平。

不仅是个人和家庭，金融危机前的美国金融业也变得越来越集中，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即便是2008年经历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在大规模救助之后不到一年，华尔街就卷土重来。其中六家最大的银行比危机前规模更大，高管和交易员的薪酬比之前更高。

2014年12月，美国《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美国经济有所回升，但只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依旧相信“美国梦”，为近20年来的最低，甚至低于2009年年初金融危机最严峻时的72%的调查结果。长期以来，以“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变得富有”为内容的“美国梦”，一直是美国精神的核心，也是美国社会活力和竞争力的体现。对此，一位54岁的退休公务员迈克尔·翰德曼（Michael Herdmann）在调查后的采访中表示，“事情已经变化了很多，目前的形势不仅不利于底层阶级，同样不利于下层中产阶级。”

与此同时，居民储蓄率一路下降而负债率上升（见表2—1）。与中国等东亚国家不同，个人和家庭消费在美国经济构成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美国的消费成为其他贸易伙伴国的重要需求，拉动了全世界的经济。但随着储蓄的下降和负债的上升，美国的消费事实上是由负债支撑的，这也体现在其他各个国家积累的巨额美元储备上——外国人手上持有的每一美元，在本质上就相当于美国享有的一美元无息借贷。

表2—1 美国的个人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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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9）》。

那么，为什么美国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夕，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刻，这难倒仅仅是巧合吗？为了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00年前的美国。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给他的T型汽车流水线上的工人大幅加薪到每天5美元的水平。这几乎是当时同类工厂工资的三倍，在很多人看来福特的做法太疯狂。代表大资本声音的《华尔街日报》评论道，福特的做法简直就是“经济犯罪”。但福特自有他的道理——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福特工厂的工人拿到了高工资，其中一部分又通过购买福特汽车回流到公司，市场需求得以扩大，销售收入又投入新一轮的设备改造和技术创新中，促进了生产的良性循环。

历史证明了福特的正确，他的眼光远远超前于他所在的时代，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在1870—1930年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美国多数的产业工人并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美国经济创造出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

在福特对工人实行高薪政策之后的1984年，也就是20年后，当年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1934—1948年任职）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大规模生产需要有大众消费相匹配，而大众消费又有赖于新生产财富的合理分配，使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与国家经济机器的生产力相匹配。美国1929—1930年经济危机期间的情况正好相反，新产生的财富大量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对富人而言成为资本积累，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剥夺了大众消费者手上的购买力。因此就像牌桌一样，少数玩家积累了大量筹码，其他人只能依靠借筹码继续玩，而当借款能力达到极限时，游戏也就玩不下去了。”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叫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的收入越高，他日常花掉的钱占总收入的比例就越低。穷人家庭通常要把全部收入用于维持基本的柴米油盐；而高收入家庭即使再奢侈，也总会有相当一部分的结余。当社会收入分配过分失衡、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时候，就会出现富人有效消费不足而穷人却入不敷出的情况。因此从整体上而言，在社会总财富一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越是不均等，社会总体的消费就越发显得不足，而当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就会引发实体经济的供给失衡。

对比本次金融危机和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是多么的相似。经历过大萧条，美国的执政者从中学到了运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但很少有人像福特和埃克尔斯一样意识到，没有了收入的合理分配，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两者在本质上其实是同一回事。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以至于中间阶层必须依靠借贷维持生计时，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当全社会的借贷远远超出其负担能力时，危机爆发也就不远了，社会必须经历非常痛苦的重新洗牌。



注释


[1]
 Robert B Reich,Aftershock：The Next Economy and America’s Future,Vintage Books,2011.


第五节 失落的制造业

2013年7月18日，底特律这座“汽车之城”正式申请破产保护，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要知道，在半个世纪前，底特律还是美国产业工人向往的目标，是“美国梦”的最佳实现地；但半个世纪后，一切逐渐归零，底特律事实上正沦为美国最悲惨的城市。2014年11月7日美国联邦法官对其破产退出计划作出许可裁决。2014年12月10日，底特律宣布将结束法庭保护，正式宣告摆脱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市政破产案。

底特律的兴衰荣辱与美国汽车工业紧密相连。这里是美国“汽车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的总部所在地。到20世纪50年代，底特律人口增加到了180万，跻身美国前五大城市之一。

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种族问题尖锐，汽车业带来了大量的黑人工人，而种族冲突又让白人逃离底特律。在底特律近郊，还可看到不少白人遗弃的豪华别墅。对底特律构成致命打击的则是汽车业的失落。美国车大多以车体宽大、耗油高而著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高油价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更节油和小巧的车，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正是在这个时代迅速崛起，并登陆美国市场，凭借着成本优势不断侵蚀着传统美国车的市场份额。

进入21世纪，底特律更是噩梦连连。2008年，每桶超过100美元的油价，让底特律“汽车三巨头”雪上加霜；2009年，持续的经济危机又将它们推到悬崖边缘，通用和克莱斯勒一度寻求破产保护，尽管在美国政府频频输血之下，两公司渡过了生存危机，但元气远未恢复。在目前的美国汽车市场，日本车占有量超过了1/3，丰田的销量一度超过福特，跃居美国市场第二。

汽车业的长期不景气，导致底特律失业大量增加，更导致许多人开始沉迷于毒品的梦幻之中，底特律治安由此急剧恶化。许多被遗弃的房屋成了犯罪和吸毒者的巢穴。2004年和2005年，底特律都排在全美“最危险城市”的第二位。而在2003年和2007年，底特律在“最危险城市”排名中高居榜首。

底特律和汽车业是美国制造业式微的一个缩影。而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重新分配。随着美国国内资本的过剩，美国大公司通过对外投资，把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从美国搬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苹果公司的重要供应商之一中国台资企业富士康就是这种制造业外包的典型。通过在中国的广东、河南等地兴建大规模的组装厂，富士康承接了苹果手机加工链的最后一个环节——人工组装。在整个苹果公司产品的价值链上，最大的一部分由美国本土的产品设计环节拿走，其次是日本、韩国等芯片生产商、电子原配件生产商，而富士康工厂内数百万中国工人拿到的仅仅是微薄的百分之几的辛苦钱。与此同时，制造业外包在短期内的确给美国国内的低收入阶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原本在美国从事相应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的人群，不可避免地面临失业的风险。


第三章 危机与救助

随着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各种房地产抵押债券不断发酵，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背负的债务也愈发沉重。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危机的种子正在萌发。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玩到最后，随着美国新建的房屋越来越多，总有一天到达了供给超过需求的临界点，芸芸众生在空中楼阁上已经攀爬得太高，猛然低头看看脚下，才发现脚下只有浮云，早已经没有了梯子。

人们这才如梦初醒，对房屋价格上涨的预期顿时烟消云散，从银行借钱也开始变得困难。这时候，天价的房屋和按揭利率吓退了投资者，而在建设热潮之中兴建的房屋也找不到买家了。资产价值的下跌导致投机客纷纷离场、抛售资产，造成了市场的恐慌。


第一节 雷曼兄弟的破产

2008年9月15日，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见图3—1)，由此引发了金融危机的狂潮。

雷曼兄弟自身高达6390亿美元的资产总额在瞬间蒸发殆尽，2008年10月6日，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指数暴跌700点，是四年来首次跌破10000点。同一天，英国股市FTSE指数下跌7 9%，德国DAX指数下跌7 1%。同时，美国的房价也开始暴跌，重新被打回到了本轮上涨之前的原形。暴风终于来临了。由于雷曼兄弟的破产发生在股市暴跌之前，因此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是雷曼兄弟的破产导致了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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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雷曼兄弟破产

资料来源：http：//ceoworld biz/ceo/2008/08/26/lehman-brothers-2008-ceo-energypower-conference-an-overview。

事实果真如此吗？与其说是雷曼兄弟破产导致了金融危机，不如说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危机演化的结果，早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前的六个月，另一家老牌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就已经陷入了绝境而申请破产，拉开了整个金融危机的序幕。当时的美国政府果断施以援手，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向金融市场释放了一个信号——只要金融机构足够大，政府就一定不会让它破产。

正是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雷曼兄弟总裁理查德·S·福尔德（Richard S Fuld）在整个2008年的夏天摆出一副待价而沽的姿态，当时曾有几家大型机构包括韩国开发银行有意向按照雷曼兄弟账面价值的1 25倍收购，但信心满满的福尔德认定，美国政府一定不会放任雷曼兄弟倒闭，所以他狮子大开口，强硬地提高了谈判条件，要求韩国方面支付1 5倍的溢价。

即便在个个都牛气冲天的华尔街银行高管当中，福尔德也算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他本人就持有雷曼兄弟公司大量的股份，并且非常以公司为骄傲。他认为，雷曼兄弟的资产是贝尔斯登的七倍，既然政府救助了贝尔斯登，就没有理由对雷曼兄弟遇到的危机放手不管。同时，他相信自己与当时的财政部长鲍尔森的关系非同一般，认为财政部一定会救助雷曼兄弟。福尔德的这种过度自信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对公司资产状况的恶化视而不见。

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夕，美国政府的确曾经撮合多个机构收购雷曼兄弟，在韩国开发银行之后，另外两个潜在的买家是美洲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但收购计划最终未能成功。美洲银行认定雷曼兄弟已经成为负资产，没有收购价值；而巴克莱银行虽然答应收购，但收购方案却被英国政府否决。

后来有人问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时为什么没有救助雷曼兄弟。他回答说，如果可以选择，他会赞同救助雷曼兄弟，因为雷曼兄弟破产的确会给全球金融系统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但当时的法律环境不允许他这么做。美联储自身曾有意收购，但因为美国法律的限制，美联储不能动用纳税人的资金救助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所以最终任由雷曼兄弟破产。

而在外界普遍看来，美国政府之所以放弃雷曼兄弟，任由它破产，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选择，意在“杀鸡儆猴”，向市场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不会为华尔街肆无忌惮的高风险业务全部埋单，总有人要“吃不了自己兜着走”。就好像父母即便再爱自己的孩子，当这个孩子太过顽皮、频频作出危险动作的时候，父母也会偶尔给这个顽童一个教训，让他吃点儿苦头，以后长点儿记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南克的解释更像是一番推脱的借口，从法定程序的角度来给美国政府一个体面的解释。


第二节 克莱斯勒救助计划

金融业是美国经济的神经，华尔街打喷嚏，整个美国的实体经济都要感冒，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已经在困境中挣扎多年的汽车业。在国会最早通过的救助方案中，曾划拨7000亿美元来救助金融机构，但面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危机，最终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鲍尔森在2008年年底向汽车厂商提供了170亿美元的救助。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很多人都相信他会继续实施前任布什政府的救助措施，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一贯性。奥巴马任命盖特纳为财政部长这一决定，正好印证了公众的这一猜测。

在奥巴马就任后不久，就安排汽车产业特别工作组与通用和克莱斯勒两家公司展开磋商，该小组包括财政部长盖特纳、国家经济顾问萨默斯、汽车业代表布鲁姆等14名成员。虽然工作组内部曾经有过争议，但最终美国政府决定对两家公司都施以援手，并成功说服了汽车公司的债权人接受非破产程序的重组。

美国政府对克莱斯勒的救助，实质上是政府出面作为破产管理人，出售克莱斯勒的资产，在形式上和雷曼兄弟的破产很相似。但在实质内容上，克莱斯勒重组案中并没有真实的买家——最终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公司成为名义上的收购方，但其实菲亚特并没有为此花一分钱。克莱斯勒的资产被出售给一个新的壳公司——新克莱斯勒，由菲亚特接手这家新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在整个协议框架的第一步，政府将新克莱斯勒20%的股权授予菲亚特，如果菲亚特能够按照约定把它的节能技术专利全面应用于美国汽车产业，还可以将股权扩充至35%。

本次收购所需要的资金全部由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提供，包括向老克莱斯勒支付20亿美元。这部分钱主要流向克莱斯勒的债权人，用于部分偿付老克莱斯勒欠下的69亿美元债务，相当于美加两国政府出面替克莱斯勒偿还了30%的债务（剩下的债务一笔勾销），再给克莱斯勒找好了新的“婆家”重新将其“嫁了出去”。可以说，克莱斯勒的救助与重组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与传统产业资本的紧密联系，还顺便夹带了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政策。


第三节 拯救金融机构

奥巴马是幸运的，因为在他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他和他的班子就可以不用对危机承担责任，而是可以集中精力实施救助与刺激政策。

虽然美国政府放弃了救助雷曼兄弟的打算，任由其破产，但随着危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卷入到漩涡当中，其中不乏比雷曼兄弟大很多倍的金融巨头，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等。除了资产规模之外，这些金融巨头业务涉及的领域也比雷曼兄弟更广，以美国国际集团为例，它为许多房地产抵押债券提供了担保，一旦这样的金融巨头破产，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很多。

经过几番权衡利弊，在雷曼兄弟倒闭六个月之后，即2008年9月，美国政府开始根据逐案审查的方式，总共花费7000亿美元向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巨头购买房地产抵押债券，并向受冲击的银行直接注入资金，受助对象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高盛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等。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美国政府部分地对这些银行进行国有化。

这一方案全称为《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对金融机构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救助。该方案由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于2008年9月提出，最初并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国会的通过。在鲍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第一次向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提出时，遭到了径直拒绝。9月24日，当时竞选中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和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经济。

这一方案的核心是，美国政府花费7000亿美元购买市场上出现问题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在整个房地产抵押债券出现暴跌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被看做是一笔风险投资——一方面通过大幅举债，增加了美国政府的债务，另一方面通过持有债券，增加了政府的资产。

救助计划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给这些债券定价——是按照债券的原值照单全收，还是仿照克莱斯勒救助计划，对债券打一个折扣进行收购。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以房贷为主的债券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出现违约，是整个市场和美国政府都心知肚明的事情。根据投资银行美林公司的测算，2008年第二季度，该银行持有的房地产抵押债券需要计提减值22%，换句话说，美林公司认为，这些债券中的22%将会出现违约，不能按期偿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按照原值购买债券，将来若遭受重大损失，如何向美国纳税人交代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如果不是全额承接房地产抵押债券，那么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很可能起不到预期的效果，随着市场恐慌的进一步发酵，债券市场有可能全面崩盘，到时候金融机构面临的就不只是短期流动性问题，而是陷入恶性循环，不得不大幅折价出售资产，面临全面破产的境地。

由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比汽车产业大得多，因此潜在的风险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在救助克莱斯勒的案例中，债权人最终只拿回了30%的钱，而面对金融机构，美国政府最终选择了对金融机构的全额托底。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经修改后的鲍尔森方案最终在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的10月份通过国会表决，并付诸实施。

除了购买债券和直接对金融机构注资，政府还以国家的名义对许多金融机构进行担保，作出了更广泛的承诺。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上限高达10万美元，但即使如此，仍有40%的存款没有保险。为了防止在危机的恐慌中储户把存款“搬家”，美国国家信用联盟署（National Credit Union Administration）接管了两家面临破产的银行，并承诺提供覆盖全国信用社和全部存款的800亿美元的担保。

紧接着，美国财政部开展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的救助，但很快发现4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根本不够用，因此美国政府明确对这两家公司所负的债务进行全额担保。

由于在金融危机期间向金融机构提供大量紧急贷款，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800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超过2 4万亿美元，增长了两倍。这种贷款规模和增长速度在美联储成立一百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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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额7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相当于每个美国人都要承担2295美元的负担。这些钱中大多数最终用于购买房地产抵押债券。2008年度总统向国会提交的联邦政府预算总额为2 9万亿美元，这样7000亿美元相当于增加了24%的开支，达到3 6万亿美元，远远超出了2009年度预算中原定的3 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直接救助资金和相应的各类担保总额达到了1万亿美元。

银行业的“家底”

银行业是一个神秘的行业。因为不了解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很多人并不理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这里我们需要想象一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它的左边是银行的资产，右边是银行的负债。简单来说，银行开展业务所接受的资金构成了负债，取得资金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从广大储户和其他金融机构那里吸收存款和各类借款，这些存款构成银行的负债，银行需要为此支付利息成本。二是发行股票，投资者购买银行的股票，从而成为股东。对于股东，银行并不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但是从长期来看，需要支付股息，所以银行的股票也被看成是广义的负债，因为股东对银行有索取权。

而在另一端的资产方面，银行贷给其他银行、企业的贷款就是它的资产。从长远看，资产可以为银行赚取利润。银行的运作方式就是通过发行股票和借入资金，先增加负债，然后发放贷款而形成资产，通过低成本借钱和高成本放贷，赚取利润。

由此来看，银行的价值就是它的资产减去它的负债（这里指存款等狭义负债），被称为银行的“净值”。一方面，当银行不能再借钱，或者借钱的成本太过昂贵时，银行吸纳资金的来源就枯竭了；另一方面，如果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因为借款人的违约而未被偿还，资产价值就会贬损，两相对比，造成银行的净值下降。最终当银行的负债（狭义）超过资产时，银行就会资不抵债，或者叫做破产。



注释


[1]
 参见王健：《还原真实的美联储》，100~10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第四节 金融旋转门与救市思维

从一开始，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就在美国国内充满了争议，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就在奥巴马和麦凯恩发表言论支持救市的第二天，全国10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其中一个名为“真正的大多数”（True Majority）的民间团体，在全国41个州组织了200多次集会抗议。最为集中的就在金融机构总部云集的纽约。这一系列抗议被称作“主街”（Main Street）与华尔街的对决，主街代表普通民众，华尔街则代表金融高管。从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多数民众反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金融机构。

我们前面谈到过，美国近30年间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由金融机构、地产商和政府共同吹大的房地产泡沫，都是民众愤怒的深层次根源。在全国各地人民面临失业甚至因为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而被赶出自己的住所时，一手造成这些后果的金融企业高管却没有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反而继续拿着高薪，坐等政府和纳税人为他们兜底。

那么，政府究竟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救市呢？一方面，应该看到，美国作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事关重大，如果不能及时施救，后果可能比1929年金融危机更加严重，让美国乃至世界陷入又一次深重的灾难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政府管理者的出身与选拔机制中探得原因。

在美国政界，长期存在着所谓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美国行政部门的监管官员和他们所监管的产业之间，人员是经常流动的。某一行业成功的业界领袖常常受到政府的青睐，并有机会在对应的政府部门任职。这样的人事制度有多重考虑，第一是能够充分发挥这些行业专家的专业特长，避免“外行监管内行”的现象；第二是政府可以通过这些人来寻求相应行业的政治支持，包括选票和政治资金。与此同时，业界也乐于接收从政府岗位离任的官员，利用他们在政府积累的人脉资源，寻求有利于本行业的监管政策。这种“旋转门”在美国的金融行业尤为突出。

美国财政部长的人选长期从华尔街尤其是高盛公司高管中产生，就是典型的代表。鲍尔森在担任财政部长之前，曾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CEO）长达十年之久。而退下来的财政部长通常也很容易在华尔街找到高薪的职位，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卸任后，就转而担任纽约一家私募基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华尔街对美国总统大选贡献的资金。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国各类证券公司与投资公司总共捐献了1 58亿美元，商业银行捐献了3760万美元，信用社捐献了770万美元，总额超过2亿美元。按照惯例，这些选举资金都会“两边下注”，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同时资助竞选资金，同时还会随着时间和选战的推进，调整策略、逐步加码。在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处于上升势头，因此最终比共和党赢得了更多的政治捐款。不久以后，共和党夺回美国国会的多数席位，尤其是控制了与金融相关的立法委员会，这时的政治捐款就更多地流向了共和党。 
[1]



除了赤裸裸的政治献金，华尔街和政府还有一层更隐秘的联系。美国的经济官员出身于华尔街，在他们受教育和职业生涯的早期，都受到以金融为中心的观念的引导，普遍都想当然地认为，华尔街的金融健康是实体经济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而且只要金融市场繁荣，实体经济就必然会向好。与此同时，这样成长起来的官员普遍对实体经济和广大民众的真实状况缺乏了解，也不屑于去了解。

事实上，美国实体经济中的各类企业固然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融资，但实体经济对于华尔街的高度依赖，其实只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新局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繁盛年代，大多数借款是通过地区性的信用社来完成的，华尔街的主要功能是发行债券和股票。随着区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99年克林顿任总统期间被废除，华尔街占据了更为核心的地位，并更多地从事投机性活动。资本市场愈发成为疯狂的赌场，高高地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

在这种格局之下，“救市”几乎成为大多数经济官员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美国财政部几乎成了救火队：不论什么地方的资产面临贬值，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第一反应都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搞“金融维稳”。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一长串，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破产危机，以及21世纪的安然事件。

救市中的关键人物：盖特纳与萨默斯

盖特纳

盖特纳（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从财政部开始其职业生涯，一段时间后转向对外关系理事会，后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高管。2003年，他被提名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这一职位将他推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

在盖特纳任职于财政部期间，有两个关键事件：一是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当时的墨西哥政府濒临债务破产；二是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危机，这是一家规模庞大、曾经辉煌一时的对冲基金。在这两次危机中，监管者都选择施救，并且两者都被认为是成功的干预案例。墨西哥的货币危机顺利渡过，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没有在资本市场上造成长期的影响。盖特纳从中学到的经验应该是，当一个国家和大型金融机构面临困境时，救助是最好的办法。在金融危机期间，他同样力主救助贝尔斯登以及美国国际集团，《纽约时报》曾经把盖特纳称作“救助之王”。虽然盖特纳在布什总统的共和党政府中长期任职，并且与大型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联系，但他依然顺利得到了奥巴马的提名担任民主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一是因为他本人也曾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任职，二是因为奥巴马希望保持财政政策的连贯性。

萨默斯

萨默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是盖特纳的上司，担任财政部长。小布什担任总统后，萨默斯回到母校哈佛大学担任校长。在任期间，他因为失言称女学生在科学与数学方面天赋不如男生，遭到了大规模的声讨，不久后卸任哈佛大学校长。随后，萨默斯通过在《金融时报》上撰写专栏重塑自己的知名度，并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的顾问，奥巴马将其任命为国家经济理事会主任——这一职位的任命无须经过参议院批准。

盖特纳和萨默斯组成了奥巴马政府的核心经济智囊，盖特纳尤其善于与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大银行家周旋谈判，两个人在经济思想上都倾向于美国的大型工商业。奥巴马总统在其他政策领域都有意识地安排了具有不同施政思路的顾问，唯独在经济领域倾向于保护工商业，因此在政府内部的高层决策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将大型金融机构肢解以鼓励竞争的提议。美国投资者金融保护局的实际负责人沃伦曾私下对助手说：“奥巴马在经济事务上只听盖特纳和萨默斯的。”



注释


[1]
 Harold L Wilensky,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第五节 货币政策：超级量化宽松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这可以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因为伯南克本人出身普林斯顿大学，是研究大萧条的著名经济学家。当2007年金融危机袭来时，经济萧条专家伯南克站在了风口浪尖，全面负责美国的货币政策。他通过历史经验分析当前的情景，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了避免大萧条时期银行挤兑的悲剧重演，伯南克果断地采取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

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常听到“量化宽松”（QE）的说法，那么究竟什么是量化宽松？它有什么作用和弊病？

首先我们要了解，美国制定货币政策最常规的手段是影响联邦基金利率，通过联邦基金利率进而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由于利率本身是市场中资金使用的价格，因此这种常规方法被称为“从价”的手段。但在金融危机的非常规时期，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已经低到了接近零的水平，就好比汽车陷入了泥潭，即使司机把油门踩到底也仍然无法脱身——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流动性陷阱”，历史上的日本就曾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金融危机中同样遭遇流动性陷阱的美国，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也就是量化宽松。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正式名字，叫做“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其实质是通过印制钞票来配合财政部，大量买入长期债券。在长期债券的市场上，债券的供应量是一定的，现在涌入了大量的货币来购买，导致债券的需求增大，从而价格升高。而债券的价格是与利率反向运动的 
[1]

 ，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长期利率下降，进而鼓励生产者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

具体而言，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分三个阶段推进，其中第一阶段的量化宽松（QE1）于2008年11月和2009年3月分两次推出，配合美国财政部的救市行动，总共购买1 85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债券、2000亿美元的机构债券和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QE1的主要目的是为金融市场注入流动资金，稳定雷曼兄弟破产后的金融市场恐慌。

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QE2，宣布购买6000亿美元的长期政府债券，主要是为了防范通货紧缩的风险。大概一年之后，QE3出台，这次量化宽松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上限，而是承诺每个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债券，直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令人满意的复苏，所以被称为“开放式量化宽松”。从2013年开始，QE3进一步扩大到每个月850亿美元的天量规模。

通过这几轮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美联储使得房贷等的长期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刺激了房地产和其他消费需求，进而拉动GDP增长，同时帮助房地产、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回升，并提高家庭财富水平，进而促进家庭消费。

对于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来说，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要实现本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并防止超出预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美联储也不例外，它最大的担心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一旦出现超出正常范围的迹象，就会通过政策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美元又是全球开放经济体中的首要流通货币，大量的美元供给不仅流入了美国国内的债券市场，也一定会通过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量化宽松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避免在21世纪重现经济大萧条，但是货币扩张的负面效果也同样明显。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多发的美元通过进口外国商品和对外投资两个渠道流到其他国家，同时大量投入到大宗商品的投机性交易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溢出效应”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暴涨和通货膨胀。正如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里（John Connally）露骨地对美国的伙伴国说过的那样：“这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一方面，美国用更多的货币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而这些美元流入相应国家中央银行的账户，并进一步转化为所在国的货币供给，进而输出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美国的金融投资者可以用多发的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股票、房产以及石油等大宗商品，造成了全世界范围的资产泡沫。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教授所言：“美联储毕竟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必须为美国谋取最大利益。但是美国的利益并不等于世界利益。美联储政策在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并不一定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美国的货币特权

与1929年经济大萧条相比，本次金融危机并没有引发全球性的动荡。股票市场很快得以恢复，然而本次危机的确动摇了全世界人们对货币稳定的信心。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元依然是世界上首要的储备货币，并且在短期内不会被根本性颠覆。虽然本次危机的起源地是美国，但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各国投资者仍然把美元和美元资产看做避风港，美国央行和财政部依然承担着全球经济最终借款人的责任。美元占据全世界各国储备货币的60%，并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占据了70%。

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了美国生杀予夺的金融权力——所有以美元结算的交易，最终清算都必须通过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因此美国如果发现某个金融机构与受国际制裁的国家来往，就可以把这个机构排除在美元清算体系之外。

此外美国凭借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能够将货币调整的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早在1985年著名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中，美国担忧日益扩大的账户赤字会引发美国对外收支失衡和国内经济混乱，就对联邦德国、日本、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要求这几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引起本国货币的升值，改变了当时各国普遍认同的美元估值过高的问题。但是接下来，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负担却是由西欧和日本盟国来承担的。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威胁说，联邦德国和日本必须采取刺激政策帮助美国的出口，只要美国的出口不见好转，美元就要继续贬值。最终，联邦德国和日本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两国的货币在两年内升值了一倍之多，日本的中央银行通过大规模的货币宽松，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随着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灭，日本经济直到今天都再也没有好转过。 
[2]



即便如此，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无节制地扩大赤字并一味通过印制钞票的办法还债，美元的信用终究要受到世界各国央行和投资者的质疑。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保持大额的贸易顺差，因此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转而投资美国的国债。然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的不断加码，中国政府也多次向美国财政部表达了对美元贬值的关切。在2008—2009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增加黄金储备，一步步地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至2015年4月，中国通过减持美国国债，将美国政府头号债权国的位子让给了日本，也正是这一政策的延续。



注释


[1]
 比如一个面值为105美元的债券一年后到期，目前这个债券的市场价格是100美元。如果你花100美元买下，一年后可以得到105美元，这样名义利率就是（105-100）/100=5%。如果市场上这种债券的需求增大，交易价格上升到102美元，这时候名义利率就下降为（105-102）/102=2 94%。所以说债券的需求越大，价格就越高，利率就越低。


[2]
 参见魏伦、翟东升主编：《大国货币》，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第六节 财政政策组合拳

美国政府大规模运用财政政策挽救经济始于1929—1933年的世纪危机。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第一个主张政府运用税收和支出解决经济困境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远小于供给，导致失业以及产出下降。政府应当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全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反，让经济自我调整的放任自流的办法，就像是不让病人吃药而自己和疾病作斗争。凯恩斯的主张得到了广泛认同，财政政策成为各个国家抵御经济下滑的武器，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工具箱”。美国财政部大楼如图3—2所示。

[image: 993]


图3—2 美国财政部

传统的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第一是政府刺激需求的直接开支，第二是税收减免和返还，第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在本次危机中，美国政府综合运用了这三项财政政策，打出了一套振兴经济的“组合拳”。

在直接开支方面，美国政府在2009年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总预算高达7870亿美元。另外在商品和服务方面大幅增加支出，其中包括对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投资等诸多方面。具体来看，2009年2月通过的财政刺激政策组合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针对家庭的救助（2600亿美元，分10年支付）；（2）扩充升级基础设施（830亿美元）；（3）增加可替代能源生产（220亿美元）；（4）扩大医疗支出（1380亿美元）；（5）教育投入（1170亿美元）；（6）投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180亿美元）；（7）扶助中小企业（540亿美元）。

在税收减免方面，2008年1月，美国国会批准了一项针对企业和个人的152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税收主要来自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而美国的税收更多来自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其中所得税涉及千家万户的收入分配，在整个财税调整中处于核心的位置。在奥巴马的整体设想中，所得税总额将下降，其中美国中产阶级的整体税负水平应当降低，确保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纳税额不增加。平均每个中产阶级家庭每年减轻税负1000美元，与里根担任总统时相比降低20%。针对收入高于25万美元的家庭，奥巴马政府降低了慈善捐助的抵税比例。与之相对应，奥巴马政府将对最富裕的2%家庭加税，扭转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

其他税收减免计划还包括：首次购房税收减免，新能源汽车税收减免（旧车换现金计划）。还有数十亿美元直接投向失业者、老年人及其他弱势人群，同时联邦政府将更多财政资源向州和地方政府转移。

除了上面提到的财政刺激政策，奥巴马政府还敏锐地捕捉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窗口，积极开展债务置换。由于美联储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利率水平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这就使得美国的大公司有机会在债券市场上通过债务调整，降低整体运营成本。从2008年开始，美国的大公司就开始了这样的债务调整。公司债是由公司在资本市场发行，按照票面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并在到期日一次性按照票面数额偿还本金的证券。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许多公司发行了形形色色的公司债，其中包括所谓的“垃圾债”，即资产负债状况不那么好的公司发行的债券，通常利率非常高。从20世纪90年代到金融危机前，美国市场上的垃圾债利率一般在10%～15%之间，有的甚至更高。与此对应，资信较好的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则在6%~9%之间。由于债券的存续期可以长达30年，因此这部分利息就被锁定在了公司长期的财务成本中。

当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由于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银行大幅收紧了借贷，随之而来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目的正是压低长期债券利率，鼓励长期投资等，从而刺激经济。对于美国的优质大公司来说，这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些公司纷纷在市场上回购前些年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并紧接着按照现行低利率发行新的债券。这种债务调整从结构上大大降低了美国公司的运营成本，有助于提高这些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自身也在利用海量的宽松货币造成的低利率。2008年美国政府10年期国债的利率是5%，而到了2013年，利率水平降到了不到2%。因此，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开始回购高利率国债，并发行低利率国债，最终的结果是，虽然美国政府的负债余额在上升，但每个月的利息支出却在下降。 
[1]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全球视角，就不难看出，美国企业和政府所享受的这种低利率的红利，本质上是与美国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尤其是出口国家对美国的补贴。在美联储开足马力大印钞票的时候，过剩的美元通过进口和投资的渠道流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对美出口国。外国政府和个人持有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等形式，重新回流到美国，为美国市场提供了充裕的资本。作为一个整体，美国政府和企业所省下来的利息开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正是外国债权人在美国国债和公司债方面收益的减损。这种格局在一定时间内固然使美国政府和企业得到了实惠，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度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侵蚀。

这些政策的确有效地遏制了经济下滑的势头，但是也给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很多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刺激当前的需求增长，但因为是人为创造的需求，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未来。



注释


[1]
 Joel Kurtzman，Unleashing the Second American Century,Public Affairs,2014.


第七节 奥巴马的能源政策

通过工业历史可以发现，整个石油化学产业就诞生于19世纪末的耶鲁大学化学实验室中。美国是世界上自然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已探明的化石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储量占全世界的17%，居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占16 6%，中国排名第三，占全世界的8 3%。从构成上看，美国的化石能源以相对清洁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主，并且开采成本低、品位高。根据美国能源局的估计，美国现有储量足够消费92年，而随着开采技术的提升和新的油气田的发现，这个年限还将延长。

尽管拥有如此巨大的能源储量，但近十年来美国每年进口的石油价值仍在3000亿美元以上，几乎相当于对外贸易赤字金额的一半。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美国对外能源依赖，努力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甚至成为石油净输出国。在2009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就涉及关于能源领域的重大投入，包括投资400亿美元用于能源效率提升，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其中包括46亿美元用于化石能源研究与开发，110亿美元用于智能电网以降低能源损耗，以及85亿美元用于补贴可再生能源项目、2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电池系统。美国能源自足的目标如果得以实现，将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能源格局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近年来，巨额的私募资本涌向了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页岩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内陆的产油量下降，美国始终占据最大石油进口国的宝座。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是工业化国家不可或缺的能源和重要化工原材料。页岩气与页岩油的技术并不是最新发明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得克萨斯州就曾有石油公司从页岩中成功地开采出油气。但现代采用的先进技术直到90年代末期才出现。通常来说，页岩气生产商要向地下钻一个深井，深度可达1500米，在垂直下钻到达页岩层后，再水平方向打钻，并通过化学物质将原本分散隐藏在页岩中间的天然气压裂出来，并进行开采。

随着页岩气的广泛开采，美国国内的原油日产量不断创下新的纪录（见图3—3），美国对海外石油的依赖程度显著下降。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显示，由于水平钻探和水力压裂技术的进步，美国可以开采深埋于地下岩层中的石油和天然气，2012年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已经达到84%。到了2014年，美国全年进口原油27亿桶，达到自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年来美国能源产量的大幅增长已经帮助美国降低了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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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美国油田原油产量

能源独立对于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从经济上来说，能源价格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最重要的成本项目之一，无论是对于千家万户的居民，还是对于工业、农业、运输业等各行业的企业，能源都是生活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价格走高，意味着食品、服务、商品价格都会因此上涨。老百姓的住宅供暖、开动汽车、洗衣做饭都离不开能源，能源价格越高，普通家庭可供支配的收入就越少。同样的道理，能源价格越高，对应工厂的成本就越高，利润也就越少。从整个经济史来看，供给充分、价格低廉的能源是一个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必备的条件，相反每一次能源短缺、价格大幅上涨，都会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国际原油价格翻了两番，使得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陷入了近十年的滞胀泥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通过开发相对低成本的页岩油，将有力地降低整个经济的运营成本，造成巨大的福利效应。

从战略上来说，虽然美国更多的石油进口来自北美洲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但中东的石油也占据相当的份额。为此，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军队，维系军事盟友，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例如，自1990年以来，美国长期在中东地区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每艘航空母舰的建造成本为45亿美元，同时它周边的护卫舰队还要花费数倍的价格。这还仅是日常的部署和巡逻，美国对伊拉克进行的两次大规模战争，更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绝不是虚言。同时，为了保障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安全，美国不得不与沙特阿拉伯结成牢固的同盟，而策划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和本·拉登都是从沙特阿拉伯成长起来的。这些都是美国维系石油进口安全所要付出的成本。


第四章 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多德弗兰克法案》

2010年，经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政府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是大萧条以来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立法，包含了一系列推进金融改革的措施，开启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新时代。

这项法案出台时，已经是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第三个年头。前期经过大规模的救市行动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超常扩张的货币政策的出台，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势头得以遏制。但是美国金融系统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奥巴马内阁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金融危机的根子出在监管机制上。对于天性逐利的金融机构而言，自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代的监管框架，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

为了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必须在金融监管上寻求变革突破。在这样的情形下，《多德弗兰克法案》应运而生，它的全称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旨在建设面向21世纪的全新监管框架。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 新成立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与美联储一道共同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监管者，并使得财政部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 对于资产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监管者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性重要意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法案规定进行特殊监管，提出更高的资本金要求。

● 沃克尔规则：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将监管对象对对冲基金和股权基金的持股份额限制在3%以内。

下面从该法案涉及的几个方面具体进行介绍。


第一节 银行业改革：抓大放小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个最突出的监管创新是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理事会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包括其他几个主要金融监管当局——美联储、美国证监会和新设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的负责人，以及保险业派出的独立代表。理事会的主要目标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并及时采取恰当的监管措施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该法案要求资产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监管者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性重要意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将被纳入重点关注的对象，要求比一般机构留出更多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以防备系统性风险。对此，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曾这样评论道：“准备金要求就相当于金融领域的高速公路限速、汽车安全气囊”。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这些机构进行限制，进而抵消了这些机构因“太大而不能倒”所享有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这些公司运用其资产采取激进的业务策略。

通过法案出台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国内关于金融监管的激烈斗争。《多德弗兰克法案》最早萌生于2009年3月，美国财政部在当年举行的二十国峰会召开前夕，发布了名为《监管道路规则》的框架性文件，随后不久又发布了更为详细的白皮书，并建议美国国会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启动立法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法案，要从美国金融监管的理念与争论谈起。美国历史上就管理大型金融机构风险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以金融服务业为中心，金融业的稳定与繁荣就是美国的稳定与繁荣，所以政府应当维持与主要金融机构的伙伴关系，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华尔街和保守主义学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金融机构的过度扩张绑架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由于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大银行通过开发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攫取了超额利润，并且通过兼并重组越做越大，形成了寡头垄断格局，因此这一派主张将大型金融机构拆分，以促进行业的良性竞争，防止国家被金融业所“俘获”。

在历史上，美国的政企关系一直在这两种观点的辩论中发展，政府的政策像钟摆一样，随着社会思潮和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在这两种主张之间徘徊。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民主党政府主要采取的就是第二种思路，果断地对当时最大的银行JP摩根集团进行拆分。

相比较而言，虽然奥巴马与罗斯福同属民主党，但时代背景和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经过近三十年来保守主义的影响，美国金融界已经形成相当稳固的利益格局，金融资本事实上“俘获”了美国政府的官员。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主要采取了第一种思路，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像大家长一样把大型金融机构管起来，对它们进行特别关注，而反垄断的因素仅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有所体现，至于拆分大型银行的想法，则根本就没有正式纳入议程。

由于前面提到的两种主张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个草案在公布之初，就同时遭到了美国左右两翼的激烈攻击。

在左翼批评者看来，奥巴马政府太过偏袒华尔街的富人，而对普通民众的疾苦不够关心。还有来自经济学家们的更严肃的声音，其中最突出的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前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他坚持认为从花旗银行开始，美国的大银行都应该被拆分。约翰逊教授指出，美国大银行主宰金融市场，是在近十几年才有的新现象，在放松管制的政策下，银行“巨无霸”不断兼并重组，才形成了当前“太大而不能倒”的局面，因此他建议将这些大型银行拆分，并规定商业银行的资产上限不得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投资银行不能超过2%，相当于把几大银行巨头拆分到目前四分之一的水平。而对于业务策略更为激进的银行例如高盛，这个上限还应该更低。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遏制美国金融业格局走向寡头垄断的趋势，并完成100年前老罗斯福总统未竟的事业。当年的老罗斯福总统就是这样拆分了著名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并且对金融业的垄断始终抱有警惕之心。

在右翼方面，正在兴起的“茶党”把金融改革方案和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医疗改革看做是奥巴马“大政府”倾向的证据，认为政府管得太多，过度干预了“金融自由”。所谓“茶党”，是美国共和党内尤其坚定的保守主义派别，兴起于2007年共和党众议员荣·保罗，他在“波士顿倾茶事件”234周年的纪念日发表讲话，宣扬保守主义主张，要求大幅缩减美国政府的债务和联邦预算开支，同时削减税收。这一运动坚决反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全民医疗保险方案等公共福利项目。民意调查显示，约有10%的美国民众认同“茶党”的理念。在“茶党”等保守势力看来，政府对经济事务管得越少越好，对金融也应当继续放松管制。但这种主张恰恰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面对来自左右两翼的批判压力，奥巴马政府对草案作了部分修改，删除了被公众理解为包庇金融机构的内容，并再次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表示国家不会将2008年的大规模救助方案常态化。从最终形成的定稿来看，法案授权政府可以将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解散，从而避免了为金融机构兜底。

同时作为对左翼势力的让步，法案还加入了“沃克尔条款”，该条款得名于美国金融界享有盛名的元老级人物保罗·沃克尔。沃克尔于20世纪70年代末担任美联储主席，在他就任期间，通过超乎寻常的坚决果断措施，以经济硬着陆为代价，大幅压低通货膨胀，最终成功让美国走出了“滞胀”的泥潭。从2009年开始，沃克尔呼吁国会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以及持有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股份。

最终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奥巴马政府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加入了关键的一条——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自营证券交易（自营交易是目前各主要投资银行最重要的营利手段，主要利用新时期的计算机技术与金融定价模型；与自营交易相对应的是商业银行为了客户的利益而开展的交易），其本质就是恢复了1999年被废除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重新回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区分的道路上来。

以盖特纳为主导的经济团队原本对这类批判观点十分抵触，因为盖特纳本人与美国的银行业有很深的渊源，不愿意对银行业加以更多的限制。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财政部和国会发现，由于政治局面所迫，必须适当考虑沃克尔这一派的声音。

另外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在2009年4月19日，美国证监会正式对高盛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对投资者隐瞒了关键的信息：高盛一方面向投资者出售以房贷为基础的金融资产，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冲基金下注这些贷款会违约。换句话说，高盛对它推销的金融产品质量从一开始就没有信心，并且还企图通过对冲的手法，在客户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自己获利。这次诉讼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有力地推动了立法进程，最终形成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经过总统签署生效。

为了防备极端风险事件爆发，法案引入了全新的破产框架——多德弗兰克决议规则。当监管者认为金融机构出现违约或者处于违约的边缘时，可以向华盛顿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启动决议程序，指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作为破产管理人，接管该金融机构并将其解散。这项规定本身并不新鲜，在法案出台之前就已经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一般商业银行的通行做法，只是本次正式扩大到了所有“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

概括地说来，《多德弗兰克法案》将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伙伴关系制度化，其中突出了财政部长在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中的首要地位，与相对独立的美联储和美国证监会不同，财政部直接听命于总统，能够更好地将总统的意志在金融监管中加以贯彻。

另外，《多德弗兰克法案》使得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大型金融机构来贯彻政治政策。金融监管当局在认定机构是否属于特别监管对象，以及认定交易是否构成自营交易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因此可以预计，这个法案将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大型银行的具体信贷措施，贯彻政府不同行业的产业政策。 
[1]





注释


[1]
 David Skeel，The New Financial Deal,John Wiley&Sons,Inc.,2010.


第二节 金融衍生品与资产证券化监管

在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金融衍生品成了众矢之的，格林斯潘曾经公开将衍生品称为“金融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金融衍生品本质上是交易双方签订的合约，以未来的利率、汇率等各种可能变化的因素作为条件。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之前，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微乎其微，基本上只靠行业自律。尤其是交易双方私下协商并在场外交易的合约，完全不需要对外披露，不受政府监管。由于衍生品不受监管，再加上其他的金融创新，因而使得美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绕过了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而进行借贷。

有鉴于此，《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衍生品必须在交易所场内进行交易，并采取标准化的条款。同时，双方的交易还需要接受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DCFC）与美国证监会的监督和管理。

在资产证券化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银行发放贷款后，贷款很快被打包、分级卖给新的投资者，由新的投资者接盘，卖家通常是由投资银行创设的特别组织。这就导致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没有动机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做仔细审核，从而累积了风险。

对此，《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证监会和银行监管当局应制定法规，要求开展证券化的投资银行至少保留5%的风险在手上，这个规定背后的逻辑是，希望借此在贷款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合理地分配风险，使得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各环节都能够审慎对待风险——包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市场风险和还款人违约的信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案对金融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尽可能作出恰当的监管要求，但金融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利益的驱动下，金融创新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而监管只能做到“事后诸葛亮”，也就是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查漏补缺。因此上述监管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金融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而是必须在与金融从业者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第三节 消费者金融保护与信息公开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前，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领域的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中，导致的结果是“九龙治水”，各个部门都不实际负责，相互推诿。针对这个问题，该法案创设了一个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United States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其名义上是美联储的一个局，实质上运营非常独立。局长由总统任命，并得到参议院批准，五年一任，除非出现重大过失，总统、参议院、美联储都没有权力罢免局长。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主要管辖住房贷款、信用卡以及其他消费信贷。

消费者金融保护的理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她的论述是这样的：普通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管；但是房贷和信用卡的借款人却时常因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还款能力，或者低估了生活中可能遭遇的窘境，而面临不能按时还款，导致房屋被银行收回、无家可归的巨大风险。

沃伦由此建议，应当仿照消费品的保护措施，建立对消费信贷和房贷借款人的公平保护。她主张，一般意义上的披露（disclosure）不足以保护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经常会有认知偏差，对于自己在未来不能还款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在这方面，现有的监管当局多少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摆脱利益牵绊。因此，金融消费者需要有一个全新的、不受利益牵绊的监管当局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特别的权限，对资产100亿美元以上的金融机构的消费者保护行为进行特别监管。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它可以在相关领域内自行制定消费者保护的条例并通过程序上升为法律。此外，和其他监管当局一样，还可以举行听证会，发起民事诉讼来执行消费者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键的贷款利率管制方面，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信用卡发卡银行通常会对拖欠还款的用户收取高额的利息，而根据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利率由银行注册的州的法律管制，而不是由消费者所在的州的法律管制。这就导致发卡银行纷纷迁往对利率管制较松的州，例如南达科他州和特拉华州，而消费者所在的州却对此没有发言权。许多学者呼吁立法当局应该改变这一规则，允许每个州对适用于本州居民的利率进行调控，但《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这一点上站在了银行一边，维持了原有规则。

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有可能会阻碍金融创新的质疑，沃伦曾在2009年国会发言中回应：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不会允许生产厂商通过去除电源开关来节约成本，同样烤面包机生产厂商应该在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提供优质低价的产品进行竞争。还有的批评者认为消费者保护会限制居民获得信贷，沃伦认为这需要权衡，财务状况较差的家庭可能确实面临信贷缩减，不得不委屈一点，住小一点的房子，但他们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借贷而面临家庭破产。同样，如果信用卡利息受到限制，发卡银行也会更仔细地审核持卡人的资质，根据其资信能力授信。总而言之，如果这项信用紧缩的措施能够使得消费者不再过度借贷，那么也就达到了它最初的使命。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出发点和财政部长盖特纳等人信奉的亲资本路线不同，本质上是限制大资本的权力，与“政府—银行伙伴关系”反向而行。正是因为这一点，在盖特纳本人的阻挠和大银行的反对之下，沃伦本人最终没能出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而是担任奥巴马总统助理和财政部长特别顾问，因此不能直接参与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的活动，独立性也小得多。即便如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大创举。如果说65年前罗斯福新政时期大资本的反面力量是被剥削的工人，今天则是金融消费者。

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美国还成立了金融研究办公室，职责在于将原本只有金融从业者知悉的信息向美国公众公开，创建一个信息传播的基础架构。同时，该法案要求组建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成立住房咨询办公室，向民众提供全面的金融建议。2010年出台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也同样推动了金融的民主化，并改善了信息传播的基础架构，在该法案的支持下，出现了医疗保险交易所。

2010年出台法案进行改革的目的在于：第一，改进金融信息基础设施，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于更加完善的金融活动、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第二，扩展金融市场的范围，将更广泛的经济风险纳入其中；第三，开发零售金融工具，包括联动型按揭、住宅产权保险以及生计保险，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果能按安全、高效、前瞻的原则设计风险管理机制，并作为今后市场活动的基础，次贷危机不仅可以化解，而且还可以催生出一种为金融民主化服务的良好氛围。


第五章 美国经济的复苏与隐忧

始于2008年的这次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之深，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因此美国学界给它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做“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然而凡事皆有两面性，虽然大衰退给美国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为美国公司和政府提供了调整的机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美国经济的总体状况做一个梳理，来看看美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大洗牌，总体发展的趋势如何，有哪些向好的方面，还有哪些隐忧。


第一节 强大的资本市场

前面提到，美国推出几轮量化宽松的目的，就在于降低长期国债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金融结构中，通过银行进行的间接融资只占整个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而通过资本市场开展的直接融资才是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美国的资本市场仍然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截至2012年年底，美国货币基金的规模达到2 6万亿美元，共同基金市值达到13万亿美元，养老金达到19万亿美元，股票总市值达到19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合计为64万亿美元。近几十年来，美国金融业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容量都在不断增长。1980年，美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了危机前的200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8%。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间，金融部门所占的份额增长了三倍，超过了其他各个行业的增速。如此庞大的资本市场，成为美国经济巨大的蓄水池，给美国的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资金。


第二节 劳资双方重新谈判

前面提到汽车城底特律遇到的困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的工会过于强大，以至于对企业提出了不尽合理的要求。例如，金融危机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经与工会达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协议——无论工人是否在岗，都要一样支付工资。这样一来，即使汽车厂的工人休息在家不去上班，也一样可以领到工资，由此导致了人浮于事，以及企业效率的大幅下降。从汽车工人的平均工资来看，危机前的德国工人每小时工资约为67美元，而美国工人只有34美元。但由于美国的汽车业养了太多的闲人，使得汽车公司不堪重负。类似这样的不合理的劳资协定还有不少，导致美国老工业企业在生产成本上毫无竞争力，并最终导致了美国汽车产业和底特律城的衰败。 
[1]

 而究其原因，通常是工会势力过于强大，通过影响当地的政党竞选从而迫使汽车公司接受类似的条款。

底特律破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汽车业发展良好的时期给政府雇员提供高福利，但在汽车业走下坡路后仍然保留这些福利，最终拖垮了政府。

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克莱斯勒、通用汽车纷纷面临破产的境地。所谓危中有机，美国汽车制造业抓住这次机会，适时地与工会重新谈判，达成了更为合理并且有效率的劳工机制。通过裁撤冗员，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负担得以大大减轻，而美国工人与德国、日本相比，人均成本较低的相对优势得以发挥，带来了美国汽车业的再次振兴。根据汽车市场测评公司J D.Power在2013年的质量研究报告，美国通用汽车的产品得到八个奖项，显示了强劲的竞争力。



注释


[1]
 Joel Kurtzman，Unleashing the Second American Century,Public Affairs,2014,p 172.


第三节 科技创新

近年来，3D打印技术在美国逐步兴起，并有可能给制造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3D打印或者说三维打印的原理和我们所熟悉的喷墨打印机类似。在办公用的喷墨打印机上，墨盒里的墨粉按照指定的形状喷洒在纸面上，形成图像或者文字。整个过程在几秒钟之内完成，而且喷墨的颗粒非常细小，以至于在人的眼睛看来，打印出来的图像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打印件是由无数个不同颜色的墨点组成。

三维打印的原理与纸面打印十分类似，不同的是，这里构成成品的微粒不是彩色的墨汁，而是加热的材料颗粒，例如塑料或者金属；材料按照设计方案在三维空间内堆叠，冷却后就形成了坚实的固体。如果说二维打印是“现代版”的绘画，那么三维打印就是“现代版”的雕塑。

目前在三维打印方面领先的公司是美国纽约的MakerBot，它通过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共享各种三维打印的源设计图，以便三维打印的发烧友们下载并自行制作。自2012年起，三维打印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起因却十分意外——有人在MakerBot的软件库里上传了自动步枪的打印图纸，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三维打印得到半自动攻击步枪的组件，并且自行组装。这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美国政治中，支持个人持枪和反对持枪，历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但无论这个事件的政治争议结果如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已经摆在人们眼前——三维打印使得“工业制造”的终端延伸到千家万户，制造业的概念将迎来革命性的变化，人们不再需要依赖企业家投资的工厂，批量地生产出工业产品，而是可以在自己家里通过三维打印技术生产出个性化的产品。

事实上，三维打印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美国发明家查尔斯·赫尔（Charles Hull）提出，1988年赫尔的公司就发布了第一款商用三维打印设备SLA250。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项技术才终于走入大众的视野。2012年，一家比利时公司用金属钛和陶瓷粉末成功地“打印”出了人类的颌骨，2013年，美国的一家公司则成功“打印”出75%的人类头骨。美国在三维打印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这一技术有望给美国的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图5—1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半身像三维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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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正在进行的三维打印

资料来源：http：//blogs.baruch.cuny.edu/cis3810/2012/09/27/blog-post-prompt-3d-printing-demo/。

美国高端产业

事实上，三维打印只是美国高端产业的缩影。什么是高端产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认为，美国的高端产业界定标准有两点：一是产业的每年人均研发支出超过450美元，这个水平高于美国经济中80%的行业；二是产业中有超过21%的从业人员拥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位，即高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高端产业的特征是深度参与技术创新，并在高科技领域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其就业人员普遍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

一个行业需要同时符合上述两条标准才能被认定为是高端产业。这样的行业共有50个，这些行业在技术创新领域投资巨大，并雇用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技工去开发、传播和应用新的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具体名单包括以下行业（见表5—1）：

表5-1 美国高端产业详细分类及就业产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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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端产业部门涵盖的50个行业，从制造业部门（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到能源行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再到高科技服务业（如计算机软件和系统设计、健康应用等）。这些产业涵盖广泛的技术领域，是振兴美国经济的中心环节，这些产业最能够支持创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带动就业的主力军

从前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美国50个高端产业的直接就业人数高达1230万，占美国总就业人口的9%，这些产业雇用了全美80%的工程师。高端制造业还带动了相关的间接就业岗位，对美国的就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高端制造业的雇员、供应商和服务商收入的增长，财富产生了“乘数效应”，辐射到经济体的其他部门，从而带动了更多的就业，尤其是当地的服务业。据统计，每一个高端产业就业人员可以引致本地区0 8个就业岗位，以及地区外1 4个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高端产业总共可以支持3900万个就业机会，大约是美国就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通过提供较长的供应链，并通过工人的支出带动当地的发展，美国高端产业部门直接和间接地拉动了全国的就业，为其他领域提供了发展机遇，也引导了后衰退时代的就业复苏。

经济增长的引擎

美国高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创造了2 7万亿美元的增加值，占美国GDP的17%左右，换句话说，高端产业的人均产值贡献度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高端产业的未来竞争力和增长是大范围共享繁荣的前提。对一个国家来说，要想保持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必须通过贸易和经济增长来实现，而高端制造业正好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通过参与对外贸易，高端制造业为所在的城市或者区域提供了财富的来源，并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发展。

1980—2013年间，美国高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5 4%，比美国经济年均增速高出30%。尤其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高端产业带来的就业和产值都大幅攀升，分别比其他经济部门高出1 9倍和2 3倍。其中仅是高端服务业一类，就创造了65%的新增就业岗位。

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美国的高端产业部门完成了90%的私人部门研发，产出了全美85%的专利，并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0%。从根本意义上讲，高端制造业通过研发新的技术，增进了生产率。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从长期来看只有科技进步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增长。高端制造业是现代经济中技术最密集的行业，产业部门的研发推动技术的进步，是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升的唯一依靠。先进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王冠上的宝石，因为它是整个经济体不断创新与进步的源泉，创造了就业、价值以及整个经济体的进步。

美国高端产业的特征与趋势

一方面，高端产业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高端产业明显集中在大城市，70%的高端产业都集中在美国前100大城市中。按就业人数计算，纽约的高端产业就业人数居全国之首，为63万人；按就业比例来看，硅谷的圣何塞是美国高端产业的重要中心，当地劳动力的30%集中在高端产业部门。另一方面，在高端产业集中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的以高端制造业见长，有的则以高端服务业见长。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高端产业的竞争力正在相对下滑。一是国家对高端产业的关注度正在下降，行业呈现贸易逆差。具体而言，在美国的国际贸易中，高端产业的出口金额达到1 1万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金额的60%，但同时，美国在高端产业部门的贸易逆差高达6000亿美元，在高端制造业的货物贸易方面，美国的逆差尤其明显。

二是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创新型企业，但这方面的优势正在减弱。从2007年到2012年，高端产业公司开发的专利占到美国全国的85%，尤其在软件产业中，20世纪70年代的软件科技还只局限在政府支持的研究中心里，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到了2012年，软件已经占到美国新注册专利的五分之一。但如果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美国专利和研发的优势正在减弱，从1981年到2011年的30年间，美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研发和新专利方面占全球的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第四节 制造业回流

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的首份国情咨文（2013年）中提出“让美国成为新增就业和制造业的磁场”，此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回流。一年多来，美国强调大力振兴属于传统强项的高端制造业，尽可能夯实中端制造业，同时不放弃纺织、玩具等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消费品的生产。随着美国国内外商业环境的变化，选择回流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在增加。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2014年6月中旬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从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加了30%。同时，自2010年以来，制造业创造了64 6万个就业岗位，为199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波士顿咨询公司2012年对100家来自纺织、电子等产业的美国公司进行调查，只有7％的受访者表示正在将工厂迁回美国。一年半后，这一比例升至13%。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重振制造业将为美国在2020年年底带来350万～500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在人工成本上与别国的差别也在缩小。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威利·石的研究显示，2000年年初，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这一差距在2014年缩小到3倍。降低生产成本曾是很多美国公司外包制造业的重要动因，但是美国家电制造商惠而浦集团主席杰夫·费廷表示，美国在劳动生产率以及适应市场需求的韧性等方面仍然比其他国家更胜一筹。同时，公司调查发现，美国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在美国生产的产品，这坚定了回流生产线的计划。


第五节 量化宽松的后遗症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逐步退出，美国国内利率开始攀升，大量国际游资从海外流入美国，使得美元重新走上升值的通道。这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以美国摩托车生产的标志性企业哈雷摩托为例，2015年4月21日该公司发表声明，认为美元的升值和外国同业竞争对手的折价销售策略使得该公司的市场份额面临挑战。日本的摩托车厂商本田、铃木迎头赶上，充分利用日元贬值带来的机遇，从哈雷手中抢得了美国市场5%的份额。此外，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也面临相似的局面。

巨大规模的财政扩张不仅超出了美国政府的财力，也超出了美国全社会的经济潜力，因此从长远来看有损于美元和美国政府自身的信用。在金本位的时代，货币的价值是有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作为支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作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曾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维持着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奠定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计价单位的货币霸主地位。然而随着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内生价值不再由黄金作为支撑，而是完全有赖于全世界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信赖。货币，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其价格也遵循供给与需求的规律。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膨胀，以及货币的天量发行，超额印发的这些美元必然会削弱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购买力，从而逐步侵蚀美元的霸主地位。虽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但从长期来看，量化宽松政策的确会使美元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第六节 欧佩克的页岩油阻击战

随着美国页岩油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成长，美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一个竞争者。在最近连续几年间，美国石油产量大幅增长，美国正在走向能源独立：美国人正在更多地消费美国生产的石油，这意味着石油进口减少。在这种局势下，沙特阿拉伯等传统的产油国坐不住了。如果奥巴马的能源构想得以实现，将从国际原油市场上去掉一大块需求，油价将失去支撑，造成石油输出国的重大损失。

2013年7月，中东首富瓦利德王子致信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里·纳伊米（Ali Naimi），称美国页岩油革命正让依赖石油的沙特阿拉伯经济面临危机。瓦利德说，因为美国页岩油革命的冲击，沙特阿拉伯单纯依靠石油的经济增长模式变得愈发脆弱，希望政府降低对原油出口的依赖，并使本国的收入来源多样化。信中称：“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危险，因为我们几乎完全依靠石油。”

主流观点认为随着美国原油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欧洲国家陆续转向开发非常规能源，全球原油产量将出现大幅增长。沙特阿拉伯将无法在价格和产量之间寻求平衡，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力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继而随着原油价格长期回落，在未来，财政将逐步失衡，并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步入民主化的中东国家。这一点对于实行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来说就不只是关乎钱袋子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沙特阿拉伯王室的政权问题了。

因此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国投票决定，联合起来不削减产能，引发油价重挫。这样做的逻辑是，与其等美国页岩油产业成熟后成为其强大的竞争对手，不如先发制人，用超低油价把美国新生的页岩油生产商扼杀在襁褓之中，以维持欧佩克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根据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油价低于100美元/桶能够打击那些高成本的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和沙特阿拉伯等传统石油霸主之间的竞争，将石油供应由紧缺滑向过剩。尽管美国每日多产的300桶石油仅占9000万桶全球消费的很小一部分，美国页岩油仍可谓沙特阿拉伯的真正对手。这是美国页岩油与欧佩克之间的战争。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场角力的结果。


第七节 贫富分化

2008—2010年间，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在危机救助方面尽到了职责，总共投入7000亿美元对大型银行进行救助，随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了陷入全面衰退。但在成功的救助政策之外，可能掩盖了贫富分化的深层次问题。

美国在价值取向和立国精神上，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国家。作为一个与旧大陆封建制彻底决裂的新大陆国家，美利坚民族从骨子里对政府不信任，并且对个人自由无限崇尚，这个特征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美国人比欧洲和亚洲人更加认同，个人的成功是靠自身奋斗，而与此对应，人的贫穷是“咎由自取”。

事实上，美国过去三十年间贫富分化的差距并没有得到逆转。在经济危机中，美国的富人阶层当然受到了重创，《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显示，美国最有钱的400个富人的财富在2008年一年之中就蒸发了3000亿美元，即便如此，这些富人的财富依然高达127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足够支付今后十年的美国全民医保开支。截至2009年年底，这400人的财富大多已经反弹回危机前的水平，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些富人的资产主要集中在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上，而这类资产经过刺激政策得到很快反弹。

同时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消退和量化宽松的退出，收入水平处于中下层的美国人民依然是相对的输家，难以看到自己的收入增长。尤其是教育水平较差的底层家庭，更是陷入了困境。与富人阶层不同，中下阶层家庭的资产以自主房屋为主，而此类资产的价值很难像金融资产那样快速反弹。

前面提到中产阶级“美国梦”的失落，在危机后的美国社会尤其明显。越来越多的年轻中产阶级选择和父母住在一起，推迟结婚生子。由于家庭债务负担有增无减，相应的消费能力缩水，因此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压缩消费开支，减少休假旅游、添置物业等消费。与此相对应，维持生计所必需的食物、房屋修缮等刚性开支所占比例正在提升。


第六章 清洁能源经济与气候变化行动

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而且强调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对于美国经济、安全及其国际领导的意义，以补助金、合作性协议、契约以及贷款担保等方式推进对太阳能、天然气、生物燃料、风能、核能、清洁煤等清洁能源的投资，以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等方式推进联邦政府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在国内，奥巴马政府不仅加强以整体政府方法（whole of government）以及跨部门协作方式振兴清洁能源产业，而且在国际上以双边、多边伙伴关系的方式寻求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共同行动，特别是谋求在2015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谈判中的领导与主导角色。尽管奥巴马总统寻求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是显然以调节与监管改革的行政手段力促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由于奥巴马政府清洁能源经济与气候变化的分配性影响以及国会内部的政党分歧，化石燃料产业的人士竭力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奥巴马政府过多干预清洁能源产业。

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清洁能源经济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选话题。作为金融危机中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清洁能源经济视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政策手段，意在促进就业与新产业，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维系其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国内，奥巴马政府努力推进能源经济，振兴美国核产业，提高效率标准，投资再生能源，使清洁能源有利可图。若是如此，美国将在2020年减排达17%，到2050年减排超过80%。当然这种情况取决于美国的全面立法及其有效实施。在国际上，奥巴马政府努力在亚洲、美洲与非洲确立清洁能源新伙伴关系，寻求落实《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确保所有经济大国承诺减排的积极行动，而且以透明方式兑现承诺。此外，奥巴马政府也强调气候融资的必要性，以便于发展中国家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保护森林，投资于清洁能源技术。尽管奥巴马政府认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及各自的能力，但是坚称任何方法都需要每个国家承担自己行动的责任。 
[1]



2013年6月25日，奥巴马总统发布了《气候行动计划》，不仅力图减少碳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继续领导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而且谋求推进商业创新以使美国电厂现代化，增加清洁能源的本国生产，从而增加就业并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该计划包括一系列广泛的行政行动，由三大重要支柱构成。第一，减少美国国内的碳污染。为此，奥巴马政府实施更为严厉的新规则以减少碳污染，从而保护美国儿童的健康，使美国经济倚重于本国所生产的清洁能源，进而增加就业并降低家庭能源支出。第二，为应对气候变化而作出准备。为此，奥巴马政府帮助州与地方政府改善道路、桥梁以及海岸线，从而保护美国人的家园、商业以及生活方式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第三，领导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幸免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种挑战。因此奥巴马政府不仅寻求在国内采取行动，而且寻求国际领导。为此，奥巴马政府着力以国际谈判的方式促成国际减排行动，特别是排放大国。 
[2]





注释


[1]
 President Barack Obama，“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2010，p.47


[2]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The President's Climate Change Plan，”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image/president27sclimateactionplan pdf,June2013.


第一节 政府调节与清洁能源经济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力图生产更多的石油、天然气与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力促清洁能源，发展碳捕获与储存技术以及清洁燃料，使美国能源独立，增加就业，减少碳污染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奠定清洁能源经济的基础，在清洁能源领域与中国、德国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奥巴马总统不再坚持对石油公司长达百年的补贴，反而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对清洁能源进行最大规模的投资，在第二个任期继续推进公私伙伴关系以及清洁能源项目，而且呼吁美国国会使再生能源的生产税抵免（Production Tax Credit，PTC）固定不变而且是可退税的，从而促进清洁新能源的投资。

一、清洁能源政策

清洁能源产业是奥巴马政府的最优先事项，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与环境至关重要。“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前提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在最大限度创造财富的同时使消费者获益。” 
[1]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清洁能源经济的目的并不限于此，它还试图确立美国在清洁能源经济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增强国家实力。奥巴马曾经指出，引领清洁能源经济的国家将会引领全球经济，那么美国必定如此。清洁能源经济是美国工业与制造业复兴的关键，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重要引擎；不仅有助于增加就业以及新产业，而且会挽救生命，保护美国的自然资源、城市及其海岸线。执政伊始奥巴马就呼吁美国使用再生与清洁能源以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以及气候变化的风险。随后在国会两院演讲中，奥巴马将再生能源的增产视为其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强调利用清洁与再生能源电力的国家将会引领21世纪。

作为经济复苏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包括再生能源、智能电网和能源效率等国家新战略，以及能源、环境与气候及其可持续性倡议。该法案在清洁能源上投资800亿美元，通过了史上最严格的燃料经济标准，以物质激励更为严格的效率标准，为智能电网拨款项目（Smart Grid Investment Grant Program）提供34亿美元的补助金。2011年3月30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其《未来能源安全规划》（Blueprint for aSecure Energy Future），确保美国能源供应及其全球能源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确保美国在清洁能源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扩大高级化石能源项目的投资，制定《联邦能源四年评估》报告。

奥巴马政府以清洁能源政策促进美国国内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创新，确保美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政策包括燃油效率、太阳能、天然气、石油、生物燃料、风能、核能、清洁煤等方面，以此寻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太阳能与风能的电力生产，同时供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电力。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政策致力于其清洁能源目标，即到2020年在联邦政府补贴性住房方面提供1亿瓦的资源再生能力，批准公共用地上100亿瓦的再生能源项目，到2025年在军事设施上部署30亿瓦的再生能源而且使美国风能与太阳能发电翻番。

第一，提高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浪费是增加就业、节省家庭开支以及减少碳污染最快、最易、最便宜的方式之一。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制定了有关汽车和卡车的温室气体与燃料经济标准。奥巴马政府《气候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到2030年减少30亿公吨的能源浪费。第二，发展清洁燃料。生物燃料是奥巴马清洁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三，减少电厂碳污染。电厂是美国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大概占其温室气体排放的1/3。

二、清洁能源行动

美国联邦政府将战略、政策转化为行动，率先垂范。联邦政府拥有与管理着近500000个建筑，运行着600000个车队。这些建筑物所使用的电力、汽车所耗的燃料以及军事行动所需的能源使联邦政府成为美国最大的能源消费者。为此，奥巴马总统签署总统令，要求联邦机构每年以3%的比例减少能源强度，相比于2013年基线数据到2015年达到减少30%的目标。作为《气候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奥巴马发布了一份总统备忘录，授意美国环保署尽快制定电力部门碳污染标准。美国环保署以开放与透明的方式提出电力部门碳污染标准，赋予有不同需求的各州以灵活性。2014年6月，环保署公布了《清洁能源计划》（Clean Power Plan），是迄今为止首份针对现有电厂的碳污染标准，以确保到2030年使电力部门碳污染减少30%。此外，《清洁能源计划》将会使气候与医疗收益在2030年每年从550亿美元增加到930亿美元，使电力开支缩减8%左右。

扩展与更新电网是美国经济的支柱，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能源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为此，奥巴马政府加快清洁能源的许可，并且扩大与更新普通电网、智能电网，推进能源更高效的制造与建设过程，从而为美国清洁能源公司在海外市场发展提供机会。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授意联邦机构使输电工程的选点、管理与评估过程更加合理。商务部与能源部共同制定了美国首个《国家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出口战略》（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Export Strategy）。例如，在能源部、进出口银行以及商务部等联邦机构的帮助下，2009年美国高性能太阳能电池制造公司（Suniva）多达90%的产品出口到亚洲与欧洲，在美国境内提供了150份清洁能源就业工作。

未来技术在清洁能源经济转型中至关重要，因为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将会激发21世纪最大的经济机会。其中美国将其在清洁能源研究与发展领域的领导地位视为清洁能源经济的关键。为此，仿照美国国防部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2009年奥巴马总统创设了由美国能源部与国防部共同发起的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Energy，APPA-E），每年投资于使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清洁能源研究与发展的关键性计划。作为奥巴马总统《气候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在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研究与发展方面投资了数十亿美元。2014年度财政预算将美国联邦机构清洁能源技术的资金增加了30%，达到近79亿美元，包括对一系列能源技术的投资，从高级生物燃料、新兴核技术到清洁煤炭。

尽管低碳、清洁能源经济被视为未来数十年中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以州领导与市场力量为基础的。许多州政府、地方政府、公司已经采取措施增加清洁电力。其中35个州确定了再生能源目标，25个州确定了能源效率目标。近年来天然气公司主要以市场力量增加了其电力生产的份额。在州与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奥巴马政府努力以与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减少电厂的污染，加强美国在天然气、核技术、再生以及清洁煤炭等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导，以改善公共卫生与环境，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负担得起的电力。

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机会，在减排方面作为联邦政府的全面合作伙伴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各州、市与商界已经行动起来或正在实施自己以市场为基础的项目以减少碳污染。1000多位市长已经签订了协议以减少碳污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耐克公司等500多家企业发布了“气候宣言”，称气候变化行动为21世纪巨大的经济机会。美国环保署实施州与地方气候和能源项目，向州与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分析性工具以及后援，具体包括确定划算的政策与倡议以解决气候变化、再生能源、能源效率以及清洁技术问题；衡量和评估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倡议的环境、经济与公共卫生收益；提供工具、指导和后援以评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选项与收益；推进州与地方官员交流经验的机会。其最大的挑战在于州长、市长、县级官员与联邦政府的磋商效果及其合作程度。

总之，奥巴马政府强调清洁能源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利益、政治领导和道德义务。2009年奥巴马总统承诺到2020年相比于2005年美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7%，如果所有其他经济大国也同意限制其排放。为此，美国已经成功地使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能源的使用成倍增加，而且制定了美国史上最为严格的燃料经济标准，从而增加就业，发展新产业，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碳污染。事实上，2012年美国能源部门的碳排放达到过去20年中最低的水平，石油净进口也达到最低水平，成为世界上天然气的主要生产者。2013年11月，近20年内美国首次国内生产的石油多于进口石油，是其能源独立与安全的里程碑，而且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尽管奥巴马政府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解决办法，但是仍然以财政补贴或补助金、合作性协议（cooperative agreement）与契约、贷款担保、研发经费的方式调节、支持特定的清洁能源产业。例如，美国能源部、农业部、内政部等联邦机构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框架下向再生能源生产者与发展者提供补助金以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事实上尽管环保主义者、工会联盟、民主党议员支持清洁能源经济政策及其行动，然而自由市场论者及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反对奥巴马政府对清洁能源投资的补助与贷款担保。批评者认为，减排限制仅会提高能源价格，拖累经济增长，至少短期内不切实际。理由在于，以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大量投资风能、太阳能与生物燃料，抬高化石燃料的成本，从而使这些清洁能源与化石燃料相竞争，会提高碳排放的成本。

化石燃料、氢氟碳化物利益集团及很多国会议员从意识形态上反对政府干预与新碳税。吉尔平曾经指出，“美国政治经济中的这些意识形态、结构和公私对立，大大限制了美国政府实施连续有效的全国经济战略的能力。” 
[2]

 尽管奥巴马政府在清洁能源经济宏观政策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也受到国会选举政治与分配政治的约束，即使国会立法允许以税收优惠、直接支出、债券与贷款项目推进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发展。



注释


[1]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167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170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第二节 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行动

奥巴马政府清醒地意识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严重性。2012年是美国最炎热的年份，而且大概1/3的美国人经受了10天以上的高温天气。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美国儿童更多地患哮喘病，而且不断增多的洪水、热浪、干旱大幅提高了食品的价格。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造成了经济成本与代价。据估计，2012年美国11个天气与气候灾难事件总共导致11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全球变暖将会导致新的资源冲突、干旱与饥饿、自然灾难、土地退化。因此，美国努力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寻求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承担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如美国2014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对美国与世界构成了严峻挑战。……气候变化所构成的挑战将会影响资源竞争，而且向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治理制度施以额外负担。这些影响将会加剧贫困、环境恶化、政治动荡、社会紧张的状况，从而引发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他形式的暴力活动。” 
[1]

 这似乎预示着奥巴马政府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重大转变，而且奥巴马总统重新介入其前任小布什总统所摈弃的国际气候谈判，然而法律界却极为敌视任何温室气体减排的真正行动。

一、气候变化政策与计划

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提高气候应对力，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加强其计划与运行的适应能力，帮助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应对气候变化。2011年美国环保署首次发布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宣言。2013年2月美国环保署发布了《适应气候变化计划》（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草稿，确定了其十大重点行动。2013年9月，环保署发布了新电厂草拟标准。2013年11月美国环保署发布了其环保计划办公室、10个区域办公室等所草拟的17项实施计划。这些计划为美国环保署实施其项目提供了路线图。美国环保署以补助金、合作协议、贷款、技术援助、契约及其他项目等资金机制鼓励与支持更具气候适应力的投资；提供信息、数据、工具、训练以及技术支持；衡量与评价绩效。特别是，美国环保署意识到监督绩效、评价活动与学习经验的重要性。2014年6月30日，美国环保署发布了《适应气候变化新政策》（A New Policy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取代了2011年6月的政策文件。

电厂是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总共占其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的1/3左右。除非美国迅速行动起来，否则氢氟碳化物的排放预计到2030年会增至3倍。为此，美国环保署2014年在重要替代性新政策计划（Significant New Alternatives Policy，SNAP）下提出两项新规则。2014年10月31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环保署等联邦部门与机构制定的《适应气候变化计划》的最终版本，着眼于行动目标、适应能力建设、绩效评估等。

二、气候变化行动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为美国能源最大消费者联邦政府确定了能源与可持续性目标，授意联邦机构到2020年将建筑能源与石化消费等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达28%，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购买更为清洁的替代品。截至2013年联邦机构的温室气体减排达17%多，而且联邦政府9%的电力来自再生能源。联邦政府将能源绩效合同的数额从20亿美元扩大到40亿美元，节省了11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

为了提高气候适应力，奥巴马政府致力于伙伴关系、倡议、协作性战略等手段。2013年11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国家干旱适应力伙伴关系》（National Drought Resilience Partnership，NDRP），以此帮助社区更好地应对干旱，减少干旱事件对家庭与商业的影响。2014年3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气候数据倡议》（Climate Data Initiatives），致力于提供有关气候变化风险与影响的联邦数据资源，以支持气候适应力。2014年4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国家野火衔接战略》（National Wildfire Cohesive Strategy），即联邦、州与地方更好地防止野火的协作性战略，以减少干旱与野火的风险。2014年11月奥巴马政府设立了名为气候适应力工具箱（Climate Resilience Toolkit）的网站，以提供权威信息与工具。

（一）美国环保署

美国环保署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RD）的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项目评价气候变化潜在的脆弱性，为决策者与管理者提供支撑。美国环保署与其他部门、机构共同推进多边伙伴关系。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之一，美国环保署向其他部门与机构收集数据并加以编纂，代表美国政府出版《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清单》。在美国环保署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助下，美国国务院协调并定期出版《美国气候行动报告》。美国环保署、交通部、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等联邦机构将关于气候风险的考量纳入其资助项目之中，不仅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保护美国经济的关键性部门。

美国环保署全面参与国际海事组织（IMO）及其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的工作，然而美国国务院负责这些领域的谈判。美国环保署扮演着环境事务方面技术顾问的角色，而且国土安全部、国防部、交通部与商业部也派代表参与。从2010年开始，美国环保署参与由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重要政府与产业组织构成的能源效率全球数据中心特别小组（Global Data Center Energy Efficiency Task Force），美国环保署、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代表共同担任联合主席。在地球观测组织的森林碳跟踪任务中，美国环保署也参与一项美国跨部门计划，以提高世界范围内监督与管理森林碳和陆地碳的能力。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下，美国环保署在拉美发起了一个经济模型论坛，旨在提高能源、农业、气候等方面的模型能力。此外，美国环保署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向其中一些伙伴国提供援助。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与美国环保署向数个低碳发展战略伙伴国提供援助，以改善温室气体统计以及国家温室气体统计体系。

（二）跨部门行动

创建于2009年的跨部门气候变化适应特别小组（Interagency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ask Force）向总统提供针对联邦政府如何以政策与项目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建议。该特别小组由环境质量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CEQ）、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的代表担任联合主席，包括20多个联邦机构的代表。2010年，特别小组发布进展报告，提出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等建议，如管理淡水资源的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Plan for Managing Freshwater Resources）、国家海洋政策实施计划（National Ocean Policy Implementation Plan）以及鱼、野生动物和植物气候适应国家战略（National Fish，Wildlife and Plants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y）。2011年，特别小组的进展报告更新了联邦适应关键领域的行动，包括地方社区适应力建设、维护淡水等关键性自然资源、为决策者提供气候信息以管理气候风险。

2013年12月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总统令，创设了州、地方与部落领导人气候应对和适应力特别小组（State，Local，and Tribal Leaders Task Force on Climate Preparedness and Resilience），包括州长、市长等，由环境质量委员会及政府间事务办公室（IGA）共同负责。2014年11月，由26位州、地方与部落领导人组成的特别小组向美国白宫建言献策。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也创设了跨部门的气候应对和适应力委员会（Council on Climate Preparedness and Resilience），取代了跨部门气候变化适应特别小组，由白宫及25个机构组成，致力于将气候适应力整合到联邦计划中，为公众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数据，以及更新部门来适应年度计划。此外，美国全球气候研究计划（U 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协调与整合有关全球环境变化及其社会意义的联邦层面上的研究。美国环保署等13个部门与机构参与了美国全球气候研究计划，2014年5月发布了《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美国能源部联合美国贸易与开发署、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及国务院与土耳其能源部在土耳其阿塔土尔克工业区设立了一个工业能源效率项目，意在减少土耳其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增强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同时为美国与土耳其能源效率技术及其服务商创造商业机会。2009年11月，美国与印度在美印能源对话框架下加强能源合作，提出了清洁能源推进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能源安全与清洁能源，涉及美国数个部门的跨部门行动。

（三）其他联邦机构的行动

奥巴马政府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视为有效与公平地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的关键，为此加强各州、部落及地方社区的适应能力建设。许多联邦政府机构实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部、国防部、能源部、卫生部、国土安全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内政部、国家航空与宇宙航行局、商务部、交通部、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等。

气候变化与能源在塑造未来美国安全环境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能源最大的消费者美国国防部2014年所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压力将会影响资源竞争，增加世界范围内各个经济体、社会与治理制度的负担。这些影响加剧海外贫困、环境恶化、政治动荡及其社会紧张程度，从而引发恐怖主义活动与其他暴力形式。 
[2]

 国防部致力于更好的航空发动机、船舶的混合动力、世界范围内军事设施建设的效率，利用能源效率与新能源技术以为军队提供更好的能源，致力于到2025年在军事设施上部署30亿瓦的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等。为了指导未来投资与政策，2012年3月国防部所发布的操作性能源战略实施计划（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Plan）转为国防部在军事行动中使用能源方式的路线图。在国内，国防部利用其与能源部、环保署共同负责的战略环境研究与发展计划（Strateg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ERDP），以运用最新科技发展出创新与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从而应对国防部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在国外，国防部增加对国防环境国际合作计划（Defense 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DEICP）的投资，不仅促进环境安全问题领域的合作，而且扩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美国国防部也借助环境安全与技术认证程序（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Certification Program），以军事设施为试验，从而为创新性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市场。此外，美国国防部以节能投资计划（Energy Conservation Investment Program），改进军事设施方面的能源效率与再生能源项目。 
[3]



在美国交通是位列发电之后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在气候变化行动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06年交通部门直接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8%左右，仅次于发电（34%）。交通温室气体排放的97%源自化石燃料的直接燃烧。为此美国交通部实施汽车燃油经济计划、缓解交通拥堵与改善空气质量计划等，设立了交通与气候变化交流中心，以提供有关交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在适应规划部分提供了有关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潜在影响的规划方法，具体包括温室气体清单、分析性方法与工具、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气候变化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在影响、将气候变化考量纳入交通决策的方法。2014年10月31日，美国交通部发布了气候适应计划，是其2012年气候适应计划的升级版。由于意识到气候变化将会塑造交通部安全、良好保养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的战略目标，美国交通部开展了气候适应工作，试图将适应气候变化及其适应力的考量纳入到交通部的政策、计划及行动之中，参与一系列跨部门机构以协调人工、自然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联邦进程，评估公共卫生与社会公平问题，保护受其他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资源等。对于美国交通部的项目，交通部试图以交通计划与评估的方式解决环境正义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

美国能源部提出并实施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以其部门的技术项目、政策与举措的变化，致力于领导许多倡议，支持跨部门协同，加强国际伙伴关系。能源部寻求加强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lean Energy Ministerial，CEM）等的现有倡议，也支持主要经济体论坛（Major Economic Forum，MEF）的努力，参与2009年开启的美洲能源与气候伙伴关系（ECPA）。2012年秋，美国能源部首次与外国政府发表了招标联合声明，与印度科技部共同向美印联合清洁能源研究与发展中心（JCERDC）的太阳能、能源效率以及二代生物燃料领域提供资助。2014年5月第五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在韩国首尔召开，23位能源部长评估了13项清洁能源具体倡议。2014年6月3—4日，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美国政府联合召开美非能源部长级会议（USAEM），致力于非洲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影响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党政治、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斗争、高耗能产业利益集团政治等。共和党对于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与行动持消极态度，因而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并不支持气候变化的全面立法。美国参议院有权批准预算与总统签署的任何条约，也有权阻断以往的气候变化行动。1997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曾经并未批准《京都议定书》。因此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方面无法获得国会的全面立法，往往采取行政手段，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注释


[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2014，”p 8，http：//www defense 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 pdf,March4,2014.


[2]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2014，”pp 8485，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March4，2014.


[3]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pp 8485，http：//www.defense.gov/qdr/images/QDR_as_of_12Feb10_1000.pdf，February2010.


第三节 国际气候治理倡议

能源与气候变化是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发展及其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美国如何管理其能源经济与气候变化将是美国未来领导地位的重要衡量指标。由此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国际伙伴关系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参与双边、多边伙伴关系，以寻求领导者地位，提供技术专业知识与能力建设支持。

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减排行动的基础上，以国际重大倡议着力推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包括与中国、印度及其他排放大国的双边倡议。这些倡议不仅服务于美国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而且着眼于2020年之后全球减排的路径，开拓国际能源市场。其中奥巴马政府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许多重要国际谈判促进全球气候治理，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美洲峰会等多边场合实施领导，逐步淘汰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增加可再生能源，改善重型车辆的效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第二大排放国且拥有无与伦比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承担独特的责任。奥巴马政府与他国政府及其利益相关者推进《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案。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

首先，奥巴马政府扩大与主要经济体的多边接触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双边合作。2009年奥巴马总统发起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高层论坛，以支持国际气候谈判并且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该论坛所包括的17个国家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75%左右。奥巴马政府也发起了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以促进清洁能源及有效解决办法的发展与使用。2013年美国建议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高层论坛关注建筑部门的效率问题，因为建筑部门占能源部门全球碳污染的1/3左右。

执政之初，奥巴马总统就寻求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双边气候合作，如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美印清洁能源伙伴关系（2009年）、美国与巴西能源战略对话、美国与墨西哥气候政策合作（2015年3月27日）等。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致力于以《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知识与制度分阶段减少高频电流的消费与生产。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各自阐述了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即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球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峰值，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2015年4月12—17日，美国商务部与能源部部长率领智慧城市—智慧增长商业发展代表团访华，寻求促进美国清洁技术公司对华出口智慧城市与绿色基础设施所需的产品与服务，包括绿色建筑、建筑节能改造、建筑管理、绿色数据中心、能源效率技术、清洁空气与水技术、水处理技术、智能电网与绿色交通工具等。

其次，治理短期气候污染物（short-lived climate pollutants）。甲烷、黑炭与许多高频电流等污染物在大气中相对而言是短期的，但是相比于二氧化碳更具强有力的温室气体效应。2012年美国发起了旨在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包括30多个伙伴国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署等重要伙伴。美国也以全球甲烷计划（该计划是一项2004年启动的国际伙伴合作计划）全球甲烷计划的前身是2004年美国环保署发起成立的甲烷市场化伙伴关系，2010年更改为现名，涵盖农业、煤炭、石油天然气、垃圾填埋、污水处理等5个领域。甲烷是排放仅次于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中国是其首批14个签约成员国之一。与42个伙伴国以及1100个私人部门参与者致力于减少甲烷的排放。

再次，加快环保产品与服务领域的全球自由贸易，逐步取消化石燃料的补贴。美国与贸易伙伴国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发起谈判，以推进环保产品的全球自由贸易，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以及地热等清洁能源技术。2009年美国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成功地倡议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同意到2015年在所列的54项环保产品上减少关税而达到5%。美国也致力于《服务贸易协议》的谈判以实现环境服务领域的自由贸易。奥巴马总统在其2014年财政预算年度呼吁取消美国化石燃料税收补贴。2014年7月美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其他13个成员方发起了《环保产品协议》（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EGA）的谈判，以实现清洁技术的全球自由贸易。

最后，领导全球气候融资。奥巴马政府认为国际气候融资在促进减排与气候适应力方面是个重要工具，因而动员数10亿美元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帮助其发展绿色、低碳经济。2009年美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促成发达国家在2010—2012财政年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近3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2010年全球发展政策总统令》（The2010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 on Global Development）将全球气候变化视为美国发展计划的三大重点之一。201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气候变化与发展战略》确定了2012—2016年期间气候援助的政策、目标与重点。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愿向绿色气候基金（GCF）注资30亿美元。美国以双边、多边、发展融资及出口信贷等机制动员私人融资以及战略性地投资于气候变化适应力建设，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低碳发展战略以及清洁能源经济，以国别计划为基础确保其能力建设是有效的、创新的。“United States Climate Action Report2014，”p 19，http：//www 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19038 pdf,September2013.

二、以国际谈判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奥巴马政府历史性地推进国际气候谈判，积极塑造2015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设计，试图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重塑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际地位。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奥巴马总统与世界其他领导人首次同意，所有大国将在一项新的、透明的国际机制下实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或行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2011年德班气候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15年年底之前谈判一项新协议，以便适用于2020年之后的所有国家。由于《京都议定书》的核心义务适用于发达国家，并不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国家，因而奥巴马政府努力使2015年气候变化协议超过以往的法律协议。

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外，美国还推进一系列其他重要的谈判。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美国努力推进修订该议定书，以逐步取消对高频电流的补贴。在国际海事组织，美国推进实施首份在国际上应用的能源效率标准。在国际民航组织，美国设定减排与能源效率目标，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以形成一项全面的全球性方法。2013年11月美国、挪威与英国发起了一项公私伙伴关系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减少毁林所致的排放并且促进可持续农业。该项倡议确定了首批4个重点国家，以当时市值3 25亿美元的资金开展工作。


第七章 开放政府战略与美国经济重建

奥巴马政府比以往历届政府都更加致力于加强政府透明度、开放与参与型政府建设。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奠定了政策基础，发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计划及其他行动以支撑政府开放。奥巴马政府鼓励联邦机构使用更多的社交媒体，发布新网站，创设移动应用程序，检修较陈旧的在线工具，因而其最大成就在于以技术手段使大众更易获得政府信息。除了国家安全领域之外，奥巴马政府所建立的开放政府政策平台是强有力的，然而实际上联邦机构内部开放政府政策的实施是缺乏连贯性、一致性的，而且几乎没有联邦机构热心地支持开放政府实践。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建立透明、参与与协作的开放政府，实施网络战略规划、数字政府战略等举措，发布政府在线信息，提高政府信息质量，形成开放政府文化并使其制度化，确立开放政府政策框架。奥巴马引导政府回到克林顿政府时期《信息自由法》的“最大限度信息披露”标准。特别是，奥巴马确立了“披露推定”原则，以支持《信息自由法》的措辞与精神。奥巴马重新开启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史无前例的解密审查项目。奥巴马政府描绘了开放政府的未来远景，为此投入了资源与人力。具体而言，奥巴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改变联邦政府的文化。在国际上，奥巴马政府倡导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的多边倡议，谋求在开放政府方面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仍将继续领导开放政府的努力，转变21世纪政府服务其公民的方式。


第一节 透明与开放政府的政策框架

执政伊始，奥巴马承诺使其政府成为“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建立“透明的、公众参与与协作的体系” 
[1]

 。在他的就职典礼上，他许诺其政府将会“在阳光下履行职责——因为那时我们才能够重建民众与其政府之间最重要的信任” 
[2]

 。在任职的第一天（2009年1月21日），奥巴马总统发布了两项总统备忘录，呼吁联邦政府更大程度的透明以及在《信息自由法》下更多的披露，而且签署了一项总统令以加强总统记录的获取。其一，备忘录《透明与开放政府》（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关注以透明、公共参与和协作为原则的更加开放的政府；其二，备忘录《信息自由法》指出所有联邦机构都应该采纳有利于信息披露的推定以履行《信息自由法》所体现的原则。以往历届总统并没有如此优先考虑开放政府。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创立了一系列在线反馈论坛，寻求推动联邦职员与公众改进政府透明度，增加对联邦政府的公共参与，鼓励联邦政府机构、公民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协作。开放会加强民主并促进一个更有效的政府。透明型政府对公民更负责。参与型政府会增强政府的有效性并且提高政府决策水平。协作型政府会使所有美国人都参与治理。 
[3]



为此，美国白宫奠定了致力于政府透明的政策框架，以此提高机密信息的标准，加快解密，保护科学信息的透明与可信，改革受控非保密信息体系。白宫身体力行，率先垂范，2009年9月15日宣布启动访客在线日志。《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名下的款项史无前例地是透明的。奥巴马政府积极采用网络技术，启用新网站而且重新设计其他网站，以社交媒体与公众互动，使公用数据库更易获取。由此，云计算、社交媒体工具与应用服务是联邦政府的口头禅。在飓风桑迪危机期间，美国联邦机构成功地以这些新工具提供暴风警报，更新应对措施。

2009年12月8日，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发布了第三份备忘录《开放政府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OGD），要求发布政府在线信息，提高政府信息质量，形成开放政府文化并使其制度化，确立开放政府政策框架。特别是，该备忘录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发布三项以前未公布的“高价值”数据集，也要求每个机构安排“高级别官员负责联邦开支信息的质量与客观性”。每个联邦机构都需要制定“开放政府计划，以描述其如何改进透明度，将公共参与和协作整合到其活动之中” 
[4]

 。《开放政府令》提出了一项新要求，即每个机构都提出与维护一项开放政府计划以适应其使命。跨部门研究小组定期会晤讨论所取得的进展及其开放政府议题所遇到的挑战。白宫办公室针对总统记录、保密信息、受控未保密信息、关于《信息自由法》所实施的总统备忘录、政府记录管理以及数字政府发布行政令，从而向联邦机构内的个体以及公众表明透明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事项。

奥巴马政府的数字政府战略补充了数项倡议以建立更好地为美国民众服务的21世纪政府，如13571号总统令（Streamlining Service Delivery and Improving Customer Service）、13576号总统令（Delivering an Efficient，Effective，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总统的《透明与开放政府》备忘录（Memorandum on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备忘录（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网络空间可信任身份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Trusted Identities in Cyberspace，NSTIC）、联邦信息技术管理改革25点实施计划（25-Point Implementation Plan to Reform Fede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IT Reform）。

小布什政府曾经经由司法部（DOJ）发布其政府透明度政策。相比之下，奥巴马总统经由其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三项备忘录。此外，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历经公共信息汇编的三个阶段，有助于塑造奥巴马政府的透明倡议。尽管奥巴马政府因其开放政府建设值得赞许，但是这仍是项未竟的事业。相比于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的开放政府举措有显著的进展；然而相比于奥巴马总统本身的标准与期望，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奥巴马总统令要求所有机构在2010年年底发布实施规则。然而仅不到一半的机构达到此要求，即41个部门中的19个。一些机构自己制定了非常模糊的开放政府计划，而且许多机构并未遵循美国白宫的领导。即使是满足程序性期限的部门，也并未采取实质性行动。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极力阻挠。联邦官僚机构中执拗的机构备受责备。例如，2013年101个独立审计的机构中55个机构并未采纳奥巴马《信息自由法》的新标准，然而奥巴马政府因其受过。美国政治关系的超党派性致使其难以推进透明立法。

尤其是在国家安全领域，开放政府界与公民自由倡导者特别失望。美国白宫对国家机密特权的改革微乎其微。奥巴马政府仍然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使用保密法而作出有争议的决策，不允许法律挑战，保留具有法律效力的关键决策与备忘录。成功的开放政府改革需要打破根深蒂固的习惯，改变机构的规范与实践。开放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政策基础、积极领导与人员参与。为了确保其为“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奥巴马政府必须鼓励联邦机构形成各种氛围，以支持开放，改进公共信息的可靠性，大幅改变其国家安全保密政策。



注释


[1]
 Macon Phillips，“Change Has Come to White House gov，”The White House Blog，January20，2009,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change_has_come_to_whitehouse-gov/.


[2]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The White House Blog，January21，2009,https：//www whitehouse gov/blog/inaugural-address/.


[3]
 Wendy R Ginsberg，“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Issues for Congress，”http：//www doc88 com/p-957219694938 html，January2011.


[4]
 “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https：//www whitehouse gov/open/documents/open-government-directive/,December2009.


第二节 商务部的开放政府计划

美国商务部促进创新、企业家精神、竞争力，从而推进经济增长与机会。近百年来，商务部与商界共同致力于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维系美国在国际市场与世界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商务部意在帮助美国企业在国内更加创新，在海外更具竞争力；由12个机构构成，所涉范围从天气预报到专利保护（见表7—1）。由此，商务部全力支持奥巴马总统所确立的透明与开放政府原则。开放政府的概念已经是商务部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开始商务部就是开放政府倡议中的创新者与领导者。商务部各个机构以开放政府倡议推进美国经济增长，涉及范围从专利受理到可持续渔业、从服务于企业到扩大美国公司的国际市场、从促进科技创新到推进测量科学。

表7—1 美国商务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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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力图增加透明度与责任，提出内外部协作与决策过程中公共参与的新范式，促进及时与高质量的审核过程，力促设立创新项目。为此，商务部维系其在政府数据倡议中的领导角色，拓展与私人部门的分析性伙伴关系，创设在线工具以使私人部门更好地获得商业服务而且理解资助机会，鼓励以脸谱（Facebook）、优酷（Youku）、推特（Twitter）、网络相册（Flickr）等社交媒体推进公众参与决策和反馈。从2010年4月开始商务部每年都更新其开放政府计划，着力推进跨部门倡议、现场与在线公共交流、培训与协作等内部计划，在精神与实践上支持奥巴马总统的透明与开放政府计划。

（一）商务部首份开放政府计划

商务部意识到公众获取政府数据是奥巴马总统开放政府倡议的关键组成部分。鉴于与州、地方与部落政府，教研机构，非营利组织，以及营利企业的伙伴关系，透明原则与商务部特别相关。商务部与外部伙伴之间长期、密切的关系致使其成为一个理想型候选者，以积极吸收公众参与。此外，商务部寻求扩大职员对重要政策制定与战略规划的参与。商务部部长呼吁打破各个部门之间合作的障碍，以支持整个商业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看法，商务部内管理者被要求鼓励交流与协作。

在透明度方面，商务部进一步广泛使用技术以使其运行与决策的信息更易于在线获取。例如，国家标准与技术局基于内容管理系统设计新网站；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将18世纪、19世纪的天气数据数字化等；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首次以机读形式使数据免费获取，更新知识产权用户培训的现有机制；部长办公室定期更新公共日程表。在参与与协作方面，商务部致力于继续建设开放商业网站（Open Commerce Website，2010年2月2日上线）、在线伙伴关系工具、解密记录、开源信息技术、虚拟商业连线（Virtual CommerceConnect）等。

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与农业部农村公共事业服务局（Rural Utilities Service，RUS）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下划拨了72亿美元以奖励竞争性赠款，从而扩大宽带接入和传输能力。商务部与农业部都支持开放政府的原则，推出了多个在线信息与协作工具。通过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rade Promo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商务部领导着奥巴马政府的贸易促进工作，将有助于使《国家出口计划》具有可操作性。由商务部部长担任主席的这一跨部门小组将贸易促进视为重中之重，以扩大贸易并且增加就业。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为商务部提供了一个推进贸易促进这个政府层面的议程的平台，直接与参与该委员会的其他机构的负责人沟通。奥巴马政府的促进出口内阁（Export Promotion Cabinet）与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协作实施《国家出口计划》。 
[1]



（二）商务部开放政府计划3 0版

2014年5月商务部发布了开放政府计划3 0版，即第五份计划。为了加强开放政府透明、参与和协作的制度化，商务部设立了一个跨领域、涵盖整个部门的领导、规划与执行小组以指导与实施开放政府项目，即开放政府高层领导（Open Government Senior Leaders，OGSL）。该小组成员包括首席信息官（CIO）、总法律顾问（GC）、首席财务官（CFO）、商务部部长助理（ASA）以及公共事务办公室（OPA）和政策与战略规划办公室（OPSP）等机构的代表和重要领域的专家。 
[2]

 此外，商务部首席隐私官是高级行政主管，受命领导隐私和开放政府办公室（Office of Privacy and Open Government）。该办公室负责确保商务部适当地解决隐私、开放政府、《信息自由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以及商务部所有倡议的文件管理。商务部2014—2018年战略计划（Commerce Strategic Plan2014—2018）关注5个重要优先事项，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广泛的基础，即贸易与投资、创新、数据、环境、卓越运营。

2014年2月21日，商务部创建数字交流办公室（Office of Digital Engagement），设在公共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OPA），负责与消费者、企业及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数字交流。商务部部长彭尼·普里茨克（Penny Pritzker）指出，“我自豪地宣布商务部成立了史无前例的数字交流办公室。该办公室是‘开门迎商议程’（Open for Business Agenda）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帮助我们双向交流，以数字媒体的力量与美国商界开展21世纪的对话。商务部致力于使美国商界获得更多的信息与资源。”

特别是，2011年10月28日，奥巴马总统发布了一个备忘录，力图使美国小企业与出口商更易于获得政府服务。为此，商务部以商业连线（CommerceConnect）举措为模板推进美国的商业计划，2012年2月17日发布政府商业计划网站。该计划向美国中小企业与出口商提供出色的顾客服务以使其更易于发展，从而支持经济增长与就业。这一跨部门计划是由一个执行委员会领导的，以协调其战略、设计、发展与运行等，包括联邦首席信息官（Federal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CIO）、商务部首席技术官（Chief Technology Officer，CTO）、商务部首席隐私官（Chief Privacy Officer，CPO）及商务部小企业发展局负责人。



注释


[1]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pen Government Plan，”http：//open commerce gov/sites/default/files/DOC%20Open%20Government%20Plan%20v%201%201%20Final pdf，June2010.


[2]
 “Open Government Plan Version3 0，”http：//open commerce gov/sites/default/files/DOC%20Open%20Government%20Plan%20v%203_0%20%2020140529%20Published%20Final pdf,May2014.


第三节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

国内层次与全球层次的变化催生了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如对传统多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地缘政治上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新的发展思路、公民动员等。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的设计包括以行动为导向、灵活、真正伙伴关系、创新与交流等核心要素。 
[1]

 所有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成员国必须面对腐败的挑战，确保政府、金融机构与法律体系是透明的而且有效地运转以预防腐败与洗钱，且将违法者绳之以法；必须积极地寻求公民社会的参与，因为公民社会也是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的平等伙伴。

（一）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倡议

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寻求开放政府建设，在国际上寻求推进开放政府伙伴关系。2010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指出1年后世界各国作出具体承诺以加强自由的基石。2011年9月20日奥巴马政府发起了一项多边新倡议以推进开放政府规范并使其制度化，即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意在确保政府的具体承诺以促进民主，赋予公民以权力，反腐，利用新技术以加强治理。在多个利益相关者合作的精神下，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是由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所组成的一个指导委员会（现有成员包括印度尼西亚政府、菲律宾政府、墨西哥政府、南非政府、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巴西政府、坦桑尼亚政府、格鲁吉亚政府、法国政府、克罗地亚政府、秘鲁研究所、世界资源研究所、开放政府研究所、自然资源治理研究所、开放民主咨询中心等 
[2]

 ）所监督的。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成员国致力于加深其与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开放政府伙伴关系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也是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伙伴关系。

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菲律宾、南非、英国与美国8个创始国政府签署了《开放政府宣言》（Open Government Declaration），承诺提高政府信息的有效性，支持公民参与，实施最高标准的职业操守，以新技术增加开放与问责。若要成为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成员国，参与国必须支持高水平的《开放政府宣言》，提交具体行动计划而且扩大公共咨询，提交承诺其有关进展的独立报告。迄今为止，65个政府承诺加入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见表7—2），采取重要措施以推进更大范围的透明度、问责制与参与。由于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的国际性，国内政策人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对外政策小组密切协作。

表7—2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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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网络技术时代，“公民正确地要求其政府更多的回应、开放、透明以及责任。”Obama，“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Meeting，” 
[3]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是一项致力于使政府更好的全球性努力。民众期待更加透明、有效与负责的政府。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开放政府伙伴关系需要政治领导、技术知识、不懈的努力与投资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作。2012年4月17—18日，开放政府伙伴关系首次高端会议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寻求推进21世纪善治的新标准。在开幕式上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指出，“21世纪美国确信国家间最重要的差异并不是南北、东西之分，宗教或其他领域的差异。具有开放政府、开放经济与开放社会的国家将会日益繁荣。它们将会更加繁荣、健康、安全与和平。” 
[4]

 2013年10月31日，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年会在英国召开，强调继续推进政府开放建设，拓展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决策过程。

现如今，墨西哥与保加利亚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在线信息，允许公民追究其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的问题。巴西、巴拉圭、爱尔兰与塞拉利昂的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改革者致力于起草与改革政府制定的信息自由法。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以新工具报告腐败，提供透明度。墨西哥、格鲁吉亚与加纳的政府领导人正创建新体系以确保公民社会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秘鲁发布了一揽子反腐措施，因而2013年212位公职人员受到指控。在经历了2011—2014年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之后，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指导委员会认为2015—2018年是巩固阶段。

（二）开放政府行动计划

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参与国每2年需要提交开放政府行动计划，包括一系列承诺以推进透明、问责、参与和技术创新。参与国需要在上一个行动计划实施的最后6个月期间草拟新的行动计划，其实施期限最低为18个月。行动计划应当明确、简洁并以行动为导向，大概有8~12页。行动计划遵循共同的模板，包括导言、开放政府已有努力、行动计划发展进程、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的承诺。

奥巴马政府试图率先垂范，更密切地致力于医疗部门以及国家与地方法律的实施——不仅提高公共卫生与安全程度，而且更好地保护美国民众的隐私与个人信息。奥巴马政府也意识到教育是进步的基石，因而将会更多地帮助其他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学生利用难以置信的在线教育工具与资源。2014年9月24日，奥巴马指出“我们已作出2000多项承诺——改进政府服务世界上20亿人的方式。更多的公民正请求其政府在线，而且更多的公民正直接参与决策。更多的企业家正使用开放数据创新与创业。纳税人的钱的支出更加透明。更多的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探寻新方法以揭露腐败，促进善治。” 
[5]



2011年9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包括26项具体开放政府倡议，以促进公共参与，更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提高公共服务。 
[6]

 为了实施计划，美国白宫在总统行政办公室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领导每项承诺的实施并且提供帮助。医疗、教育、能源、公共安全、全球发展与金融等领域成千上万的政府数据资源由公众免费使用，为企业家与创新者提供了素材。2013年12月5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第2份《开放政府国家行动计划》，强调继续推进和实施开放政府政策与改革。

美国加倍努力开放政府数据，而助力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现代化《信息自由法》利用美国的独创性解决重要问题。为此，奥巴马政府改进政府开支的透明度，以便于更容易地理解联邦政府开支与投资的方式与地方；更加努力地建设更好的政府数字服务；既保护个人隐私又利用大数据改善医疗，反对歧视，支持执法；促进开放教育资源。

总之，奥巴马政府的开放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信息与数据的公开以及借助网络技术鼓励公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开放政府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保密与透明，而是判断出开放政府进程的不同方面的透明度以及问题类型。” 
[7]

 奥巴马政府的开放政府努力或许短期而言在政治上是有吸引力的，但是长期而言其言辞以及对透明的重视会有令人失望的风险，仅会加重民众的口诛笔伐。不管怎么样，美国在开放政府方面仍然谋求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仍将继续领导开放政府的努力，转变21世纪政府服务其公民的方式。



注释


[1]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Four Year Strategy20152018”，http：//www.opengovpartnership.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OGP%204-year%20Strategy%20FINAL%20ONLINE pdf.


[2]
 http：//www opengovpartnership org/about/steering-committee/role-and-current-membership.


[3]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24/remarks-president-obama-open-government-partnership-meeting,September2014.


[4]
 Hillary Clinton，“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pening Session，”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04/201204174027.html?CP.rss=true#axzz3dgE2n700,April2012.


[5]
 Obama，“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Meeting，”https：//www whitehouse gov/the-press-office/2014/09/24/remarks-president-obama-open-government-partnership-meeting,September2014.


[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Open Government Plan，”http：//www state gov/open/164210 htm,May2011.


[7]
 Cary Coglianese，“The Transparency President?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Open Government，”Governance，Vol 22，No 4，2009.


第八章 美国经济繁荣与对外政策

随着军事干预的减少、财政预算的约束、新兴大国经济权力的崛起以及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重塑，美国决策者将会越来越注重灵巧权力的艺术，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以经济治国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与工具，具体包括对外政策优先事项，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议程的现代化，以经济手段解决对外政策挑战，外交能力建设，以及发展外交五个方面，旨在加强经济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提升与巩固跨越市场与对外政策的议题，如能源、贸易、商业外交、投资、环境安全、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

美国财政危机、欧债危机、中东剧变、乌克兰危机、国内就业压力等现实挑战迫使奥巴马政府将经济议题置于对外政策议程最重要的位置，然而体系层面上全球经济均势的深刻变化以及重塑由美国所主导的反映其利益与价值观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最为关键。事实上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国内经济复兴、财政危机以及新兴大国经济崛起的双重挑战，为了维系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战略、经济与道德领导地位，美国采取了经济治国方略的战略与经济选择，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


第一节 治国方略与经济外交

2011年10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经济治国方略》的演讲，正式提出经济治国方略观，强调美国的对外关系与经济关系仍是不可分割的。 
[1]

 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并没有抛弃经济治国方略的核心信念，他在2014年8月13日指出，“在当今世界对外政策就是经济政策，而且经济政策就是对外政策。因此我们越来越致力于帮助美国商界，努力建设新伙伴关系以促进我们对外政策的目标。我们关注就业外交与共同繁荣。” 
[2]

 随着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与评估，经济治国方略所体现的国际经济政策日益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

尽管传统战略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国际经济问题日益在国际议程中更为重要。许多新兴国家关注国内发展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权力，将国际问题视为其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方面，以贸易与投资等手段扩大其全球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最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工具或许是经济方面的。世界变得更加依赖于跨境贸易与投资，因而国家利用能源供应控制、主权财富基金、稀土及其他资源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与此同时，精心设计且合作执行的经济制裁为影响与劝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3]

 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将经济置于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逐渐将其经济权力视为衡量与发挥影响的基本手段。

因此经济问题在全球议程中日益扮演着更大的角色，全球经济均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而且全球范围战略与经济中心正转向亚太地区。亚洲的崛起、新兴国家的兴起日益界定着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许多最强大的经济体将发展视为全球经济的关键性议题。经济权力也日益分散——在20年之后，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60%左右将会来自发展中国家——甚至市场跨越国界日益联合。” 
[4]

 在新兴经济体中，不仅“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BRICS）变得日益重要，而且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尼日利亚、越南、马来西亚等也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希拉里意识到，“显然在亚太地区及世界范围内，经济正日益改变着战略图景。……新兴国家将经济置于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非军队规模获得影响力。……一些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却未成为全球性军事大国，在现代史上尚属首次。因此为了维系我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领导，美国也正在加强我们的经济领导。” 
[5]

 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角色依赖于其国内经济的活力。强大的国内经济是美国权力的支柱之一，赋予美国发挥影响与维护利益的资源和手段。

奥巴马政府最初提出了“灵巧权力”概念，涉及外交、军事、政治、法律与文化手段，也包括经济工具，当时已提及经济发展对于对外政策的重要意义。2010年《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Quadrennial Diplomatic and Development Review，QDDR）将经济问题确定为美国国际权力与国内实力的关键性支柱，提出了数条建议，寻求将经济治国方略提升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涵。“既然我们的经济与全球经济相联系，那么我们运用外交与发展的手段来实现全球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如果均衡与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一种常态，那么我们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也更容易实现。” 
[6]



正是在美国对外政策评估的背景下，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观。如希拉里所指出的，“经济治国方略有两个内容：第一，我们如何利用力量、全球经济工具强化我们的外交与海外影响；第二，我们如何使外交与影响服务于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7]

 因此经济治国方略意味着利用全球经济力量来推进美国对外政策以及运用对外政策工具增强经济实力两个维度。具体而言，经济治国方略观包括对外政策优先事项，经济工具运用的能力，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议程的现代化，经济权力的战略运用，以及商界在外交与发展领域的角色五个方面。“如果制裁是更强有力的大棒之一，那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最有效的胡萝卜之一，是我们的经济治国方略与美国权力来源中往往被忽视的因素。” 
[8]



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观表明了美国对外政策与国家安全中经济的战略维度以及战略的经济影响，体现了国内经济与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与联系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经济权力与全球影响之间的联系。如希拉里所强调的，“美国国内经济实力与其世界领导地位是一揽子交易。彼此相互促进，相互联系。” 
[9]

 可见，美国不仅寻求外交或军事手段，更为关键与最重要的是运用经济手段与工具来扩大政治影响与维护国家安全。相比于学者们的讨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观增加了国际与国内联系的内容，扩大了其内涵，而不仅仅局限于制裁、贸易与援助等经济工具。



注释


[1]
 Hillary R Clinton，“Economic Statecraf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0/175552 htm,October2011.


[2]
 John Kerry，“U S Vision for Asia-Pacific Engagement，”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remarks/2014/08/230597 htm,August2014.


[3]
 “QDDR，”pp 1314,http：//www 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53142 pdf,2010.


[4]
 “QDDR，”p 13,http：//www 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53142 pdf,2010.


[5]
 Hillary R Clinton，“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conomic Statecraf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11/200664 htm,November2012.


[6]
 “QDDR，”p 10 http：//www 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53142 pdf,2010.


[7]
 Hillary R Clinton，“Economic Statecraft，”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0/175552 htm,October2011.


[8]
 Hillary R Clinton，“Economic Statecraft，”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0/175552 htm,October2011.


[9]
 Hillary R Clinton，“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conomic Statecraf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11/200664 htm,November2012.


第二节 美国国际秩序观的经济基础

奥巴马政府试图以经济治国方略重塑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强大的国内经济是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海外竞争的能力，然而美国的竞争力依赖于其遏制市场扭曲行为的能力，如不公正的补贴、管制性机制、劳工与环境标准等。因此美国海外机构推进富有活力的贸易与投资议程，试图消除美国公司所面临的贸易障碍及市场扭曲行为等。为此，美国政府借助商业外交吸引对美投资，确保美国公司以公平的条款投资海外市场。“我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以重新安排新朋友、甚至昔日的敌人，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中扮演领导角色，投资以推进我们的理想与促进共同繁荣。” 
[1]



因此美国试图以新的制度安排拓展美国经济模式，提高经济竞争的标准，解决贸易挑战，确立贸易与投资的规则、规范，如非关税壁垒、国有企业的特惠待遇以及开放、自由、透明与公正等原则与规则。例如，作为区域性贸易协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推进地区一体化，形成单一的贸易共同体，着眼于21世纪的贸易与投资等领域的标准，包括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与创新的高标准，以形成真正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美国寻求促进信息技术的自由流动、绿色技术的扩散、管制体系的连贯性、供应链的效率，为多边自由贸易设立新的高标准，运用新市场的准入鼓励成员方提高标准与参与，支持全球经济体系中高品质的规范与实践。此外，美国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为契机重新加强美欧共有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共同致力于全球化世界中的多边自由化，在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推动世界范围内开放、透明、非歧视贸易与投资的氛围。

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以二战后由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为蓝图，寻求建立21世纪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再次证实美国经济模式的适应力，重申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二战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了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而且对美国经济繁荣、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以二战后关贸总协定提供全球蓝图的方式，我们需要新安排以迎接当今抑制贸易的挑战，从非关税壁垒到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 
[2]

 希拉里多次提及马歇尔与杜鲁门有关马歇尔计划等惊世骇俗的决策，即以着眼于未来的视角重建过去的宿敌。

最近克里也指出，“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富有远见地认为，没有复兴的经济实力，那么政治稳定与和平不会存在。他明白我们拥有与欧洲结伴，帮助其重建与现代化，推动其成为当今最强大与和平的贸易伙伴所需的推力。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战后美国所领导的组织见证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今天为了明天的利益而承担风险。” 
[3]

 美国经济领导必须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全球市场参与的多样性。为了促进美国繁荣，奥巴马政府致力于领导国际社会扩展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防止经济失衡以及金融无度的再现；同时管理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许多安全威胁与全球挑战。 
[4]





注释


[1]
 Hillary R Clinton，“Economic Statecraf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10/175552.htm,Octob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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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Kerry，“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remarks/2013/02/205021 htm,February2013.


[4]
 President Barack Obama，“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y2010，p 31.


第三节 经济工具与外交实践

美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是其国家安全与国际领导的基础、海外影响的关键来源。世界经济繁荣致使经济权力更加分散，为美国人与商业创造了一个更加竞争的环境，然而日益发展且开放的全球经济不仅为美国人提供了机会，也是美国实力的一个来源。希拉里·克林顿指出，美国决不遵守全球经济与国际外交之间的分界线。如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言的，“我们必须战略性地使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以确立新规则，加强伙伴关系，促进包容性发展。” 
[1]

 美国外交人员崇尚开放市场理念以及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的原则。简言之，强大的经济是世界范围内美国权力的一个支柱，使得美国以此发挥影响与推进利益；国际经济体系是美国繁荣、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所在。奥巴马政府抵制保护主义，促进公平的自由贸易，协调与他国的行动，改革国际制度赋予新兴经济体以更大的话语权，从而确保均衡的包容性增长。

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经济视为国际体系稳定的根源，是美国权力与影响的重要指标，是军事实力与外交影响的来源。强大的经济以及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创造提升美国安全的机会。奥巴马政府寻求以贸易与投资政策、经济与能源地位塑造有利于美国劳工的全球化，巩固全球金融体系，推进高标准贸易协议。“我们将会确保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符合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观，以国际制度与地区倡议确立与实施规则，解决国有企业与数字保护主义等新兴挑战。” 
[2]



奥巴马政府不仅将经济增长视为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而且视其为有效的经济工具，改变了实现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日渐创造性、灵巧性以及集体性地使用对外援助、贸易与投资、美元、制裁等重要的经济工具，以此推进美国的政治与安全利益。

（一）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以及从阿富汗的撤军，奥巴马政府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更加关注经济议题，将亚洲、拉美、欧洲视为优先地区。

（1）转向亚洲。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是当今及其未来重塑世界的惊人的历史性成就，因而奥巴马政府力图使美国成为太平洋大国，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联系以推动美国国内经济的复苏及其经济权力的增强。美国试图维系自身作为亚洲发展的重要贸易与投资伙伴的角色。为此，美国不仅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以及与新西兰和新加坡等重要伙伴国的经贸联系，而且寻求建立与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新伙伴国的经济联系，如2012年生效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启动的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全面伙伴关系、美国与越南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U S-Vietnam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美国与中亚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U S -Central Asia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作为一项战略需要，美国急于参与到亚太一体化过程中，致力于亚太地区经济与贸易架构及伙伴关系建设，建设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公平与透明的框架，从而使美国企业更好地利用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贸易与投资机会，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太平洋伙伴关系、2012年奥巴马总统在东亚峰会上所宣布的美国—亚太全面能源伙伴关系（U S -Asia Pacific Comprehensive Energy Partnership）、湄公河下游倡议（Lower Mekong Initiative，LMI）、美国—东盟贸易与投资框架安排、美国—东盟经济介入扩大倡议（U S -ASEAN Expanded Economic Engagement Initiative）。特别是美国意识到印度参与到亚太一体化中的重要价值，极力支持印度政府改善与东南亚地区贸易与联系的努力。印度—太平洋经济带（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将印度、孟加拉国以及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为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如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寻求以地区组织、新对话机制与高层次外交深度介入亚洲，推进联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深化与新兴国家的关系，在东盟、亚太经合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东亚峰会等多边架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美国借助双边、地区与多边经济关系，维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利益，服务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加深拉美一体化。拉美地区占美国出口的40%，因而奥巴马政府不仅将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转向亚洲，而且也优先关注拉美地区，致力于整个西半球贸易伙伴关系最终目标的建设，批准了美国与巴拿马、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讨论所谓的太平洋联盟（Alliance of the Pacific）的新集团，包括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

（3）美欧合作。美国“重返亚洲”并不意味着欧洲角色的下降，反而作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欧洲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优先事项。2013年2月，奥巴马在其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将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奥巴马指出美欧拥有比以往更特别的关系，努力塑造与外交和安全联盟一样的经济联盟。由于欧盟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是美国的贸易伙伴与战略盟友，因而欧洲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2000—2009年，美国半数对外直接投资在欧洲。2008年，美国在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的10倍。欧洲占美国商品出口的20%，占美国服务出口的35%。美欧商业关系是中美商业关系的三倍。美国财政部将欧债危机描述为“对全球复苏而言最严重的风险”。2011年美欧高层工作组（U S -EU High Level Working Group）提出贸易与投资协定综合谈判的建议，以改善与欧洲盟国的经济伙伴关系。为此，美国探讨与欧盟就一项综合性的经济协定进行谈判，改进管制标准，便利关税程序，减少贸易障碍，以扩大贸易并促进大西洋两岸的发展。

（二）推进商业外交、就业与金融外交

奥巴马政府扩展贸易、投资与商业议题领域的外交以促进美国国内的繁荣，为美国企业打开市场，同时为劳工、环境与知识产权保护确立新的标准。“当美国企业受到不公正待遇时，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个外交问题，而且我们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3]

 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战略意义，可以降低美国产品的关税，打破对美国商品与服务的壁垒，设置更高的标准。奥巴马政府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设立世界上有关劳工权利与环境保护的最高标准，同时消除美国出口所面临的壁垒并且使美国身处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位。除了这些重要地区性协议，奥巴马政府也致力于突破性的协议以使服务、信息技术与环保产品领域的贸易自由化，因为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方面是个全球性领导者。

例如，奥巴马政府将“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贸易与投资”列为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的第二支柱，改变了过去纯粹以发展援助为主的方式，如《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论坛（AGOA Forum）、美非商业会议（U S -Africa Business Conference）、非洲女企业家计划（African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AWEP）、奥巴马提出的《非洲青年领袖倡议》（The President's Young African Leaders Initiative）、美国与东非共同体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U S -East African Community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此外，美国也致力于与北非、中东国家的贸易关系。美国与北非经济机会伙伴关系（U S -North Africa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Opportunity，NAPEO）着眼于美国与马格里布（Maghreb，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以及突尼斯）的领导人、创新者以及组织之间互惠的伙伴关系。

美国的竞争力有赖于其遏制日益增多的市场扭曲行为的能力，如不公平补贴、监管机制、宽松的劳工与环境标准、次级市场出口融资等。美国的杰弗里·皮亚特（Geoffrey Pyatt）认为，“我们正面临着边境内复杂的新障碍，使美国公司无法依靠自己的业绩竞争。这并不仅仅是个贸易谈判的议题；它对于我们世界范围内的外交而言也是一个挑战。当政府强设所谓的收费处而使美国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推回去。当国家无视盗版或其他问题时，我们必须要求它们保护知识产权。我们的大使馆人员身处第一线。当我们看到腐败、官僚习气或欺凌中小企业时，我们会介入。” 
[4]



为此，美国国务院启动了一项全面的贸易与商业外交议程，致力于确定国有企业不公正的做法，为美国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2012年2月21日希拉里宣布美国国务院实施属于经济治国之术议程一部分的“就业外交”，以促进美国商业，实施有利于美国竞争力的政策优先事项，为国务院职员提供其所需的技能与工具以推进美国海外利益。美国国务院以外交手段确保海外美国公司所需的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及其公平待遇。在“直通美国商界”项目中，主要市场的大使将会定期通报美国商业界的经济机会并回答问题。美国国务院全球政府间事务特别代表启动了一项倡议，帮助美国州及其地方国际商会安排国务院发言人及其外国外交官的吹风会。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一道启动了国际侨民联盟（International diaspora Engagement Alliance，IdEA），支持美国侨民社区，以增强美国与其祖先所在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 
[5]

 此外，奥巴马政府推进2011年6月所提出的旨在吸引对美投资的《选择美国倡议》（Select USA Initiative）、2009年奥巴马所启动的《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NEI），以外交战略与非关税壁垒作斗争，以《全球企业家计划》（Glob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GEP）支持世界上伊斯兰国家及其之外的企业家，首批项目在埃及与印度尼西亚。

除了贸易与商业的好处，强大的经济使美国领导国际社会促进金融透明度，防止全球金融体系免受跨国犯罪与恐怖组织的滥用。美国寻求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二十国集团等论坛上使所有国家致力于保护全球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6]

 奥巴马政府将美国领导视为加强全球金融规则的关键，致力于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加强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核心架构从而促进稳定与增长，推进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以使其更为有效与更有代表性，从而确保这些制度会有助于一个有效的全球金融体系。

（三）以经济手段解决对外政策挑战

奥巴马政府不仅将经济增长视为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而且视其为有效的经济工具，改变了实现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日渐创造性、灵巧性以及集体性地使用对外援助、贸易与投资、美元、制裁等重要的经济工具，以此推进美国的政治与安全利益。

奥巴马更加注重发展援助的战略使用，将对外援助视为对未来的投资，灵巧性与战略性地使用资源以使每笔美元支出的影响最大化。“美国15个贸易伙伴中的11个过去曾是美国对外援助的受益者。……对外援助显然会创造市场，打开机会，确立法治。我们的目标是运用援助与发展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其潜力，提升其治理能力从而成为我们的经济伙伴。” 
[7]

 希拉里曾经以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为例说明作为经济治国之术范畴的对外援助的战略角色。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向韩国提供援助与贷款达60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350亿美元，然而如今美国每年向韩国出口400多亿美元。 
[8]

 奥巴马政府更加注重发展与安全领域的援助，例如对越南实施包容性增长治理计划（Governance for Inclusive Growth Program），为叙利亚、肯尼亚、洪都拉斯以及缅甸四个优先国家的冲突预防与危机反应提供安全援助等。

奥巴马政府将制裁视为一种外交形式，以经济制裁手段解决朝鲜、伊朗、叙利亚、俄罗斯、恐怖分子问题，对其实施有目标的制裁与施加其他经济压力。在世界历史上，有效的外交与治国之术往往需要国家运用其商业与经济影响以实现政治与战略目标。制裁是强有力的外交工具，像外交本身一样古老。美国以灵巧的制裁方式针对目标国的特定行为体与部门，以更复杂的措施切断其与保险、银行、运输业以及控股公司的联系。 
[9]

 例如，美国制裁伊朗的中央银行与金融部门，扩大到私人保险、船商、石油公司等。奥巴马政府实施《出口控制改革倡议》（Export Control Reform Initiative）以禁止特别敏感的商品对古巴、伊朗、朝鲜、苏丹以及叙利亚等国家的出口，从而提高满足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目标的能力。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欧盟及其他同盟国以协调的方式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奥巴马指出，“我们将深化与扩大对俄罗斯金融、能源与国防产业的制裁。这些措施将会更加从政治上孤立俄罗斯，使其承受经济代价，特别是对普京及其密友而言至关重要的领域。” 
[10]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每个地区都努力将经济整合到外交之中，以此维系与塑造美国对外战略关系与图景，具有重要的战略与安全意义，如致力于北非中东民主转型的贸易与经济项目、中亚的新丝绸之路。在北非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地区经济整合，鼓励企业家为北非中东地区的民主奠定经济基础。奥巴马政府着手建设《北非中东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MENA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为北非中东地区的民主转型、经济发展与地区稳定奠定经济基础。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新丝绸之路倡议》（New Silk Road Initiative），谋求在地区能源市场、贸易与交通、关税、商业与人文四个关键性领域建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贸易路线及其地区经济合作，从而推动地区稳定、联系与经济增长。

（四）加强外交能力建设

奥巴马政府不仅调整了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而且以整体性政府的方法致力于外交能力建设，以专业知识、复杂化、创新性合作应对全球市场的复杂性。

（1）推进整体性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的外交举措。

美国政府机构在双边关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为了实现民事权力的全部潜能，增加美国军事所需要的伙伴国，推进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的架构与进程必须适应21世纪。 
[11]

 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家的战略对话涉及数十个政府机构。例如，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对话涉及13个联邦机构的官员。2009年希拉里启动了《美国湄公河倡议》（U S Lower Mekong Initiative），涉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地质调查局（U S Geological Survey）、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 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等。美国国务院在经济事务的“整体性政府”方法、跨部门的协调与连贯性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推进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

（2）深化公私伙伴关系。

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公私战略伙伴关系，以利用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基金、社区组织的资源，加强接触、协作、透明以及信息分享。私人部门的参与和投资不仅从商业角度来说很有意义，而且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成功的关键。 
[12]

 奥巴马政府不仅联系与动员其他政府与国际组织，而且联系与动员公司、基金、非政府组织与大学、思想库等非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在外交与发展议题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与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社区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是美国在国内外成功的关键，因而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加强协调、提高透明度并且共享信息。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开罗大学呼吁私人部门、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因为市场力量与私人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为美国对外政策范围与效用的扩展提供了重要的机会。非政府组织、公司、市民社会团体的民事权力的使用需要与这些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建设，以推进美国的安全、繁荣以及价值观。

如克里所指出的，“在21世纪，国家利益与其民众的福祉不仅仅是由军队或外交官所推进的，而且是由企业家、公司行政主管、商业、工人、学生以及共同繁荣所推进的。这就是我们在亚太地区与伙伴国致力于维系和提高标准的原因。” 
[13]

 《国家出口倡议》、《选择美国倡议》等举措意在强调私人部门在国内外所扮演的角色。奥巴马政府以《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电力非洲》（Power Africa）、《贸易非洲》（Trade Africa）、《哺育未来》（Feed the Future）、《开放政府伙伴关系》（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等发展倡议一如既往地与政府、私人部门与市民社会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减少腐败。

（3）美国国务院能力建设。

希拉里任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相当于助理国务卿的级别，首席经济专家向国务卿与国务院提供建议，明确经济问题的对外政策利益以及经济选择的政治或安全影响，从而确保国务卿全面了解地缘经济问题的经济、战略与安全关切。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将经济工作集中在负责经济发展、能源与环境的助理国务卿手中，负责经济发展、能源与环境的助理国务卿将支持国务院在地缘经济问题上的跨部门角色。

美国国务院不仅设立了经济治国方略特别小组（Economic Statecraft Task Force）以提升经济与商业外交目标，涉及人力资本、国内工具、外部介入以及政策机会四个关键领域，修订了美国外事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的课程，以反映当今最复杂与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以及美国商业的需求，启动了远程学习计划、国务院人力资本的全面评估，包括培训、员工任用模式、绩效管理等，协调培训方案以利用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源，设立国务院部门奖以认可商业经济治国方略中的卓越与创新。 
[14]



（五）发展外交

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奥巴马政府确定了六大发展领域作为其发展外交的优先事项，即食品安全、全球健康、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经济增长、民主与治理、人道主义援助。美国致力于根除极端贫困，以此促进美国商业的出口市场，改善投资机会，降低颇具代价的军事干预的必要性。为此，奥巴马政府力促对妇女平等、教育、可持续能源与治理等领域的投资，运用贸易与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关注政治承诺的必要性，而且加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以各种资源与广泛的联盟促进负责型的民主治理。奥巴马政府寻求形成对发展新政策的共识，改变做事的方式，重视可持续发展、具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民主治理、可持续的结果与体系等综合性的发展观，建设美国的发展能力，描绘出妇女与儿童等新的方向与优先事项，以伙伴关系而不是恩惠方式推进与发展外交。“哺育未来”意在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收入等方式推进综合的食品安全观，实施以国别为基础的战略，其中设立了全球农业与食品安全项目（Global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Program，GAFSP），这是由美国发起、以世界银行为基础而且与其他援助者协作的多边信托基金。

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增长伙伴关系”倡议更依赖于伙伴国的国内资源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包括国家主管与伙伴关系、高层次政治领导与对发展进步的承诺、对增长的约束性因素的联合分析与联合决策、一系列广泛工具的使用、透明度及其相互责任以及以事实为基础的监管与评估六项核心原则。 
[15]

 奥巴马政府以5年为期的国别联合行动计划试图阐明潜在的工具、改革、技术援助及其资源，以千年挑战公司的选择标准、与美国伙伴关系的轨迹、政策绩效及其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确定萨尔瓦多、加纳、菲律宾与坦桑尼亚为首批“增长伙伴关系”国家。2011年11月3日，萨尔瓦多签署了其2011—2015年国别联合行动计划。奥巴马政府的“增长伙伴关系”是一种包括传统援助形式与非传统援助形式的新型发展合作观，体现了超越传统援助的综合发展观。奥巴马政府将气候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试图将绿色增长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地位，寻求与丹麦等国家建立“绿色增长伙伴关系”，赋予发展以生态与环境的意义。 
[16]

 此外，奥巴马政府努力推进“全球发展联盟”的建设，与英国等国家签订了全球发展新伙伴关系。

总之，奥巴马政府竭力为美国产品与服务打开外国市场，扩展开放贸易体系，因而致力于贸易议程以反映美国的价值观与利益，如多哈多边贸易协议、双边与多边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由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性质，美国需要与新兴市场的紧密合作。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有赖于海外市场，以销售其产品并获得稀有商品与资源。因此美国与他国找到共同经济利益并维系其经济关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 
[17]

 美国支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合作首要论坛的角色，寻求确保可持续与均衡发展，协调金融部门的监管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以及提高能源安全。奥巴马政府依然倚重国际官方金融制度，以二十国集团为平台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治理改革，以便于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份额而使其乐于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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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巨型”地区性FTA与美国的国际贸易战略

面对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一方面通过出台各种国内政策，刺激美国企业增加出口，努力实现“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巨型”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重新布局与亚太和大西洋地区的经贸关系，确立国际经贸新规则，以帮助美国实现经济复苏和维护其在国际经贸事务上的主导权。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两个大型的FTA谈判以及多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简称“3T”战略，构成了奥巴马国际经贸战略调整的核心。


第一节 国际贸易形势转变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贸易量持续下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正在调整之中。以“全球供应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日益得到重视，但是，由于生产成本上升较快，国际竞争力下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组装制造业正向东南亚、南亚与非洲扩散。

在经过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冲击之后，欧美（特别是南欧）生产成本有所下降，一些产品的生产在恢复，全球生产、本地消费的生产营销模式正在受到本地制造、本地消费的生产营销模式的冲击。美国通用公司原本设在墨西哥的两家汽车制造厂已经迁回美国密歇根州，显示了美国更高的本地生产率的影响。

与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期相比，美日欧工商界对于游说本国政府尽早结束WTO多哈回合谈判十分不积极，主要是它们认为由于市场开放的标准较低，他们从达成协议中获得的好处大大低于从前。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政府进行“巨型”地区性FTA的谈判，以获取更多的市场开放利益。正是在这一全球贸易演变的新形势下，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巨型”地区性FTA战略，重塑全球经贸规则。

因此，美国希望通过三大经贸协议的谈判，建立超越WTO的“第二代”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新规则，以确保美国在这一规则重建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围绕新型经贸规则的斗争加剧，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巨型”地区性FTA的崛起有望形成新的经济贸易规则，主导未来10~20年的全球贸易秩序。结果，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与权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第二节 地区性FTA战略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美国推动“巨型”地区性FTA谈判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未来全球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奥巴马在推动TPP的过程中，甚至公开宣称：“（国会的）这种共识再次确保了全球经济的规则不是由中国之类的国家来书写，而是由美国来书写。” 
[1]



美国对WTO多哈回合谈判屡遭挫折以及失去对谈判的影响力感到焦虑，开始担心既有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否能够维护美国的利益。WTO多哈回合谈判12年的僵局，反映了WTO成员数量激增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即谈判规则、程序无法适应会员增多的新形势，同时也反映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竞争关系的加剧。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之间在利益目标上的矛盾与冲突上升为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主要矛盾。双方对于贸易开放利益分配存在不同看法，发达国家认为在当前的规则与秩序下，新兴经济体的受益大于发达经济体。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认为，2001年WTO启动多哈回合谈判时，美欧分歧主要集中于削减农业补贴。但是，随着过去十年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多哈回合谈判的矛盾焦点发生了变化，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承担起更多的开放市场的责任，但是，新兴经济体在开放市场方面并不肯多做让步。

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制定更符合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需求与利益的21世纪的高标准，强化传统领域的开放，同时对新议题进行规制，争夺话语权。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洛曼指出，WTO多哈回合谈判遭到失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特别担心中国国有企业的补贴与产业保护政策，担心美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他认为，TPP谈判首先规范的是越南、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但是，最终是针对中国国企的，这是公开的秘密。此外，参加TPP谈判的新加坡等国其实也担心中国的国有企业，它们也想利用TPP“国有企业”条款来约束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美国试图利用地区性经贸谈判率先在小范围成员国内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向新加入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好的国际标准。通过建立与美国利益一致的高标准，美国可以扭转其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中日益呈现的不利局面，重掌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主导权。

TPP、TTIP反映了美国对外谈判策略的最新变化。美国试图联合欧盟，利用创建TPP、TTIP等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迫使WTO中的其他成员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做出更多的让步。美国和欧盟在应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方面找到了共同点，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开始重塑全球未来的经贸规则。

美欧争夺21世纪经贸规则的话语权与制定权，主要体现在一些新问题领域。这些新问题领域在全球贸易中越来越重要，但尚未形成规则。通过TPP、TTIP及TISA等安排，美欧的目的在于：（1）进一步提高投资、政府采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2）推动多边协议纳入劳工、健康、环境、国有企业地位等新标准；（3）对于新问题领域进行一致的监管，包括以电子商务、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商业结构等。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研究发现，根据2011年全球统计数据，TPP12个现有谈判成员加8个潜在成员占全球GDP的42 53%，占全球商品出口的31 14%，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30 46%。8个潜在成员分别是老挝、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哥伦比亚、菲律宾、哥斯达黎加。TTIP中美国与欧盟2家占2011年全球GDP的46 58%，占全球商品出口的23 17%，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39 41%。TISA包括21个潜在成员，占2011年全球GDP的68 50%，占全球商品出口的45 54%，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58 17%。

美国主导的“巨型”地区性FTA将对全球经贸关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它将强烈冲击WTO的权威，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被排斥在新的规则之外。WTO要么适应新的形势进行自身改革，要么面临土崩瓦解的命运。“巨型”地区性FTA将不可避免地削弱WTO多边规则作为当今主要经贸规则的“中心”地位，高标准的地区性FTA的有关条款将可能被纳入到WTO的现行规则中，或者如果非“巨型”FTA成员拒绝妥协接受新标准，那么，WTO有可能被“边缘化”。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Gary Hufbauer）所指出的，如果TPP和TTIP谈判获得成功，美国、欧盟等成员将树立起新的全球贸易标准，WTO多边贸易规则的重要性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这是“巨型”地区性自由贸易协议可能带来的最大冲击。此外，瑞士国际管理学院教授让皮埃尔·雷曼（Jean-Pierre Lehmann）认为，“巨型”地区性FTA如果谈判成功，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分裂，使之重新回到二战前经济集团相互对抗的局面。这是因为，“巨型”地区性FTA参与国家经贸总量巨大，谈判成功可能吸引更多国家参与谈判，接受其规则，而另外一些拒绝加入的国家则会被边缘化，它们也可能采取签署新的地区性协议的方式与TPP或TTIP进行对抗。由此带来的最大危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不仅WTO多边经贸规则监管全球贸易的统一性遭到瓦解，而且全球经济将陷入不同集团尖锐对抗的混乱局面。WTO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部长会议达成协议表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两大阵营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是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然而，它能否推动完成多哈回合谈判仍有待观察。但是，对于中国等非成员来说，由于TPP等协议将形成涉及广泛的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圈，对中国等非成员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贸易转移”效应，因此值得高度关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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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June12，2015,http：//www whitehouse gov/the-press-office/2015/06/12/statement-president.


第三节 TPP谈判中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

此外，美国推动TPP还有政治外交上的考虑，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美国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美国2008年参加并主导TPP的谈判，一个重要动机是担心以中国、东盟为中心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集团的崛起。过去二十年充分证明，美国政府对任何形式的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倡议均高度戒备，无论是由哪国主导。美国深信，诸如此类集团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明确反对1990年由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组建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的提议，以及1998年由日本前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议的创建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的倡议，而美国反对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打造东亚共同体的建议只是最新的一个例证。这些提议并非由中国发起，但美国政治家仍然认为，中国最终将从这些计划中受益，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地区贸易集团一旦出现，就将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高级研究员杰夫·肖特（Jeffrey Schott）认为，TPP是小布什政府后期发起的，但从未停止过。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前思考亚洲政策，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提出TPP是“重返亚洲”的不错选择，应成为“重返亚洲”战略的一部分。而TPP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又刺激了欧洲对TTIP政策与加强欧美合作的积极性。

TPP有助于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安排。从美国过往签署的FTA（美国以色列FTA、美国约旦FTA、NAFTA、美国—新加坡FTA、美澳FTA、美韩FTA、美国哥伦比亚FTA等）看，美国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考虑，是以“经济好处”奖赏其盟友及它们对美国提供的外交支持。就TPP而言，美国也将其视为抑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离心倾向的有效途径，三国均被中国强势的经济增长所吸引。目前，中国是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韩澳三国未来的繁荣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市场。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鼓励美国在东亚的盟友谋划更为宏大的地区蓝图，加强区域合作不可避免地疏远美国，这些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加3国机制（ASEAN+3）、东亚峰会（美国只在2011年参加过一次）和提出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议等。对于美国战略思想家来说，美国专注于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使亚洲偏离了美国的领导，促进了中国在地区的崛起。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目的在于抵消这种离心趋势，TPP显然是再次加强美国与东亚地区安全盟友联系的主要工具。据此看来，美国热切寻求日本全面参与TPP协商并不难理解。从美国角度看，日本加入谈判是TPP成功的关键，这是因为美日两国GDP占整个TPP成员方GDP的90%以上。而且，日本的加入将使美日安全同盟更加稳固。最后，如果日本加入TPP，鉴于美韩签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加入TPP也将为时不远。

在TPP的框架下，奥巴马政府旨在监视和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和势力，防止出现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排斥美国利益的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同时，美国还有更大的目标，即在面对中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时，可以在贸易规则制定上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由此看来，TPP在地区关系和多边关系两个层面上都带有直指中国的意图，美国担心中国崛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美国目前对于TPP的考虑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但是其整体影响绝非仅限于经济。对于TPP的讨论不应只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还应从地缘经济的视角看待。同样，如果仅认为TPP只有遏制中国的政治和安全企图而忽视其对地区贸易问题的影响，那么，也没有抓住TPP的全部核心内容。

奥巴马政府十分清楚，作为全球性的大国，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必须转化为在世界所有地区都拥有权力和影响的支配地位。毫无疑问，美国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质在于全面控制地区安全体系，但是，要真正做到长期控制，必须建立在经济力量的基础之上。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等人认为，美国在东亚领导的经济安全基础正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过去二十年中，东亚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中国崛起成为这个经济发展传奇的主脉。中国业已超越美日成为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引发美国对其地区影响力减弱的担忧。

自小布什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重返亚洲”的计划，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正式推出，并作为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包含两项中心内容——以TPP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及以调整亚太地区军队部署为主的军事计划。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调整计划始于小布什时代。就这方面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仅在于对两个中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民主党更看重TPP，强调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而共和党更强调军事实力。两党对亚洲重要性的看法是一致的。

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推动TPP谈判，构成美国在经济上“重返亚洲”的重要战略内容。美国试图在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经济吸引力的亚太地区保持深度的介入和主导权，担心中国在“10+3”的框架下建立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经济区。因此，美国希望借助TPP重新参与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争夺之中，开展新一轮的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竞争。

美国还将TPP视为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处理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挑战的战略支柱。多年来，作为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角色，美国在贸易规则的协商上行使最终影响力。大量新的贸易规则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产生，并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得到加强，这些规则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贸易部长会议召开时，发展中国家指出发达国家没有完全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来开放市场，纺织品与服装市场尤其滞后。因此，发展中国家坚决要求多哈会议聚焦于发展问题。此后，多哈会议结束日期一再被推迟，美国曾多次指责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愿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而使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曾经利用建立亚太经合组织的机会，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成功对欧盟进行施压，迫使其在农业议题等谈判中让步。可以说，美国当前也采取了同样的谈判策略，利用创建TPP与TTIP等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试图迫使WTO中的其他成员方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作出更多的让步。冒着被指责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违反WTO多边主义原则的危险，美国政府以保护环境、维护劳工权益和限制国有企业地位为名，开始重塑未来的贸易规则。这次美国和欧盟不出意外地找到了许多共同点，一起应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

在这个大背景下，奥巴马在2013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将与欧盟协商有关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的提议。TPP和TTIP套路毫无两样：为美国创造21世纪贸易规则的绝对话语权。对美国和欧盟而言，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成为共同的目标。

从另一角度看，TPP也体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意识形态和软实力的竞赛。经济危机波及全球，有观察家将“中国模式”颂为后危机时代全球发展模式的指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国一直诟病于所谓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声称，TPP将开启21世纪贸易的高标准，将限制国有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

有关TPP的谈判进展如何，尚不得而知，最终会有多少国家参与谈判尚未完全明朗。谈判进程不无风险，特别是在中国被排除在外之后，可能触发不同贸易集团间的激烈竞争，损害多边贸易体系的声誉和权威。更糟的是，如果美国将TPP的实施与亚太军事部署联合起来，将可能导致类似冷战时期地区紧张局势的再次上演。只不过因亚洲很多国家都受益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次它们将不愿在美中之间站队。

TPP为21世纪大国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所有大国都被套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大网下无法脱身：它们不可避免地为了自己的影响和势力相互竞争，但又在单一的全球市场中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必须共同维护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作为现有的超级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大国，美国和中国应该明白这个现实，进而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共同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努力。否则，不仅美国和中国，全世界的国家都将因美中对抗而蒙受损失。


第十章 美国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第一节 危机下的变革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面临失效，国际社会出现了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制的舆论浪潮。七国集团（G7）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遭遇了治理困境，在合法性和治理效率上都遭到国际社会严重的质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遗留的正式国际组织，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和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因为IMF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其反映了二战结束时的国际金融格局，无法适应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经济秩序变化。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几次配额和投票权改革，但是作出的调整非常有限。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法国作为IMF的核心股东在董事会中仍占有39 2%的份额。而美国作为IMF的最大配额股东，仍旧享有17 1%的投票权，享有对重大决定的否决权。IMF的治理困境不止体现在其成员方代表性分布的严重不平衡上。IMF过去的金融危机救助经历使得一些国家对IMF的救助机制失去信任。尤其是IMF在东亚金融危机救助中的表现，使得东亚国家对于IMF施加的苛刻条件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疑虑重重。

七国集团是发达国家之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建立的国际经济协调网络。七国集团通过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协调，管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七国集团可谓发达国家之间的俱乐部，在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背景之下，其仍旧维持封闭性，对新成员的吸纳抱着十分苛刻的谨慎态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不仅面临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其治理能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国际银行和债券市场统计数据，国际短期债务在2008年第一季度末达到顶峰，已达322290亿美元。 
[1]

 因此，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大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面临着严重的美元资金短缺，急需国际最后贷款人来提供国际流动性。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池远远不足，只有2500亿美元，未来可借出的资金只有约600亿美元。

面对突然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发达国家之间积极展开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经济刺激计划，全球主要央行先后两次同步降息，并展开大规模救市行动，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承诺用“一切可用手段”对抗当前的金融危机，但是，七国集团内部迟迟无法走出危机阴霾，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也受到冲击，必须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才能共同引领世界走出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还引起了美国和欧洲大陆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争论。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萨科齐对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和既存的国际金融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萨科齐希望抓住金融危机的历史性机遇，团结欧盟内部力量，引领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他在不同场合提出亟需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来修正盛行了60多年的现存国际金融体制的不足。美国《新闻周刊》上所刊登的一篇题为《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现在开始》的评论提出，华尔街的崩溃重创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变得更为接近欧洲模式。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萨科齐总统正在策划召开一个世界论坛来‘反思资本主义’，向世界宣告动用‘国家力量来干预金融体系运作的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彭博社甚至指出，法国总统萨科齐在金融危机中扛起了“反美大旗”，追逐着一种在其他人看来没有必要的“法国梦”。

萨科齐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批评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法国《世界报》甚至以“萨科齐取得了世纪性胜利”来赞誉萨科齐成功迫使布什同意就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召开国际领导人峰会。《世界报》对此作出了如下描述，“萨科齐在戴维营结束了与布什的会晤后，尽管疲惫万分，却喜形于色，他情不自禁地对部长们宣布，自己取得了世纪性的胜利，因为他成功说服或者说是迫使布什同意召开华盛顿峰会。”其实，二十国峰会有着更悠久的历史渊源。1999年9月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中，正式提出成立二十国集团（G20），巩固国际金融架构。其实这一倡议源于更早时期试图通过成立二十二国集团和三十三国集团，将新兴经济体纳入国际论坛中来的努力。

戴维营，这个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又一次见证了历史的重大时刻。 
[2]

 2008年10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后作出了将于近期就国际金融危机问题主持召开一次国际峰会的决定。这一次国际峰会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历史起点。

萨科齐在会谈之前，就高调宣布要努力推动2008年内召开金融危机领导人峰会，而且峰会应该包括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以展现全新的世界经济框架，讨论彻底改革全球金融系统。

在戴维营会谈过程中，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萨科齐倡导举办一个国际首脑峰会来商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萨科齐的原本构想是，让八国集团首脑先举行首轮会谈，然后再举行包括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14国扩大会议。布什勉强同意了举办国际峰会的倡议，但对萨科齐的倡议进行了修改。他更改了进行八国集团会谈再举办14国扩大会议的模式，决定以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形式，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引入到会议导论中。 
[3]

 此外，布什还否决了萨科齐提出的在纽约举办峰会的提议。虽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前表示支持在纽约召开国际会议，但是这正是布什忌讳的地方，他担心这项新的倡议又要在联合国的监管下运行，便将其安排在作为美国政治中心和权力象征的华盛顿举办。在会谈结束的发布会上，布什再次呼吁，“各国领导人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参与解决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且防止将来再次出现类似危机。”

二十国集团峰会定于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的总统，萨科齐提前组织召开了代表欧洲向美国“发起伏击”的预备会议。萨科齐召集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峰会，协调欧洲各国立场，通过了由他提议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草案。法国西南广播电台说，“萨科齐的胃口”是改变美元一家独大的世界货币体系，力图撼动美国的金融霸权。最终，欧洲领导人在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方面达成了包括新的金融体系必须强化监管、风险评定、危机预防以及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四点共识。

二十国集团峰会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不得不反思既有治理体系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的体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积极倡议了峰会的创建，危机四伏的美国顺应了改革的国际压力。



注释


[1]
 BIS locational international banking statistics table3A，BIS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statistics tables14A and17B，http：//www bis org/statistics/bankstats htm.


[2]
 戴维营是美国马里兰州的卡托克廷山地国家公园，也是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真正名垂青史还要得益于它是两次著名的“戴维营会议”的见证者。第一次“戴维营会议”举行于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为期3天的非正式会谈，双方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科学文化交流、发展经济合作和双边关系等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此次会议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走出冷战禁锢、走向对话缓和、彼此伸出橄榄枝的初步尝试，也为美苏两国通过首脑会晤的形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双边关系问题开创了历史性的先河。在1978年9月6日至17日，戴维营又一次见证了历史性时刻，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进行了为期12天的三方秘密会谈，埃以双方在会谈中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但在卡特总统的一再努力并不断施压之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由此诞生了以色列与埃及这对冤家宿敌之间的第一份和平协议，由此也打开了通往中东的和平之门。


[3]
 Jim Hoagland，“A World in Need of aNew Order，”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26，2008.


第二节 二十国集团的兴起

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首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希望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欧洲更侧重于金融监管改革，而新兴经济体更侧重于提升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美国则不希望对国际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希望借此推动各国携手实施金融救助。峰会前夕，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是进行金融救助与刺激还是进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分歧继续发酵。萨科齐曾威胁到，如果峰会不对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进行改革，他将退场。同时，金砖国家则继续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但奥巴马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有意淡化美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分歧。

上任之后，奥巴马在国际社会的首秀便是参加2009年4月2日在伦敦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峰会举办之前，奥巴马一改布什的强硬态度，指出美国参会不仅是阐明美方立场，也是来“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甚至“相当坦率地”承认美国监管体系薄弱是导致危机的部分原因。同时，奥巴马呼吁全球领导人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一种“强烈团结的信号”，通过“全球解决方案”解决全球金融危机。

各国还是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达成了共识。二十国集团开始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治理平台兴起，开启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新时代。因此，有学者甚至将此次会议称为“第二届布雷顿森林会议” 
[1]

 。

在峰会中，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奥巴马试图与欧洲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强沟通和协调，通过妥协和让步推动全球共同行动应对危机的努力。峰会公报确定了几方面的原则性措施：第一，承诺在未来两年提供2500亿美元支持贸易融资来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作出了重大改革，包括创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对成员国金融风险进行监管、将信用评级公司和对冲基金纳入监管、改革会计准则问题、对不符合规定的避税天堂进行监管等。第三，峰会推出了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承诺到次年年底各国财政收入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第四，峰会促成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各国同意为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计1 1万亿美元资金，其中IMF资金规模将扩大至现在的3倍，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第五，峰会还进一步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一方面，通过多边发展银行（MDB）提供1000亿美元贷款支持低收入国家，另一方面，放宽IMF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限制，以及启用IMF黄金出售为最落后国家提供60亿美元的特惠贷款。

危机爆发后的头两年，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救助和反思国际金融体制的需求强烈，迫切需要二十国集团这样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去协调和开展集体行动。峰会除了达成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和金融监管改革计划之外，还正式确定了二十国集团成为取代七国集团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2009年9月召开的匹兹堡峰会正式同意将二十国集团峰会作为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的主要平台，使之对国际经济的协调和管理进一步机制化。而且，美国还从中斡旋，促使改革意愿强烈的新兴经济体和守成的欧洲国家达成一致的改革方案。最终峰会发布的《领导人公报》承诺将IMF至少5%的份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将世界银行3%的投票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并促进世界银行的进一步改革。这一改革计划正式开启了危机后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步伐，有利于推动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另外，在此次峰会中，各国也达成了实施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政策框架，这一框架成为二十国集团长期的核心议题。

可以说，从华盛顿峰会到匹兹堡峰会，即金融危机之后的头两年，是二十国集团的“蜜月期”。虽然各方对具体议题都有纷争，但是在团结更加广泛的国家积极应对经济危机、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刺激计划方面达成了一致。在美国国家实力下降、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奥巴马希望在与全球主要力量合作中分担应对金融危机和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责任。美国的战略目的是试图通过G20这一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框架，特别是承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权进行改革，来安抚处于不满状态的新兴国家，并诱使它们支持美国领导的危机“保卫战”。为了安抚欧洲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新兴经济体扩大国际经济治理代表权的心理，奥巴马推动了二十国集团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机制转变为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二十国集团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新兴经济体纳入到国际金融治理之中，开始承诺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治理体制。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实现了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



注释


[1]
 Aldo Caliari，“We Only Need One Bretton Woods II，”Foreign Policy in Focus，November2，2008,https：//www coc org/node/6250.


[2]
 参见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3）。


第三节 美联储货币伙伴外交与“改制”力量的分化

即使在危机爆发初期，奥巴马也不是一味地支持多边合作来应对金融危机。奥巴马其实在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多边合作，将灵活的双边伙伴网络与多边国际机制结合起来，最大地捍卫美国的霸权利益。其中，面对金融危机中的全球性美元短缺，美国通过签订货币互换协定选择性地提供美元流动性，就是美国实用主义国际经济战略的体现。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面临巨大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压力。美国选择特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定，构筑以美联储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排他性地提供国际最后贷款这一国际公共物品。通过货币互换伙伴的选择，美国保护了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的投资利益，同时拉拢了一些核心新兴经济体，分化了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力量，掌握了危机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动权。

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金融机构都大规模地持有美元标价的金融资产。随着国际资产负债表的大幅度增加，各国金融机构为了支付这些美元金融资产，需要持续地从债务市场上借贷大量美元。欧洲银行在危机前已经分别从银行间市场获得4320亿美元，从中央银行获得3860亿美元，从外汇调剂市场（FX swap market）获得3150亿美元。 
[1]

 同时，欧洲货币市场基金中美元组合的一半也存放在外国银行，估计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因此，把各种美元基金的零售市场估值和欧洲银行借贷的美元加起来，总额约有21万亿美元。 
[2]

 所以，只有持续不断并且大规模地提供美元流动性，才能确保国际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平衡。可是，2007年8月银行间市场的崩溃，导致了美元短期融资的紧缺，致使外汇调剂市场上通过商业性货币互换获得美元流动性的成本非常高。同时，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元货币基金被大量取出，银行票据被大量挤兑，威胁到整个银行体系的批发零售业务 
[3]

 ，甚至中央银行存入商业银行的部分外汇储备在危机中都被迫取出用于支付美元资产的兑现 
[4]

 。急转直下的国际市场条件，使得银行很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的方式应对美元融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国际银行和债券市场统计数据，国际短期债务在2008年第一季度末达到顶峰，已达322290亿美元。 
[5]

 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大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面临着严重的美元资金短缺，亟需国际最后贷款人来提供国际流动性。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池远远不足，只有2500亿美元，未来可借出的资金只有约600亿美元。于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考虑扩大IMF的资金池，以确保IMF拥有更多资金应对危机。对于美国来说，通过推动IMF增资来提供美元国际流动性，不仅可以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也有利于挽救美国不断衰退的国际经济地位。但是，新兴经济体希望通过此次增资改革计划，永久改变IMF的投票份额和治理结构，提升其在IMF中的代表性。2008年11月，G20华盛顿峰会首次宣布需要对IMF资源的充足性进行评估。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中，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倡议将IMF的资金池扩大三倍，达到7500美元。会后决定将IMF的资金增加到5000亿美元，并且新增约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来增加全球流动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新增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IMF短期融资。在增资过程中，多数国家通过与IMF签订双边贷款协议的方式增资，而金砖国家则倾向于用购买新的IMF币（一种IMF债券）的方式增资，以促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最终，这两种形式的增资都被并入“新借款安排”（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NAB），并将新借款安排资金从原有的520亿美元增加到5680亿美元，于2011年3月生效。金砖国家代表了新借款安排中的16%，具有新借款安排决策的否决权。 
[6]



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并不满足于只在临时性的新借款安排中增加份额，更重要的目标是永久改变IMF的配额和投票权。经过多轮谈判，在2009年于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中，G20成员对IMF改革的核心内容“份额分配”达成一致，承诺各方将注资超过5000亿美元，并进一步扩大IMF的新借款安排机制。在2012年的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公布了其对IMF增资4500亿美元的计划细节，以推动总增资承诺。 
[7]

 2010年11月6日，IMF执行董事会就份额和投票权一揽子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改革方案的核心是将IMF的配额提高到两倍，既提高IMF的借贷能力，又促进了配额的重组。根据该方案，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将升至42 3%，转移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达6 2%。但是，其中仅有2 6%的份额是从发达国家转出的。而且，协议规定在新的配额结构实现以后，新借款安排将被撤销。也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参与新借款安排最终并没有转化为IMF的决策权。更关键的是，2014年1月13日，美国参众两院否决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批准IMF2010年分配份额改革的动议。美国不承认份额的合法地位，IMF的份额改革便无法生效。

IMF增资和配额改革经历了复杂的国际谈判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IMF既没有充足的资源代理美国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又没有反映出新兴经济体提高国际组织代表性的要求。整个增资和改革过程充分反映了危机之下多边协调的困境。虽然IMF配额实现了翻倍，并增加了新借款安排，使IMF资金池达到7500亿美元，但是，IMF的资源对于开展国际金融救助来说，还远远不够。事实上，即使危机中对最小国家希腊的救助也需要2400亿欧元（合3150亿美元）。 
[8]



在危机面前，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和财政资源紧张使得美国很难为IMF单方面增资。为了应对此次全球性的美元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同时开启了两个项目：短期拍卖工具（TAF）和货币互换计划。从2007年年末金融危机开始到2008年秋，美联储通过与14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临时互惠货币安排”，帮助解决不断增长的全球美元流动性短缺。这些中央银行利用通过互换协议获得的美元，向其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借贷美元。外国中央银行尚未偿还的美元数量在2008年12月一度高达5860亿美元，欧洲中央银行占了总美元贷款的80%左右，临时互换协议的金额一度超过了美联储总资产的25%。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通过重启货币互换协定网络，“美联储系统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扩张” 
[9]

 。

2007年12月，美联储分别同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货币互换协定期初的额度分别只有2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之后又数次提高额度，到2008年9月，互换额度分别达到24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2008年9月中旬，美联储也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分别签署了400亿美元和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这两个货币互换额度在年底都迅速翻番。同时，美国与加拿大签订了1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到10月中旬，之前与欧洲央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签订的货币互换协定被扩展到不限额度。2008年9月底，美联储分别与澳大利亚和瑞典签订了各1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同时与丹麦和挪威分别签订了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额度。美联储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的货币互换额度迅速扩展到300亿美元，与荷兰、挪威和新西兰的货币互换额度也扩展到150亿美元。2008年10月底，美联储又分别同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韩国这四个新兴经济体签订了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见表10—1）。

美联储同10个发达国家的央行签订了规模惊人的货币互换协定。多数货币互换额度都赶上了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尤其是同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甚至超过了它们此前的外汇储备水平。这些发达国家的央行将通过货币互换获得的美元，通过国内信贷分配机制投向了国内金融市场，有效地缓解了国内的美元流动性短缺，既降低了这些国家央行通过抛售美元资产来缓解流动性危机的风险，又避免了海外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违约对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及。 
[10]

 因此，布鲁兹和丹尼尔·麦克道维尔（Daniel McDowell）都指出，美联储倾向于选择美国国内金融利益覆盖的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定，即认为美国银行在危机国的债权和投资规模越大，美国同该国签订货币互换协定的可能性就越大。 
[11]

 而美联储同新兴经济体签订的货币互换额度相对于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来说要少很多，这些新兴经济体启用货币互换也很少，因此货币互换协定的政治和市场信号意义要更加明显。除了担心新兴经济体抛售财政部债券来缓解流动性危机之外，美国不忘拉拢巴西、新加坡和韩国，与其签订货币互换协定，服务于美国掌握危机后国际货币金融改革主导权的需要。 
[12]

 巴西和韩国分别是2008年和2010年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轮值主席国，在峰会议程设置和政策协调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13]

 新加坡不仅是二十国集团成员，还是金融稳定论坛中除了中国香港之外唯一的新兴经济体成员。因此，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定的选择性，集中维护美国金融部门的海外利益，并加强对危机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的控制。

表10—1 美联储签订的货币互换协定（2007—2010年）（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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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阿拉伯是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石油国家，同时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中与美国开展了积极的协调合作。参见邹志强：《石油美元视野下的沙特阿拉伯与全球经济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3）。


第四节 美国经济复苏与全球经济治理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通过危机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挽救金融行业，重振制造业，引导新一轮能源革命。在国际层面，奥巴马通过更具包容性的二十国集团团结各国共同采取行动，协调开展经济救助与财政刺激行动。奥巴马政府通过内外政策的相互配合，从金融危机中挽救了美国经济，使美国避免陷入深度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且，美国采取的双边伙伴网络与多边合作机制结合的实用主义国际经济战略，防止了国际金融体制在危急关头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危机中捍卫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正如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评价的：“尽管美国在奥巴马主政时期经受了种种痛苦，但他帮助国家度过了糟糕至极的一段时期，如今美国正开始摆脱困境。”当美国的经济逐渐走出衰退时，奥巴马开始改变其对多边层面国际经济治理的态度，美国的国际经济治理政策出现转变。

失去了通过二十国集团调度各国以采取共同的紧急救助行动的动力之后，美国对二十国集团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支持态度逐渐冷淡，并放任二十国集团沦落为一个新的空谈俱乐部。

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协调方面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从匹兹堡峰会开始，各国就对实施“推出策略”出现了分歧。在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旧要求以合作与协调的方式推出刺激政策。接下来的多伦多峰会并没有达成任何新的共识，在减少财政赤字方案遭遇争议之后，峰会达成了一个相当模糊的共识——“各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重建计划”。

在2010年11月召开的首尔峰会上，各国的分歧更加凸显。美国不顾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承诺，单方面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国债形式向市场注入6000亿美元的流动性。世界各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行为纷纷表示谴责。面对二十国集团国家的“围攻”，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首尔首日便立即向其他19名峰会元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为美国的立场展开辩解。奥巴马虽然作出世界需要美国经济恢复健康，而美国经济需要更强劲出口的辩解，但其他国家对美国这一背离二十国集团目标的行为非常不满。很多新兴经济体甚至包括日本央行也开始大规模干预本国外汇市场，力图遏制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显著升值。汇率竞争性贬值的风险骤然增大，全球汇率战风险凸显。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借助二十国集团，在汇率问题上向新兴经济体施压，要求新兴经济体采取市场化的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提议为纠正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问题而设定目标值，以此敦促中国上调人民币汇率并迫使德国扩大内需。各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和顺差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15年之前应保持在4％以内”的提法一旦生效，只有中国和德国将受到限制。美国为防止加剧新兴国家的不满情绪，避开从正面讨论汇率问题，转而选择了从经常项目收支问题入手，避开国际社会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批评，将货币竞相贬值的“皮球”踢给中国和德国。美国通过将经常项目收支作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成功将讨论引向了是否采纳共同提议上，从而抵御住了各国对美元贬值的批评。

在随后的几届峰会上，二十国集团未能在有关世界经济的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当二十国集团的任务从抵御经济危机、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时，峰会成为不断重复各国已经在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达成的一些原则性共识的清谈馆，在行动上的突破非常有限。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增大，美国支持二十国集团的动力下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常常把一些零碎的议题引入峰会，挤占原有的议题空间。这些因素都促使二十国集团作为新兴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至今，二十国集团已连续召开了九届领导人峰会，各国领导人就金融危机应对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危机应对政策协调和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但是，奥巴马支持多边经济治理意愿的下降，使得二十国集团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转型为世界经济指导委员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历届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题设置与主要成果见表10—2。

表10—2 历届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题设置与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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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政府不仅逐步淡化对二十国集团治理机制的支持，还日益成为其他新兴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阻碍力量。奥巴马政府虽然公开宣称希望将金砖国家纳入其在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 
[1]

 ，但对于金砖国家开展的国际经济治理合作和改革倡议仍旧持消极态度。实际上，美国已经开始密切关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担心其影响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采取一些分化和遏制的政策。在经济上，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排他性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建构新的贸易规则和标准，并将金砖国家排斥在外，以遏制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此外，美国也开始在军事领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于2015年6月3日至4日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签署了新的为期十年的《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在多个安全相关领域的防务合作。《印度时报》甚至开始欢呼，这项协议将为美国向印度共享航空母舰技术打下基础。奥巴马政府的这一军事合作举措，正是美国试图通过拉拢印度来分化金砖国家内部的力量的体现。西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军事专家弗朗茨·斯特凡·加迪在《美国外交官亚太时事杂志》（The Diplomat）上发文称，美国这一举动应被看作是对金砖国家成员间日益广泛的军事合作活动的迟来回应。 
[2]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2015年4月17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也简述了美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支持态度，并将美国国际承诺的不兑现归为国会的不配合，“美国政府已重申其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承诺，并认为为遵循高标准的新机构保留空间是重要的。一个强大的、具有丰富资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符合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美国国会应当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提案，否则会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怀疑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作出的承诺。美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其国际领导力，但这需要国会的配合。美国经济伙伴的成功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也将继续同国际伙伴合作，迎接挑战，共创美好未来。” 
[3]

 但实质上，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把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作为他的优先议题选项，也不愿意浪费更多的政治资源去推动法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中的增资改革计划，一方面会稀释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还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资金成本，面临更大的国内压力。而且，由于美元的优势地位，美联储始终掌握着国际金融救助和流动性供给的特权，具备双边金融救助的政策选项，因此奥巴马始终不愿意把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和外交遗产投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案上来。美国国会就发布报告表明，与增加美国对IMF的注资相比，美国更愿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期间创新的新借款安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不同，新借款安排是一个临时性的增资计划，只会在紧急时刻临时性增加救助资金，没有制度性约束，无须永久增加份额，也不会改变美国的份额比率和投票权。而且，即使在新借款安排中，美国在38个国家中也有充足的决定权，不会被众多的成员国稀释。

根据2010年12月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将增加一倍，若按当时汇价折合将增至7200亿美元，成员的份额比重也将随之调整，6%的份额将转移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 72%升至6 39%，成为仅次于美国（16 75%）、日本（6 98%）的第三大份额国，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 65%升至6 07%。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将跻身前十大份额国之列。此外，还将对基金理事会执行董事的席位分配和产生方式进行改革。在全体24个董事席位之中，欧洲国家将让给发展中国家两个席位，以提高后者的代表性。执行董事将全部由选举产生，美国指派执行董事的特权将被剥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治理改革这种重大决定必须经由85%以上总份额的成员国通过才能生效。截至2014年1月底，已经有141个成员国（占总份额的76 1%）通过治理改革方案，而基金组织中的最大股东美国却迟迟未能在国会通过。2014年3月，奥巴马政府将备受争议的乌克兰援助计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法案捆绑提交给国会，结果遭到众议院共和党的反对。为了尽快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搁置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案的投票。

在2015年美国国会的预算立法中，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纳入提交给美国国会的预算立法中，又一次拖延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的批准。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治理改革在2015年依旧无望。除了两党的国会纷争和民主党希望将政治资源用于更重要的国内议题之外，其实两党对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和投票权减少而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投票权增加，都心有余悸。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在国内屡遭拖延的原因。虽然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并没有实质上撼动美国的否决权，但是美国精英尤其担心这是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优势地位的开始，担心新兴经济体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会成为趋势，最终影响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不愿让中国等新兴经济强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之后，美国又一次试图阻拦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倡议。中国为了补充现有多边发展机构和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的不足，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葆拉·苏巴基所言，美国沉迷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国的地缘政治霸主地位“制度化”，其所采取的遏制中国的系列行为（如在亚投行筹建过程中作梗、拒绝批准增加中国影响力的IMF改革方案等），只能使其丧失影响未来世界的能力，破坏面对共同挑战的合作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 
[4]

 美国以治理水平为由，反对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帕特里克·文特雷尔（Patrick Ventrell）表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议题上，美国的一贯立场是清晰的。任何新的多方机构都必须包括像世界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一类高水平的机构。”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希望任何国家在最后承诺加入这一组织时，能够确保其有适当的治理方式，并且警告称中国以及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正在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当英国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白宫就此指责英国，认为这是对中国的“迁就”，而且公开批评亚投行将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以及直接质疑其在环境标准、公平竞争及贷款规则方面的透明度与有效性。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认为，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只是想维护自己的霸权的体现。

奥巴马政府在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逐渐改变了其对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政策。这是美国以捍卫霸权利益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的体现。即使在危机盛行的时期，美国也是试图将灵活有效的伙伴关系网络与多边国际治理机制结合起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在美国经济开始走出衰退之后，奥巴马政府不仅迟迟不兑现当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承诺，而且进一步淡化对新兴的二十国集团治理机制的支持，甚至开始将二十国峰会作为地缘政治竞争和打压利益冲突者的外交舞台，破坏二十国集团担当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的角色。而新兴经济体倡议的金砖合作机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遭到美国的阻挠。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绊脚石。



注释


[1]
 The Economist interviews Barack Obama,The President on Developing Economies,August2，2014,http://www economist com/blogs/democracyinamerica/2014/08/economist-interviews-barack-obama.


[2]
 参见汤佳如：《外媒：美国对印度的拉拢或难敌金砖国家间合作》，中国网，20150507。


[3]
 美国财政部：《美财长谈全球经济与治理》，中国财政部亚太中心摘译，http：//afdc.mof.gov.cn/pdlb/yjcg/201504/t20150423_1222133 html，2015。


[4]
 参见褚国飞：《欧美学者呼吁美国支持多边全球经济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727）。


第五节 全球治理变革的新时代？

对于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美国总体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美国在维护既有的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运作能力的同时，结合灵活有效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在危机盛行时刻，美国顺应新兴经济体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压力，承诺进行相应的改革并采取一些局部改革的措施来号召各国共同采取危机救助行动；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之后，美国便对国际经济治理改革采取冷淡甚至阻挠的政策，努力通过各种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但是，美国霸权护持的国际经济战略已经很难奏效。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在金融和贸易往来中成为重要行为体，多极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国际体系权力对比、治理机制合法性和理念结构的变迁，使得全球治理必须顺应这种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2008年，位于世界权力之巅和全球市场核心地带的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随后老牌资本主义的欧洲世界也爆发债务危机，它给整个国际体系演进带来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一场深刻转型。一方面，危机加速了美欧经济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促使整个国际权力结构进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另一方面，美欧危机刺激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美国主导的思想观念体系和国际制度体系的有效性，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统治地位所遭遇的挑战日益增大。

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入发展，各种地区性金融危机时有爆发，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整个二战以来所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整体架构。但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与2010年接踵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共同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迁。

首先，美国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权力的流散，支撑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单极政治结构正在快速坍塌，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1]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由三根支柱构成，即美国的核武器（军事力量）、跨国公司以及以美元地位为代表的金融力量。 
[2]

 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不仅使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阻碍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也令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步伐逐渐加快。美国金融危机也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在公共部门融资能力、财政赤字和国内改革方面面临的压力。 
[3]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经济上实现的大规模崛起，可能是21世纪区别于20世纪最根本的特征。在多个经济指标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国家开始不断跻身排名前十的行列。据IMF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01年，七国集团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48.37%，到2012年时，其份额已经下降到37 84%。而同期金砖五国所占的比重则由17.63%上升到27.25%。 
[4]

 在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明显脱节，实力与权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格局，这成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第一动力。 
[5]



其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不足。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国际社会对更大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救助、资本跨国流动管理、国际金融监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需求增加，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WTO为代表的正式国际治理机构和以美国为领导的七国集团政策网络既不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又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来协调各国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基础日益弱化，如何从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转向更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和欧洲需要向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让渡权力空间。 
[6]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重大发展是二十国集团取代排他性的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 
[7]

 ，但二十国集团在机制化建设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8]

 二十国集团更大意义上是各国领导人通过非正式机制进行政策协调和达成共识的机构网络，具体的规则制定和政策执行都是由正式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实行的。但是，既有的正式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却面临各种障碍，从而削弱了其治理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既存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正式制度运行所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大，而地缘政治的作用愈发明显。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一方面，人类在21世纪所经历的重大权力转移就是随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的复兴，权力从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进行“横向”（horizontal）转移，另一方面，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权力正在从国家行为体向参与跨国活动的非国家行为体进行“纵向”（vertical）转移。 
[9]



当新兴经济体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努力推动的IMF投票权和份额改革方案在美国国会阻力下陷于停滞后，金砖国家通过发起成立金砖国家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来加强发展中国家构筑金融安全网和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发起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外交活动。

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步履蹒跚，各主要国家转向通过双边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来角力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总之，美国金融危机加剧了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包容性、行为能力、权威性和合法性等多方面的不足，大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在重新加强，尤其是体现在对新一轮的规则竞争方面，整个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再次出现“礼崩乐坏”之后的秩序再造。

最后，美国金融危机削弱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合法性，使国际社会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治理和发展理念的“重构期”。一方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这两起重大事件，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理念的反思 
[10]

 ，以“资本自由化”为导向的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和跨国资本流动管理规范在危机后都经历了逆转。在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主导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巴塞尔协议Ⅲ》替代了以金融去监管和自我监管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监管模式 
[11]

 ，并将主要依靠市场纪律和自我监管的对冲基金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纳入国际监管框架。 
[12]

 同时，跨国资本流动管理规范也开始作出调整。作为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鼓吹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承认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 
[13]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增强了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14]

 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抵制国际经济组织所施加的经济自由化压力，在经济转型中坚决捍卫国家经济政策的自主性，通过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引导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金砖国家在金融监管、资本管制 
[15]

 、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公共部门等政策领域，都强调政府职能的积极作用。这种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的成功也引起了知识界对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发展模式的反思。 
[16]



不仅如此，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为了开展金融救助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各主要国家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干预，这种干预行为明显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对政府行为的框定。在金融危机过程中，除了各国实施的国内金融救助和刺激计划以外，美联储实质上扮演了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干预。 
[17]

 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管理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凸显，实质上在危机中帮助维持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18]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持续性的影响，推动了国际权力的流散、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和经济治理理念的重构，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走向瓦解，未来的全球治理必须顺应多元化的历史趋势。



注释


[1]
 20世纪70年代围绕美国经济霸权衰落的讨论直接促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兴起，并因此诞生了像《霸权之后》和《大国的兴衰》这样重要的政治经济学作品。


[2]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12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3]
 但是在中短期内，美国仍然可能保持综合实力的全面优势，在军事、科技、地缘政治、人口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尤为明显。参见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国家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Bruce Jones，Still Ours to Lead：America，Rising Powers，and the Tension between Rivalry and Restraint，Washington，D 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4.


[4]
 参见何帆、冯维江、徐进：《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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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李巍：《中国金融崛起的国际环境与战略应对》，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4）。


[6]
 G John Ikenberry，“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Current History：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January2014，p.18.


[7]
 参见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


[8]
 参见王勇、刘玮：《新兴力量的崛起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载《中国战略观察》，2012（3）。


[9]
 Joseph S Nye，“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Power，”Current History：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January2014，p.22.


[10]
 特定事件是影响经济治理理念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参见吴澄秋：《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治理理念结构》，载《国际论坛》，201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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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c Helleiner and Stefano Pagliari，“The End of Self-regulation?Hedge Funds and Derivative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in Eric Helleiner，Stefano Pagliari，and Hubert Zimmermann eds ,Global Finance in Crisis：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hange，New York：Routledge，2010，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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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报告部分地承认了资本账户管理的适当性，并为如何适当使用资本账户管理制定了一套指南。参见Ostry，Jonathan D ，Atish R Ghosh，Karl Habermeier，Marcos Chamon，Mahvash S Qureshi，and Dennis B S.Reinhardt，“Capital Inflows：The Role of Controls，”IMF Staff Position Note，2010，Washington，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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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吴澄秋：《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兼论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03（1）。


[15]
 例如，巴西、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后就通过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不稳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参见凯文·P·加拉赫尔、斯蒂芬尼·格里菲斯琼斯、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促进稳定和发展的资本账户管理：一种新方法》，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5）。Gallagher，Kevin P.，“Regaining Control：Capital Control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2011；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Recent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Cross-Cutting Themes and Possible Policy Framework，Washington，D 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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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同14个外国中央银行签订货币互换协定，同时通过6个紧急项目和账户窗口向海外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贷款，提供海外美元流动性。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Federal Reserve System：Opportunities Exist to Strengthen Policies and Processes for Managing Emergency Assistance，GAO-11-696，July201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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